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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研究学界逐渐从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即“IR理论”）的关注和讨论中走了出来，转而聚焦那些通过短期研究即能取得立竿见影成效的外交政策议题。这似乎暗示了中国的国际研究有丧失“理论志趣”的趋势，也似乎暗示了相关学界陷入引介和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瓶颈期。甚至不无讽刺地说，如果今天还有谁批判性地探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或者试图在“中国范式”上做文章，谁就不免有“不识时务”之嫌。诚然，过去十几年来，国内相关学界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性研究，多是引介、综述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西方学者相互间的批评，即使所谓基于中国视角的反思，其所聚焦的仍然是西方主流范式语境所预设的几个问题，如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否必然、国家中心主义是否应被放弃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冲突还是合作，等等
(1)

 。然而，围绕上述问题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内部之争，它们之间不论怎样相互批评也不会超越以“美国范式”为代表（如自由制度主义、自由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等）的体现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于是，这种看上去尖锐的“自我批评”活动，实际上增强了这些主流理论体系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和强强联合，即通过一系列“范式搭桥”或“理论折中”的尝试，实现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共同体的扩大再生产和“范式帝国主义”的自我强化。所谓“范式搭桥”，如萨穆尔·巴尔金（J．Samuel Barkin）等学者主张的在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之间搭桥形成的现实建构主义（realism constructivism）
(2)

 。所谓“理论折中”，如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提倡的以“问题为导向”（issue-oriented）的分析折中主义（eclecticism）
(3)

 。在此意义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的任何相互批评最终都演变为对上述“范式帝国主义”的辩护词。

进而言之，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在国际研究领域的体现，带有浓厚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色彩。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政治科学”一词虽然在能指层面上冠以“科学”的帽子，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指层面上就是一门真正具有因果关系解释能力的科学。我们一旦使用“政治科学”这一符号，则“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暗示了某种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含义：正如美国知名政治学学者迈克尔·G．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s）所著经典教材冠以“political science”之名
(4)

 ，而不是“politics”，这是在字面上强调采用“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政治学的含义。与之相比，物理学（physics）、化学（chemistry）和生物学（biology）等的“学科定义”无须多此一举，这恰恰表明“政治科学”本来不是一门科学，只是一种试图通过提出“因果解释”（即华尔兹所指的“理论”）、描述客观规律、强调模型可预测性等元素构造起来的特殊政治研究路径，它本来不应该含有任何普世化的特征。进而言之，该路径在研究形式上凭借科学的“无情特征”（如实证的、统计学的、可计量的，等等）意图实现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学”。它实际上隐藏了不容忽视的“去反思化”的理论效果，因为在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透镜下，任何被研究的对象（在政治科学中就是政治现象）都是主体无涉、价值中立、超历史性的（transhistorical），它们的本质是稳定的、不变的、自在的，并且它们在你面前所呈现的似乎就是外在于主体而绝对给定的，这意味着你只能去“客观”描述它，去接受它，并且因循其“内在规律”去再生产它。例如，“政治科学”通过描述资本逻辑的因果机制以及刻画该逻辑在历史延展中的可预测性的方式
(5)

 ，从而最终使得研究者手持华尔兹式（waltzian）“理论”
(6)

 的入场券参与到现代世界体系的秩序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再生产中。这实质上是“解构”了政治学（含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反思、批判的理论向度，并且掩埋了社科理论题中应有的“解放性”的左翼特质。换而言之，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科学”自我投射出了符合其世界观的世界图景，所谓对因果关系的客观描述以及科学预测事态进程也只是在它已经预设好的重言式命题（tautologies）中展开，无论是“经验证实”（empirical positify）还是“经验证否”（empirical fasify），都不自觉地达到了对现存世界经济秩序及相应全球治理模式的理论强化。

一向标榜自己具有对政治、社会事态预测能力和客观因果关系描述功能的美国社会科学传统（即“政治科学”路线），正是这样一种“去政治化”的“学术政治”产物。“去政治化过程”本身又是一种有特定立场或特定观点的“再政治化的过程”。国际关系学作为形成历史不足百年的社会科学新成员，恰恰是伴随这一“去政治化过程”成长起来的，同时在“再政治化过程”中被漂染上美国价值观体系的肤色，彰显出鲜明的美国式科学主义思潮的基调：无论是属于国际关系“显学”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
(7)

 通过“理论”构造来推演其国际无政府结构，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运用经济学的市场类比和策略逻辑（the logic of strategy）对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单位行为模式的解读，均体现了英美科学主义方法论
(8)

 的研究路径以及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哲学传统。即使是对以上理论体系持批评态度的社会建构主义，也试图选择一条在“理性主义”（以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为典型代表）和“反思主义”（reflectism）传统之间的“骑墙主义”路线，以确保自身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共同体（即“美国范式”）中不被边缘化。国内学者不无指出，从事上述范式研究的西方学者在其表述中均涉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社会结构等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力与美国所处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而其理论形态和背后的观念则与美国民族历史、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等大有关联
(9)

 。在此意义上，这种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本质上是其本国历史传统、经济、政治活动和外交政策经验的反映和理论抽象。一般而言，通过本国经验形成的理论范式自然带有地方性质，并且在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实践过程中，往往促使国际行为单位完全站在自身利益角度上制定政策和塑造国际机制，试图将其特定传统（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投射于全球范围内，即特殊主义的普世化（particularism universalization）。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美国性”问题的内在逻辑，在根源上滥觞于现代世界体系
(10)

 背后的资本的逻辑，
 它本质上难以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政治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内核与前提假设中蕴含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均不同程度地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换而言之，它们在建构自身理论体系以及解释国际关系事实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西方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作模式进行合法性辩护，为资本主义大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战略实践提供理论论证，开辟国际舆论道路。进一步讲，当代新现实主义范式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后威斯特伐利亚时期”的霸权稳定状态）的绝对性和体系结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先验本质，并坚持一种从先验理论假设出发来研究国际政治现实的经验实证主义的路径，并且将“国家”这个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单位视为超越历史的（transhistorical）存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虽然强调国际进程和规则，但仍旧在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类比”等核心假设和采用“科学—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方面同新现实主义并肩而行，暴露了其不是从历史实践出发、基于问题导向，而是过分依赖形式理论、囿于范式导向（paradigm-oriented）的形而上学特点。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范式在批判性地吸收前二者的基础上，试图持有后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同时坚持认识论上基于主体经验
(11)

 的科学实在论的基调。值得强调的是，以上“美国范式”都从不同方面“立场坚定”地拒斥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国际政治研究，如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贬损为忽视结构的还原主义（reductionism）
(12)

 ，以及明确否定生产关系作为唯物史观的范畴，相反，将它视为观念或文化范畴
(13)

 ，这清晰体现了其唯心史观的本质。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要冲破“美国性政治科学”雾霾的笼罩，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层次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不能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有力的批判武器，当然更少不了政治哲学视角的介入。在批评和反思的意义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范畴（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交集——国际政治的哲学理论或“国际关系的元理论”（meta-theory of IR）将成为一种在理论上可能并且在实践上需要的跨学科的理论尝试。进而言之，本书试图站在“元理论”的高度去审视、定位和反思上述IR主流范式，并利用跨学科交互研究的工具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作为一个“美国范式”的整体，按照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等范畴进行反思性“解构”，最终旨在在“美国范式”的疆域内为未来的“中国范式”清理出生长空间。

正是在此视角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将按照以下五章展开。


第一章
 首先从反思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美国性”出发，指出其本身具有的地方局限性会导致特殊主义普世化的问题和“范式帝国主义”，并且通过分析“美国范式”的嬗变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揭露“范式帝国主义”背后蕴含的西方国际政治价值观和特殊秩序的普世化威胁。其次，为回应上述威胁而提出“国际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以审视、反思及定位“美国范式”背后的“元理论”基础，这可谓一种对“美国范式”的解构性剖析，属于相对独立的批判。再次，本章对“美国范式”包含的三大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了简单素描和点评，旨在为后面的“哲学分析”圈定靶向治疗的目标。


第二章
 则首先分析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产生背景的全球化语境，对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含义及其类型从不同层面进行界定和划分，在此基础上锁定“美国范式”的分类结构形态和批判的范围。其次，对当代两类国际关系的哲学思考（自由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合理性展开反思，即驳斥将其作为普世化的国际政治哲学的必然路径，从而为本书提供的研究路径清理理论障碍。其论证特色有二：一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类型划分，尝试运用“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的三个传统划分的分析模式，并以其蕴含的“国内类比”逻辑为红线，展开本章之后部分对“国际政治哲学的国内类比路径”的批判；二是本章批判性地将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的政治哲学原则、观点等诠释为马丁·怀特式的“国内类比逻辑”，同时以类似逻辑批评另一种霍布斯式“丛林类比”的国际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


第三章
 的研究主题从作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方法论角度展开审视，将这些方法论划分为“理性主义（或唯理论）&建构主义”以及“个体主义&整体主义”，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它们的内在肌理和问题等进行剖析，并指出其中蕴含的唯心史观的方法论表现。具体言之，本章结构设置不同于一般教科书式的论证次序，即把本体论分析置于方法论研究之前，而是首先从对“美国范式”的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分析入手，并针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特殊语境给予合理批判性分析。值得强调的是，本章尝试运用INUS条件
(14)

 模型对方法论理性主义或唯理论（rationalism）的因果解释模式按其自身逻辑进行解构性的分析。此外，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一节试图剖析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驳斥方法论还原主义的论证逻辑
(15)

 ，指出他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批评为“还原主义”的错误。


第四章
 从考察“美国范式”中潜在的本体论问题入手，指出其“美国性”的形而上学根源。进而言之，本章试图通过聚焦温特关于国际关系事实的界定，为读者揭示蕴含于“美国范式”中的当代语用学（pragmatics）基底的本体论立场。本章最后部分尝试援引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观点对上述立场进行“矫正”。值得强调的是，本章援引当代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关于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的本体论思想
(16)

 ，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进行“元理论”层面上的定位。此外，本章试图在温特的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建构进路、塞尔的社会实在的语言建构进路以及卢卡奇的社会总体性存在的思想之间展开“对话”，从而揭露建构主义蕴含的唯心史观的立场。


第五章
 将对“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基础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定位。本章首先通过对国际政治“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引发对主流范式中隐藏的认识论基础的进一步思考，即通过尝试利用知识论范畴中的基础主义和融贯论观点，围绕相关主流范式语境对其背后所谓“政治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展开批判性定位。并且，本章通过这种定位工作将以上认识论定位诠释为具有实用主义（pragmatism）色彩的“基础—融贯论”，即综合折中的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路径，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伪科学实在论”（pseudo-scientific realism）。

从全书整体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由于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基本范畴的跨学科交互研究，因此其论证手法多以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基本范畴为框架，来解构、吸收、整合国际关系理论、政治科学和相关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这种不同层次的交互研究，不仅包含低阶的“部门理论”和高阶的元理论这两个层次间的对话，而且还要求在每个层次内部展开跨学派、多视角的对话和比较。例如，读者将在第三章对“美国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中看到从方法论理性主义角度对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六个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唯理论（rationalism）的“转译”；而在第四章对国际政治事实的本体论反思中，则为读者揭示一幅在当代语用学的分析哲学研究、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进行的多学科、跨学派的交互研究的图画。以上研究方法新路径在其他各章节也有所表现。

总之，本书以“国际政治的哲学理论”来解构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试图告诉读者：它作为试图突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瓶颈期”的一次跨学科尝试，旨在为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的话语体系，提供一种元理论层面上崭新的研究路径。



————————————————————


(1)
  这类研究著作在国内学术出版物中屡见不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可参见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
  详见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urctiv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5，2003，p．235。


(4)
  “政治科学”研究传统从其产生根源上讲，是受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表现为追求客观描述研究对象并且剖析对象背后潜在的因果关系的所谓“实证研究”进路。


(5)
  在某种程度上，著名的“李普塞特命题”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均可视为“政治科学”研究路径的典型成果。


(6)
  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或“美国范式”中表现出的“理论”不应想当然地理解为通过科学观测研究对象得出的客观描述，而实质上是一种独立于真实世界的“主观建构”，它的合法性来源于“有用性”，更直白地讲就是对确立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的效力。一旦某种IR理论能对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实践产生影响，甚至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机制建构作用，这种“理论”就不啻在真实世界投射了一幅依据“理论”自身范畴描摹的图画。具体对“理论”的解释可以关注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第一章“规律与理论”中论证的理论与规律的区别，认为前者是对规律的解释，后者是对事实的观察，但规律本身无法说明某种联系是否存在，也就无法说明能否进行控制和如何控制。因此，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因果关系的“政治科学”解释只有在主观建构的“理论”中才具有合法性。


(7)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在同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比较的意义上，也被学界称为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8)
  本书第三章将此“科学主义方法论”在国际政治哲学语境中诠释为“方法论的唯理主义”或“理性主义方法”。


(9)
  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10)
  可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郭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1)
  西方社会科学中所强调的“经验”（empirical/empiricism）有其科学哲学基础，通常可追溯到英国的经验论传统。在此哲学背景下对国际关系事实观察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主观属性，而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经验”。这意味着要摒弃一种国内学者（包括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学者）通常的误解，即从字面上理解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经受了事实检验的“真理”，是绝对客观的。实际上，“经验”在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语境中是一种主体性的范畴，它提供的观察记录不必然蕴含因果解释，需要“理论”来构建因果联系（可参考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第一章中的观点）。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验实证等同于真理符合论。


(12)
  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1～28页。


(13)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6页。


(14)
  INUS条件是指“不充分的（insufficient）、必要的（necessary）、不必要的（unnecessary）和充分的（sufficient）”几种条件，具体根据INUS条件对方法论唯理主义的内在逻辑问题的揭示将在本书第三章中展开。


(15)
  可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1～28页。


(16)
  约翰·塞尔（Jhon R．Searle）在继承了英国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语用学分析方法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实在的建构理论。



第一章　反思主流IR理论范式的美国性

“英语国家最擅长以普天下人民的福祉掩盖他们自私的民族利益……此类伪善在盎格鲁—撒克逊式思维中极其典型，是其独一无二的怪癖。”
(1)



——〔美〕EvH卡尔


 第一节　问题：何谓IR理论的“美国范式”

美国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直言不讳地将国际关系学视为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
(2)

 。作为发展历程不足百年的社会科学新成员的国际关系理论（或简称“IR理论”）或多或少地具有美利坚的血统，尤其是被国际关系理论界公认为当代主流范式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无一不是诞生于美国。甚至上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特点已经造成相关理论范式发展的路径依赖。进而言之，以上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在本质上是美国历史传统、国内经济政治活动和外交政策经验的反映和理论抽象。而基于本国相关经验形成的理论范式当然带有地方性局限，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往往站在自身民族—国家利益角度上制定对外政策或塑造国际机制，并试图将其特定传统（如美国的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标准投射到全球范围。

具体言之，读者不难发现如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嬗变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20世纪中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确立的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
(3)

 可视为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权力光芒在IR理论范式上的投射结果
(4)

 。伴随冷战的来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了论证美苏两极世界的内在结构的稳定性，以诸如威慑、理性选择理论（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等“政治科学”的方法取代了经典现实主义从抽象人性出发的形而上学的路径，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美国的全球霸主身份提供合法化的理论外衣，从而论证美国作为极化世界的超级力量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稳定世界秩序，以防“苏联独裁势力涂炭全球”。当世纪的战车挺进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时，美国遭遇了自罗斯福新政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实现经济复苏以来的漫长的经济滞涨
(5)

 ，美国面对这一窘境进行了经济政策的又一次大胆的转折性调整，放弃了注重国家宏观调控和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管控的凯恩斯福利主义道路，而回归到一种更强调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模式，即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政策。它强调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路线，即基于行为体市场互动所形成的调节机制，以看似自由民主的市场制度取代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谓“大社会、小政府”的治理路线。相对于这种国内经济实践背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受其影响的外交政策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即不得不接受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绝对权力优势的日趋式微和国际地位的逐步下滑，转而通过相关理论和实践强调在充满“多极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构建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尽管采取隐晦和技术性的表达范式）。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能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立足的现实根源，其实质是美国国内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的“国际版本”——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几乎是同一时期，现实主义范式也为适应这种变化而对其经典版本（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形而上学内核进行了彻底改造，强调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先天（a priori）地位和外生性（exogenous）角色，这也是为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或去中心化的现实图景。无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等理论范式，在本质上都是为适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为美国打造“隐形帝国”的霸权机制提供理论论证和思想资源。此外，即使是有着浓重反思主义或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味道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其诞生背景也是基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随着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对抗的消失以及世界多极均势的稳定发展，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式的你死我活的“敌友划分”不再终日盘旋于思考国际关系的学者、政客的头脑中，转而诉求一种能展现“新思维”的IR理论范式，以能够从学理层面上推动塑造今天的“民主化的国际社会”及其成员（民族—国家）的美国性的身份特质，即有利于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化文明”的身份认同的研究进路
(6)

 。例如，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对于世界无政府社会的三种文化类型的划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就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文化色彩。以上可称为主流IR理论范式“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路径，并且它们体现了将在下一章予以驳论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国内类比”路径
(7)

 。

在IR理论建构和相关学科发展的视角下，我们不妨批判性地将这种“学术政治学”路径概括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立足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传统）的内部政治实践经验，以某种成熟的理论学科范式（如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等）为基本参照，并将这种局部视角向外推演，扩大或延伸出本质上是“地方性”或“国家性”的“国际理论”。具体做法是从某一具体理论学科的概念、范畴出发进行“类比”建构，其实就是对其中的概念、范畴在国际研究语境中进行一定程度的“身份转换”，如通过类比新古典经济学语境中的完备自由市场状态而得到当代IR理论语境中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或国际自助体系，或通过类比方法论个人主义语境中的经济人（economic man）角色而得到自助型的国家行为体，等等。

第二阶段，通过强调一般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专业边界，使国际关系学在其核心概念范畴、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即实现同其学理源头（包括间接的地方性政治经验根源）的合法性切割，从而在此基础上将本来只是地方性的特殊主义的研究范式普世化为“通用的学术规范和标准”，以至于若想使其他“非普世化”的国际研究观点获得在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的话语权就必须在它们设定的框架下开展工作，否则接下来的厄运自然是被排挤和边缘化
(8)

 。同上述“特殊主义的普世化”相反，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以A代表一般性国际政治“真理”，并以B（B1
 ……Bn
 ）代表由于研究A所派生出来的各种“地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那么我们显然不能将B等同于A，因为B（B1
 ……Bn
 ）是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如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研究者的个性、偏好等相对独立地形成的；特别是从B1
 到Bn
 的诸范式之间一般不能相互推导或彼此还原，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或竞争关系
(9)

 ；如果单纯以追求学术真理为目的，那么IR学者就应该通过在各自形成的B（B1
 ……Bn
 ）的基础上相互对话和交流，以共同促进达到A。然而，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谱系发展却越发呈现出一幅“美国一股独大”的画面。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试图将对自己有利的范式B
(10)

 加以绝对化、权威化、普世化，从而最终确立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主流地位
(11)

 。

当然，读者可能会质疑上述判断是否有些偏激，是否带有政治偏见。客观地讲，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最让人担忧的不是它会造成“范式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是其背后潜伏的西方国际政治价值观、伦理观及相应国际秩序、机制的普世化能量，也是对一国外交政策产生诱导作用的观念力量，这种力量也属于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美国外交政策顾问托马斯·奈所津津乐道的软实力（soft power）。国际关系理论栖息在上层建筑中的观念领域，似乎距离我们的实践生活非常遥远，所以也就不像通俗的、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动员话语或宣传口号那样，容易被扣上意识形态战的帽子，因此具有“超限战”
(12)

 意义上的隐蔽性和长期渗透性。这恰恰是当代主流IR理论范式以一种抽象的甚至接近晦涩的学理表达形式
(13)

 向全球推广“美国中心主义”，同时不断边缘化其他“非美国中心”的竞争性理论。这些被边缘化的理论或范式可能包括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各种“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等（如女性主义或生态主义的IR理论范式等）。因此，为避免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美国性”所同化，我们眼前最紧要的工作或许不是仓促拾起诸如“天下体系”
(14)

 或“华夏主义”
(15)

 的理论武器，以“此特殊主义”应对“彼特殊主义”的方式推出所谓“中国范式”来抗衡前者
(16)

 ，而是应该先如“特洛伊的木马”一般潜入“美国范式”内部去审视、反思及定位其背后的“元理论”基础。换而言之，本书尝试剥开它们的技术性的理论包装以揭示其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的内骨骼和逻辑结构。于是，对比“美国范式”因强调“政治科学”的研究进路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如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和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本书的高阶理论研究路径不妨就叫“国际政治哲学”（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第二节　回应：何谓“国际政治哲学”

如果我们企图对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进行深层的批判性反思
(17)

 ，则不能不借助哲学范畴来审视它们。事实上，不论我们是否有明确的意识使用“国际政治哲学”概念来考察国际政治现象及其理论范式，我们已或多或少地使用着类似的哲学工具，或者从某种更宽泛的“理论”背景出发来展开国际关系研究。社会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就指出：“所有观察都是以理论为导向的，并依赖于关于事物种类和结构方式的背景观念的。这些背景观念往往被视为给定因素，也不会受到质疑。”
(18)

 而这些给定的“背景观念”或“理论”（即使我们不称其为哲学范畴）也确实扮演着相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体进路而言“第一公理”的角色。换而言之，如果国际政治中研究对象的本性是无法通过经验被直接观察到的时候，则不得不依赖某种超验的本体论假定——表现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基本前提或核心范畴
(19)

 ，以使得理论范式的系统内部融贯一致。然而，这些理论前提或假设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用哲学上的批判目光加以审视的。当我们通过这些前提假设来研究、推断国际政治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通过编写国际政治的“分析命题”，来推导出我们早已设计好的“实证结论”，因为该结论实际上已经蕴含于作为主词的前提假设之中了。换而言之，我们可以断言关于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实体理论的内容”
(20)

 。或许，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下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缔造者们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尖锐指出的那样：“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创造一幅简单易懂的世界画像。然后力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这幅图像取代现实中的世界，以便战胜世界。”
(21)

 总之，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的反思不能不运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有力的批判武器，当然更少不了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视角的介入。因此，在批评、反思的意义上，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与一般哲学范畴（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交集的“国际政治哲学”就应获得合法的学科地位。此外，这种国际政治的哲学研究有以下三个需要把握的特质。

首先，我们不应指望“国际政治哲学”能够立竿见影地帮我们解决国际关系实践或外交政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它也不会提供给我们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外交战略规划的捷径。但是只要我们运用它来深刻剖析那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背后的元理论逻辑，并且反思在此逻辑支配下用来理解、诠释（interpret）和预测国际政治活动的范畴
(22)

 ，就能使我们看清这些范式或范畴所蕴含的权力政治本质和资本的逻辑，
 而不只是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告诉我们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形式逻辑，
 也会使我们认识到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自称信奉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认识论，是纯粹的“政治科学”，但是其本质上却将地方性的“理论”视域投射到国际关系现实之上，主观构造出以范式为导向的“国际政治显像”。而与其本质相应的认识论基础是本书第五章中将为读者“解构”的“基础—融贯论的折中认识论路线”。从另一角度讲，国际政治的哲学探究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能够在“美国范式”支配的学科共同体内部挣得一席之地而预先进行的“战地侦察”工作。毕竟作为审慎严谨的研究者在构建任何理论大厦之前总要先勘察“施工现场”（即审视“美国范式”包含的主要研究传统、理论背景和特质等）、清理理论地基（即反思“美国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而接下来几章要做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可或缺并且艰巨烦琐的理论地基清理工作。

其次，这里试图回应一种可能由于本书聚焦范式背后的元理论的特点所引起的质疑：聚焦“美国范式”这样的宏理论（grand theory），我们会看到某些章节会呈现“主义满纸飞”的景象，这似乎在当代中国学界只强调“问题意识”而少谈“主义”的学术氛围里，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我们是否仔细反思过：为何有些在英美学界属于讨论热点的“问题”拿回国内就不成为问题呢
(23)

 ？或者说有些在我们看来是重大问题的研究领域在西方学界却被边缘化了
(24)

 ？这里不妨借用当代学者刘军宁回应胡适曾提出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说明这一问题。刘先生认为这个“口号”虽然乍听起来有道理，其实非也。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无论何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任何特定的问题都是在特定“主义”的语境下提出的，抛开了“主义”很难“发现”问题
(25)

 ，这类似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曾指出的，社会科学总是为特定观点而表述的
(26)

 。例如，每当西方国家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宪政、普世人权、私权利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漠视一个重要的知识论条件，即如果没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社会契约论、私有制产权的人性法基础等的观念背景或认知图式——某种“主义”，就不会“发现”上述问题。换而言之，西方自由主义作为特殊的价值体系或认知框架，为使用它们的研究者能找到“问题”提供了瞭望孔。甚至不妨说他们正是戴着自由主义的“滤镜”才发现上述问题的
(27)

 。再比如，当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时，发现当代全球化图景中存在着类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外围—中心”的“依附关系”问题
(28)

 ，并将其归结为位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位于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控制和剥削，并造成后者依附于前者。如果我们是这样来分析问题的，则已经暗示了马克思主义或新左翼的国际问题研究立场。然而，同样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下则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仅仅是在看不见的资本逻辑之手的推动下，世界市场的自发选择结果，或者不过是当代国际自由贸易理论语境下的“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表现
(29)

 。因此，“主义”这一哲学的党性问题应当作为问题意识的前提，在一定意义上是“主义”蕴含着“问题”，而不是相反。

再次，国际政治的哲学研究试图揭示的问题是建立在对相关文本的建构性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的。这种具有启发性的判断并不是源自当代西方IR理论学者的观点。有读者可能以为这种独立性的研究路径未免有太多的主观建构的痕迹，不如保守地“拿来英美主义，述而不作”。但是，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最彻底”的审视一定是无从“拿来”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范式内部的批判性研究只能是从特定的西方意识形态（“主义”）的视角出发，通常旨在推动和巩固范式共同体的事业发展，即将其“范式帝国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不妨模仿哲学家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在反思美国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研究领域时的比喻，论证说主流国际关系范式内部的批评只是在他们共同乘坐的范式之舟上对船体局部出现的漏洞修修补补罢了，即使对于所谓来自主流范式外部的“批判理论”也不例外
(30)

 ，毕竟他们不可能摧毁自身安身立命的栖息地。如果某种批判性研究旨在拆卸整艘船的龙骨，那么这种批判的武器一定不会握在这条船上的人的手中，而只能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如同本书将开展的相对独立的解构工作。


 第三节　“美国范式”的三大传统概览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不是聚焦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而是国际关系的“哲学”，即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元理论基础（如涉及哲学基本范畴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等维度）展开批判性反思。这意味着本书不会从一般性国际关系方法论探索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各种理论传统进行全方位的细致讨论，也不会将研究囿于当代主流国际关系学科体制框架内展开讨论。实际上，以上研究方向表明了两个特点。首先，这种高阶理论思考的对象的外延限定在“当代”和“西方主流”的范畴内。这就使得研究更有针对性，即主要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拣选研究对象。换而言之，历时维度上的“当代”限制使我们更加关注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而共时维度上的“主流”则使我们在以上时间段内拣选出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学界或外交政界影响力较大的理论范式。其次，考虑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鲜有明确讨论自身哲学基础的传统
(31)

 ，本书试图在随后章节的研究中运用不同哲学流派的理论工具（如英美分析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视角）对主流IR理论范式或“美国范式”进行深入剖析。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学界均一致认同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是主流理论，而近年来的社会建构主义（尤其是以温特为代表的自由建构主义）的理论影响显著上升，并逐渐同前两者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且，我们会发现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同以往的历史研究方法或倚重个案分析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不同，倾向一种基于“理论”演绎的研究路径，尤其具有以范畴为导向的特征。此外，它们在研究对象的层次上体现出强调体系结构的整体论特点，试图从结构视角出发来研究体系变量对国家行为单位、互动模式和国际政治结果的影响（不仅包括因果模式，而且包括建构模式）。进而言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可以根据方法论和本体论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各种反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具体言之，在方法论上，可分为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前者强调作为国际体系结构和制度的整体对作为国际行为单位（即国家）的个体的因果机制作用，以整体结构为基本研究和分析单位，通过整体特征的解释来说明个体特征，反之则不成立。后者则强调个体行为单位（国家）的作用，以具有先验偏好的个体为基本研究和分析单位，通过个体特征的诠释来达到对整体特征的把握，因此又可视为某种“还原主义”的解释模式。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多见于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而个体论的研究方法则多见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领域）和更广义的经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在本体论方面，分为物质主义（或“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或观念论）两类。前者倚重物质因素（经济、军事力量以及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对国际行为单位的决定性作用和对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制度、文化因素的间接影响作用。后者则相反，强调理念或文化观念等主观因素对国际行为单位实践活动的根源性作用，物质因素通过观念因素的作用才能被赋予意义和产生效力。下面将简要勾勒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涉及的三大研究传统的特点。

一　现实主义传统

一般而言，现实主义传统可分为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和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32)

 两个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
(33)

 。经典现实主义的主要学者有E．H卡尔、汉斯·摩根索、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而新现实主义有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
(34)

 。公认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开创人是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其理论体系的前提是关于人性或客观的人性法的设定。摩根索追随霍布斯的脚步将人性定义为不断寻求自身安全保障以及满足人际比较的虚荣心的权力追逐，以上可简约表达为一种以追逐权力为核心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性恶”。易言之，摩根索以为一切主体的行为以“客观”的利己人性为肇始地，人类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和相互戕害就成为客观事实而存在，“人性法”也就成为客观的压倒一切“人为法”的最高的法则。如是这般，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悲观腔调定位于国家作为与人类个体类似的行为单位，在性恶法则支配下为追逐权力、利益展开国际斗争。显然，国家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并以权力较量为基本目的。这是一种关于国际政治事实的描述，没有给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留下任何栖息空间。此外，摩根索将国家道德定义为“追求国家自身的利益”或实现国家利益（权力）最大化的心理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并且，任何形式的普世伦理所表现出的利他内涵都不可能兼容于国家权力（利益）的“国家道德”。或许在摩根索看来，任何对国家行为单位起作用的道德原则只能是基于人性法的实然性的“道德”。

由传统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转变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科学的修正和补救”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核心内容，同时从国际结构的整体主义角度，更准确和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教义。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还有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等人。与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不同，华尔兹（Kenneth Waltz）不同意摩根索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内在行为动机预设为“性恶”属性，他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前提并批评其为还原主义的理论（reductionist theory），而坚持一种结构主义—整体论（constructivist holism）的立场，即将国际政治行为体的第一推力设定为体系结构或国家间权力分配格局。的确，将人性作为一种常量无法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测量，亦无法予以科学证否，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先验设置。正如秦亚青教授认为“性恶、性善和无性都是无法证明和无法证否的”
(35)

 。换而言之，这种属于单位层次研究的还原主义的方法，无法解释和推导出世界无政府结构的整体属性
(36)

 。因此，按照这种逻辑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建立在结构或系统论（system theory）之上，强调体系层的因果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突出了IR理论“美国范式”所具有的国际行为解释上的高度简约性。进而言之，华尔兹将经典现实主义的“人性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初始推力”的第一假设彻底抛弃，继而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置于第一假设的位置。无政府状态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事实，远比内在的人性更容易被“证实”。然而，结构现实主义即使做了这种整体主义的设定后，依然不自觉地包容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内驱力是霍布斯式的自我保存，即一种含蓄的隶属古典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华尔兹在修正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理论假设。①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即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鲜明的等级结构，并且预设了国际行为单位具有同质化的功能，因此这样一种国际体系要么是以生存为目的的自助体系（如防守性现实主义），要么是诉求权力最大化的霸权稳定体系（如进攻性现实主义）。②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单位，是以自利为内驱力的理性行为者，即具有工具理性的拟人自主体（anthropomorphic agent）。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自身生存安全与权力存续，以传统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物质武力是国家安全的最好保障。③体系结构（即国家权力的分配结构）是国家行为和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唯一的外生变量可直接影响作为内生变量的国家行为，后者可视为前者的函数项。当然，新现实主义作为当代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一，其理论逻辑的严谨性和对现实案例的因果解释的简洁性均达到了较高水平，因此理论形态是相当成熟的。

但是，该范式的理论局限和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对当代发挥重要国际影响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忽视；二是对观念因素的轻视，包括无法把握观念因素同物质因素的结合模式；三是对国际结构的超历史性的本体论定位，明显缺乏世界历史观的视角；四是尤其不能把握国际行为主体的实践同体系结构的辩证运动关系等。此外，正因为结构现实主义等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成熟的“完备范式”，囿于维持理论硬核的完整性而鲜有进一步突破和改进的余地。因此，最近时期产生的“现实建构主义”（realism constructivism）范式
(37)

 作为一种对现实主义范式硬核的“突破”模式，不得不绕开“内涵丰富却教条”的新现实主义而回归到用建构主义视角重新包装的经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上来。我们不难从中领悟前文中指出的IR理论“美国范式”各传统之间的体内循环和联合强化。

二　自由主义传统

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中的另一大派系植根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这种思想传统自17世纪西方启蒙运动至今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如果我们回顾欧洲中世纪的尾声，新兴资本主义运动推动当时摇摇欲坠的封建制解体，为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崛起打下地基，当时一批启蒙知识分子如洛克、孟德斯鸠、斯密、康德等均可视为指导这一地基挖掘的精神领袖。他们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绵延至当代，并深深嵌入自由主义IR理论范式的基底中。一般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强调那些同自由市场相对应的个人权利，主张个人权利最大化，同时希望国家角色“最小化”，仅仅服务于保障社会基本秩序和提供自由市场无法自发产生的公共产品
(38)

 。这种“权威最小化”的自由主义理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得以充分体现。

正是在以上政治哲学框架下，一批英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发展出具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倾向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ialism）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该范式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me）和约瑟夫·奈（Joseph．Nye，Jr.），他们共同的代表作品包括《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及《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以及基欧汉的作品《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a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他们针对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多极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复杂的相互依赖（theory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论，涉及以下三个假设：①国家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体，其他基本行为体还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宗教团体等；②国际关系议程比过去更加复杂多样，国际政治不再能简单分为高、低两级，经济、生态问题取得了同权力、军事实力一样的地位；③当代经济的相互依存状态在增大了国际政治联系的同时减少了暴力。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相比现实主义范式它能更好地解释国际政治现实，客观把握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如国际大规模战争减少，经济权力影响超越了军事强制力，全球一体化贸易模式逐步确立等。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领军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旨在“研究当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
(39)

 。

下面不妨以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为例来看自由主义传统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特点和问题
(40)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特点是接受了类似新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诸如国际行为体的工具理性假设、同质化国家、利益最大化偏好等，强调了国际机制在制约和引导国际行为主体（国家、跨国公司、NGO等）的互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且强调国际进程的可塑性、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与合作等
(41)

 。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存在无法回避的“为特定观点而表述”的理论局限。例如，根据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观点，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核心概念的国际机制，并非如其所定义的那样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本质上是为维护和延续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此外，新自由制度主义判断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行为单位的相互依赖性加强，国际合作状态成为主流，应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国家权力概念的重视，甚至主张放弃通过国家实力解决国际社会问题或实现国家目标的途径。但是，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指出，在当代强调国家间依赖和制度协调的国际关系状态下，新自由制度主义关注的所谓国际市场失灵的问题，最终仍要归结为权力分配问题，这难免退回到它所批评的现实主义的老路上去。总之，国际制度的“阶级性”和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因素等，都揭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所提倡的国际制度在扮演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42)

 。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区别一种虽然同属自由主义阵营但在研究路径上不同于“美国范式”的“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43)

 。该学派强调从世界历史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有“国际法之父”之称的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的思想的传承。格劳修斯面对欧洲30年战争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结束的历史境遇，在罗马自然法（natural law）基础上发展出以《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为标志的国际法规理论，并成为近代国际法的基础。他虽然接受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人性论，认为国际自然状态就是利益纠纷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似乎同现实主义的人性观相似，但是他的理论路线特点与后者明显不同。按照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的观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之一的“格劳修斯的国际主义”在承诺了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前提下，更重视国际规则（国际法）在塑造有序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于是，我们可简要归纳英国学派的理论特点：一是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未必是无序状态，相反，可以是有序的法或契约支配的国际社会；二是国际法在规范国家行为和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英国学派”具有历史制度主义的强烈特征，它不同于“美国范式”所因循的科学主义路线。因此，在笔者看来“英国学派”的学科地位更多来自于抵制美国“政治科学”模式的影响，而不是源自其建立的坚实理论基础
(44)

 。本书第二章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划分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观点的启发。

三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是在对前两种主流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开创性吸收了社会文化学（sociocultural theory）方法论及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ism）思想资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它的诞生与批判和反思西方主流IR理论是分不开的。正如本书一直强调的那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均带有浓烈的科学主义色彩。按照基欧汉的看法，这两大理论范式都属于“理性主义的理论”（rationalistic theories）
(45)

 ，它们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具有类似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基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a．类比微观经济学定义市场中的行为个体的方式，将作为国际基本行为单位的国家定义为理性人，其利益和身份是先验给定的外生变量。因此，研究进路在本体论上是原子论的，论证方法自然是个体主义。

b．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体系在知识论上均坚持经验实证主义，排斥任何解释学（hermenutics）的方法。他们对文本分析表示不满，强调国际政治活动中存在客观事实，实在论倾向明显。

c．在研究起点上，都承诺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且围绕如何通过权力格局调整制约无政府状态或期望以制度调节来弱化无政府状态。

可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范式演化走向已经趋同，其相互批判的余地不大，因此两大范式间通过论战发展的内趋力明显减弱，这就为作为二者批判性发展动力的新范式敞开了大门。面对这种理论机遇，站在反实证论立场上被称为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的一些后现代国际政治研究思潮涌现出来。虽然反思主义理论在当代格局中处于边缘地带，但以挑战主流理论关于国际政治本质和所承诺概念的实在性等而独树一帜。这些新体系的共同点是排斥主流体系的理性主义进路而主张采用解释学进路，强调行为单位和体系结构的相互建构和身份塑造，等等。

此处需补充的是，本书主张的“国际政治哲学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也是一种针对“美国范式”的“反思主义”，它同西方反思主义思潮在批判“理性主义范式”的观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如质疑理性主义进路所诉诸的科学主义的因果性解释模式。因为该模式教条地将实证科学方法直接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人类行为和世界现实为外生变量，并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机械的因果模式，以便于用数量模型进行测量。而反思主义聚焦主体建构作用，认为理论范式并非单纯地描述客观事物，它们实际上作为研究或实践主体的“元语言”或高阶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研究对象，并嵌于对象之中；另外，它不囿于理性主义所依赖的基础主义的认识论进路
(46)

 ，强调不同范式内部的一致性解释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

但是西方的反思主义由于过于强调它与理性主义范式的差异，往往只能站在主流体系的外围进行批评，这两种路径间的融通性和对话性较差，造成它们不但渐行渐远而且自说自话。正是在此背景下，一种位于两种进路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既立足于反思主义的本体论又在具体方法论上贴近理性主义立场的建构主义范式诞生了。该范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温特（Alexander Wendt）、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欧奴佛（Nicholas Onuf）、克拉托奇威尔（Freidrich Kratochwil）、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等。其中，温特对该体系的框架和独特理论路径进行了细致明确的论述。他首先将建构主义理论界定为本体论上的唯心论（idealism）和方法论上的整体论（holism）的进路。换而言之，它在本体论上虽然承认物质因素的客观性，但更强调观念对客观因素的作用，即国际行为单位的共同观念赋予物质因素以意义，否则单纯物质因素只是自在的存在而不能产生任何政治作用。显然，上述逻辑框架是反理性主义思路的。此外，建构主义路径强调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不仅是物质性的建构，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主体观念因素在扮演着核心角色。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却不是反思主义的诠释学模式，而是与理性主义体系理论的认识论进路并于一道。它强调建立严格的科学程序和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即承诺了科学实在论
(47)

 。而它的本体论立场则承诺国际体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又依赖不同社会类别或文化的公共语境（即集体意志）。

总之，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质主要有三点。第一，该体系作为结构理论区别于结构现实主义的整体论。温特认为，后者虽然自称“结构主义”的体系，但囿于微观经济学意义上强调权力分配的物质结构，忽略了社会性的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利益偏好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则强调公共观念的分配是国际结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结构概念包含三要素，分别为共同文化、物质因素和结构存在的实践条件。共同文化（包括知识）指国际行为主体在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下所共同持有的相互理解和行为预期。物质因素在建构主义结构中保持其应有的地位，并非如一些主观唯心论者所主张的可彻底还原为观念因素。它强调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具有意义，从而影响国际主体的行为。建构论的社会结构并非主观的精神存在，也非物质因素自发的产物，而是通过国际行为主体的实践交往活动形成的。换而言之，行为主体的实践互动是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二，建构主义强调行为主体和国际结构之间的互构性实践。这里涉及两个方向上的实践：一是行为主体（即施动者）对结构的塑形作用，二是结构对行为主体身份和利益偏好的建构。它同时强调这两个方向上的实践活动，即行为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国际观念（或文化）结构，同时这种结构反过来塑造行为主体的身份和偏好。于是理性主义范式中一贯被视为先验前提的无政府状态，在建构主义语境中成为基于国际主体互动建构的公共文化产物，并且这种作为公共文化的国际结构是可塑的
(48)

 。第三，建构主义是动态演化的国际体系理论。该范式强调观念的结构是由社会建构生成的，是行为主体实践活动的结果。如果行为主体的实践交往活动形式发生改变，则体系结构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并且具有某种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的意味或乐观主义的文化进化论味道。温特将国际体系发展进程表述为人类告别了霍布斯文化结构，正经历着洛克文化结构，最终一定会走向以康德文化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即一种康德主张的世界政府或德国宗教学家汉斯·昆（Hans Kung）语境中基于普世伦理的世界文化共同体。

在我们进一步追问针对“美国范式”展开元理论反思的意义之前，需要看一看产生这一追问的时代背景，它就是今天展开在我们眼前的全球化的后现代画卷。那么，如何正确读懂这一画卷呢？第二章开篇将尝试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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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思想可见于其代表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以及更早时期出版的《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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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该轮经济滞胀的直接导火索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性石油危机。


(6)
  王义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的思考对笔者很有启发。相关详细论述可参见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7)
  在第二章中，笔者将具体分析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的国际政治哲学思想，以批判这种“国内类比”的国际政治理论进路。


(8)
  需要补充的是，评价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范式是否达到“普世化”的判断标准在于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和外交实践部门等对该理论范式的接受度以及依据其作出外交政策的情况。


(9)
  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同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或者新自由主义理论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它们之间由于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基础的差异，不可能做到彼此相互推导和实现所谓的“理论折中”。


(10)
  例如，提倡权力分配和结构稳定性的新现实主义、提倡维持和发挥既定国际秩序作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等，试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助推下选择“观念（软）霸权”路线的社会建构主义等。


(11)
  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多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理论范式均来自美国，甚至一些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也是“美国范式”提出的，并主导着学界的话语范围。


(12)
  关于“超限战”的概念可以参考乔良、王湘穗合著的《超限战》，北京：崇文书局，2010。


(13)
  例如，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大量涉及关于社会实在的哲学本体论探讨以及使用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等，因而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较之一般国际关系学术著作晦涩许多。本书特别在第四章的“本体论”分析部分为读者揭示上述特点。


(14)
  关于天下体系理论可详见赵汀阳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以及赵汀阳著《坏世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5)
  关于华夏主义体系的思想可详见叶自成、龙泉霖著《华夏主义：华夏体系500年大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6)
  在同西方主流IR范式“相抗衡”的意义上讲，IR理论“中国范式”的探索成果难免给人以乏善可陈之感，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当属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和叶自成的“华夏主义体系”。


(17)
  本书聚焦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指当代主流IR理论。当然，国际政治理论和IR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可理解为前者蕴含于后者，即前者由于将研究的国际行为单位主要界定为国家，而使其研究对象包含在后者的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NGO、各种经济单位，甚至是个人等）。当然，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此外，当代主流IR理论体系如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的理论前提假设中均以国家作为最基本的行为单位。即使对于提倡将国际行为单位扩展到NGO的自由制度主义流派而言，其研究的实际重点也在“国际政治”而非泛指的国际关系。


(18)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61页。


(19)
  在主流IR理论范式中，这些基本前提和核心范畴包括：作为自助体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基本行为单位的国家“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设、结构对国际行为基本单位的作用影响的先天性（a priori），等等。


(20)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61页。


(21)
  Albert Einstein，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1962，p．225．


(22)
  这些范畴包括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生存偏好、全球自由市场、威慑、均势、维持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等等。


(23)
  在西方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语境中，人们会受头脑中继承的认知图式和知识偏见的影响而有选择地发现“问题”，如接受过新教（Protestant）洗礼或有相关文化背景的美国人会将堕胎视为政治伦理问题大加争论，甚至在总统或中期选举期成为影响选票流向的议题，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就不会对其如此敏感而视为重大社会议题。


(24)
  在中国的语境下，像“三农”问题、反腐问题等，它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很难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25)
  可参见刘军宁先生的博文《中国的传统与自由：刘军宁谈中国语境下的保守主义》，原载于《东方早报》2011年10月29 日，网址：http://junningliu.blog.163.com/blog/static/118902444201110309450405/。


(26)
  Max Weber，“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in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trans，and ed.）．New York：Free Press，1949．Cited in Ido Oren，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15．


(27)
  进而言之，如“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等现象在某一特定历史的“当时”（如中国宋明时期）似乎都不是“问题”，而只是在现代——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滤镜透视下，我们才会发觉这有问题。由此可见，所谓“人权问题”、生育权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物。


(28)
  该理论观点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除了沃勒斯坦之外还包括劳尔·普雷维什和萨米尔·阿明等。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剥削并且依附于前者。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各国学者至今就如何解决这种失衡依附没能形成一致的观点。


(29)
  比较优势原理主张以各国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异为基础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并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利益。因为，一国即使在所有产品上都具有绝对生产优势，但相对而言总有一种产品优势最大；另一国在所有产品上都绝对劣势，但相对而言总有一种产品劣势最小。这样“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两个在相对成本差异的基础上一样能发生贸易，获得贸易利益。换而言之，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优势相对较大的产品，进口相对劣势大的产品。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产品”（包括劳动力）以低廉的价格（包含较高剩余价值）销往中心国家，并且关乎其民生命脉的产业和基础工业受具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技术投入（作为无形的比较优势产品类型）的控制而长期无法自主。


(30)
  即使这些体系范式是来自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的思想，也很难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痕迹。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颇受瞩目的当代“新左派”历史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学界认为是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即西方中心论的表现形式之一）的理论。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也可表现为某种“欧洲中心论”，即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欧洲人通过将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纳入彼此间有序的经济和战略联系中，从而创造了第一个全球体系，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占领了几乎所有大陆，并在这些大陆上刻上了领土界线、商业经济和殖民制度的烙印。少数几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地方，如日本、波斯（即今天的伊朗）和中国等，也为保全自身而被迫适应欧洲模式而进行了改革。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非洲—欧亚大陆体系在欧洲人开始全球扩张前就早已存在这一事实。对此更详尽的讨论可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17～18页。笔者以为，在上述意义上，这种站在所谓“新左派”立场上的批判仅仅是“有限的外部批判”。


(31)
  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相比其他范式更具有哲学倾向，强调国际政治的本体论优先于认识论，并且从方法论上看，该范式更倾向于引进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进行国际关系研究。


(32)
  “新现实主义”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左翼国际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命名的。考克斯所指的这种现实主义是基于“解决问题”的理论路线的美国式的现实主义，即从冷战造成的真实历史的框架中抽象出的意识形态，包括除卡尔之外的摩根索、华尔兹等现实主义者。后来的阿什利将“新现实主义”一词特指华尔兹等人的结构现实主义。进一步内容可详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5页、第193～194页。


(33)
  目前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提出经典现实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的搭桥性尝试“现实建构主义”（realism constructivism）的理论概念，但尚处于初步探讨和发展阶段，其理论成熟度不及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鉴于此，笔者没有将其收入“美国范式”的主流现实主义传统中。


(34)
  鉴于本书不是对西方主流范式的引介性著作，笔者无法在此详尽分析各个学派以及各个不同理论形态的理论主张，所以对于这些学派的理论主张的综合性理解，读者可参见如倪世雄所著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王逸舟所著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等教材。


(35)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页。


(36)
  这是典型的整体论的论证逻辑，即从“部分”的性质中不能推断出“整体”的性质。


(37)
  关于现实建构主义的详细内容可参考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8)
  当代自由主义学说中最极端的例子可参见美国当代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其代表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以及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代表作中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39)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页。


(40)
  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广义的新制度主义（new-institutionism），二者外延不同，后者实际包含了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ism）等分支。


(41)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ate Power
 ，Boulder：Westview，1989,pp．10-11．


(42)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08～109页。


(43)
  英国学派是注重历史诠释学方法并且以全球史角度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其成员包括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y Bull）、巴里·布赞（Barry Buz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ton）等。


(44)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 门洪华、魏玲译，《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约翰·杰拉德·鲁杰著，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63页。


(45)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
 ，1989，pp．158-179．


(46)
  基础主义作为西方知识论的主要方法之一，主张主体认知的确定性和可辩护性根源于真值陈述的客观基础——可作为客观地加以检验和判断逻辑真值的基础。通常，基础论认为，一切真理命题均可通过一定演绎推理过程而还原到一个确定基础，此基础是外生给定的，独立于认知主体而存在。知识论上的基础主义与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是相对应的概念，均属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脉络。


(47)
  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承诺意味着建构主义坚持国际体系的客观实在性，社会表象是可观察的感性物质现象。国际社会结构是独立于个体存在的客观事实，并非是个体主观的投射。它也承认通过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程序来观测社会现象，从而获得关于国际结构和体系的客观知识。


(48)
  温特把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划分为以下三种进化论模式，即霍布斯式的无政府文化（对应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洛克式的无政府文化（对应自由主义的无政府逻辑）和康德式的无政府文化（对应建构主义的无政府逻辑）。



第二章　为何需要“国际政治哲学”


 第一节　全球化：“美国范式”的历史语境

一　全球主义的基本概念

如果说前文中所谓“范式帝国主义”算作“国际关系理论的普世化运动”的话，那么它所影射的国际背景状态或国际关系的现实根源是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运动。“全球化”通常指包括经济、政治、环境和军事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要想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意涵，则要考察其“名词”形式：全球主义（globalism）或“全球性干涉政策”。按照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理解，全球主义即“由多大陆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网络构成的一种世界状态。这些相互依存的网络可能是通过资本和货物、信息和思想、人员和暴力，以及在环境上和生物上相关的物质（比如酸雨或各种病原体）连接起来的”
(1)

 。此外，基欧汉将该词的“动词形式”——全球化定义为“全球主义的上升或减少”
(2)

 。

进而言之，我们首先应该把握关于全球主义的以下两个关键特质：一是全球主义指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网络或多元关系，而不是单指一种联系；二是在距离上必须包括各个大陆，地区性联系网络自然不能算作全球性。虽然这里的“距离”通常被认定为一种主观的人为设定，但全球地理范围内的国家相互依存度与区域地缘政治范围内的类似依存度是不能等量齐观的。正如基欧汉和奈（Joseph S．Nye）指出的：“全球化指的是大范围的距离的缩短，它与本地化、国家化或地区化是相对应的。”
(3)



其次，全球化还必须和“普遍性”或“普世化”相区分。前者在一定意义上仅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全球化虽然意味着世界地理范围内的相互依存的网络化运动，尤其在国际实践中确实产生了大量同质化的事实，但并非意味着必然带来所有层面上普遍化或均质化的结果
(4)

 。特别是在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全球化进程中，往往更多出现的是文化上的碰撞，甚至是对抗，而远未形成全球性的普世文化。总之，普遍主义的世界（world of universalism）当然是一种全球化的世界，但后者并不必然蕴含着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式的新拉丁帝国的政治畅想
(5)

 。

再次，全球化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平等主义或平均化”。我们很容易从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经验证据得出这样的答案：全球化实际造成了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激增的基尼系数，以及加大了它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鸿沟。世界统一市场并不必然蕴含着货物、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各国利率的趋同
(6)

 。并且，在社会及意识形态维度上，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多元价值观的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但没有实现文化平等，反而引发了激烈冲突。特别是在“9·11”之后，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单边军事打击和强行占领所导致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和美国之间的文化仇视以及暴力对抗的长期恶果，这似乎在预言一股将要刮起的21世纪的新十字军东征的飓风。

二　全球化的三维内容

仅仅通过简析全球主义或全球化的抽象概念还不足以充分理解这种“范式帝国主义”的现实国际政治大背景，我们还需要对全球化概念所指涉的具体国际政治现象和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握。具体言之，全球化现象至少具有如下三方面内容：经济全球化、军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7)

 。第一，经济全球化涉及商品、服务和金融资本在伴随市场交换信息和观念条件下的远距离流动。第二，军事全球化指在使用或威胁可能使用武力意义上的“远距离相互依存网络”（如北约等跨国军事联盟）。当然，军事全球化的说法确有些“耸人听闻”，其实现范围、规模或广度自然不及经济全球化现实。但是，全球军事安全问题对于人类而言是最基本的生存权问题，所以不容忽视。按照基欧汉和奈对军事全球化的看法，自20世纪中叶起几十年的美苏冷战所代表的大国间战略依存关系就是很好的“军事全球主义”的例示
(8)

 。考虑到当代远距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可能性，我们会发现由于国家相互依存所引发的潜在冲突的规模和速度都较之过往历史时期大大加强。第三，文化全球化是除经济全球化外最令人有切身感受的全球化现象，同时也是全球化诸维度中与经济全球化构成最紧密互动的观念力量。文化全球化蕴含着以人员流动为载体的思想观念、伦理规范、语言信息等互动过程。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范式帝国主义”形成的前提条件）。此外，一些宗教间的互动如基督教在亚洲及佛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交流活动，共同推动了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并促成新兴宗教现象的出现。除几大主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以外，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自19世纪开始逐步走入如马克思所言的“世界历史”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扩张时期），而就这一时期出现了作为“最大众化的思考世界的观念范式”的新兴宗教。例如，脱胎于伊斯兰教以“天下大同”为宗旨的巴哈伊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9)

 。

可以预测的是，今后的全球化长期趋势是全球主义的上升而非下降。这种“上升”也意味着国家间的政治实践将面对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为回应上述挑战，给出的理论药方是所谓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10)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是两种相互配合的处于不同层面的范畴，前者针对全球化现象处理具体的国际政治实践问题，而后者提供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因果机制的解释，前者在回答“怎么办”之前需要前者针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去描绘一幅关于现实国际政治问题成因和变化机制的理论图谱。而本书旨在从元理论层面上聚焦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试图审视、批判它们为适应全球化语境而出现的表达特定观点的理论构造。如前面第一章中例示的“美国范式”的三大传统，它们在强调从整体主义和结构性视角解释国际进程的意义上，正是对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理论回应。诚然，在我们给出“美国范式”的三大体系（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时候，并没有详细说明它们的划分依据或在怎样一种“范式”意义上形成自身独立的地位，因此下面一节就要为读者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节　从IR理论范式的分类方法看“美国范式”

一　IR研究中的范式概念

我们应首先明确本章所使用的“范式”概念。根据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omas Kuhn）的解释，“范式”应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即“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11)

 。因此，“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我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指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
(12)

 。并且，库恩进一步指出，“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科学实践所产生的这种承诺和明显的一致是常规科学的先决条件，亦即一个特定研究传统的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
(13)

 。换而言之，范式表示一种诸多概念、假设和方法构成的框架，在此框架中属同一“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从事他们的研究，而当某一范式需要变换或转换时就会发生一场“科学革命”
(14)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语境中，范式是对国际关系理论或研究方法的抽象综合，反映学术共同体的整体研究思路，提供特定的观察、分析起点和途径，是涵盖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提假设、方法论原则、论据选择等的有机体。例如，历史制度学的地缘政治分析法、新葛兰西主义的分析法、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法等均属于研究范式。我们应该注意狭义的范式概念同一些范式共享蕴含的高阶方法论（higher-order methodology）和认识论方法的区别。高阶方法论涉及“范式”背后更抽象的理论前提和深层的内在逻辑，而认识论方法为通过特定“范式”研究得到的“知识”提供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证明。本书第三章将通过高阶方法论视角（唯理论的研究方法模式）对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中的横切面——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展开审视。而关于认识论方法的分析将在第五章中展开。

按照以上逻辑，库恩的范式概念在“国际政治的哲学研究”语境中蕴含两个层面的用法：第一个层面是狭义用法，即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理解为某种具体理论观点或范畴，如按照具体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立场的交集定位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等；第二个层面是基于高阶方法论意义上的划分，即对第一个层面中诸“狭义范式”所共享的方法论规则、知识论信念、本体论假设等进行综合抽象，将它们作为一个“范式共同体”来看待。作为本书反思的“美国范式”正是基于第二个层面的范式划分。下面将分别更进一步说明两个层面范式划分的路径和内容。

二　第一个层面的范式划分

如果根据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各自所奉行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立场进行归纳，则可以将这些理论体系划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包括“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内的多种范式。首先，按照各流派研究问题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我们可将它们按照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标准进行划分。前者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际行为单位（即国家）个体的作用，以整体结构为基本研究和分析单位，通过解释整体特征来说明个体特征，反之则不成立。后者则强调个体行为单位（国家）的作用，以具有先验身份和利益偏好的个体为基本研究或分析单位，通过诠释个体特征来达到对整体特征的把握，因此又被视为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解释模式。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多见于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而个体论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模式中很盛行。其次，按照各个流派对各自研究对象本体论性质的看法，可将这些流派按照物质主义（即国际政治语境下的“唯物主义”）和理念主义（即国际政治语境下的“唯心主义”）的标准进行划分。前者倚重物质因素（经济、军事力量以及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对国际行为单位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制度、文化因素只具有间接、辅助的影响作用。后者则相反，强调理念或文化观念等主体因素对国际行为单位实践活动的建构作用，物质因素通过观念因素的作用才被赋予意义和生产力。于是，我们按照本体论上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以及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这两对划分标准可以定位出当代主流的IR理论范式，如按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的类似划分方法得到四种范式（见表1）。

表1　温特的四种IR理论范式


	
	方法论整体主义
	方法论个体主义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世界体系

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需要强调的是，按照本体论立场来为“美国范式”和“非美国范式”划界是不明智的。因为，像“唯物主义范式”或“唯心主义范式”这样以哲学党性为基准来定义范式，就可能造成一种类似于萨穆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所称的“扩张定义的方式”（expansive way），即“尽可能宽泛地定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该方式的主要问题是，“稀释了潜藏在研究方法下的概念的分析效用（analytic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15)

 。例如，如果以哲学的党性划分出“唯物主义范式”，那么这种划分将宽泛得足以包含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等所有承诺物质本体论的范式，甚至模糊了这些范式间对立的特质，因而这样研究、分析“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有用的东西”
(16)

 。并且，作为本书反思对象的“美国范式”也无法按照这种分类办法来定义，正如前文分类所示它实际上包含了唯心和唯物两个维度。因此，本书对IR理论范式的使用方法就涉及两个层次，即后面章节论证中如果出现分别指称新现实主义范式、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时，就是在使用第一个层面意义上的范式概念；而如果用“美国范式”的称谓，则是在相对其他非主流范式（如反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诠释学等）的第二个层面上使用范式概念，即统一指称上述三大理论。那么，所谓“美国范式”和“非美国范式”（或非主流范式）的分野是如何从高阶方法论的角度来把握的呢？这将是下一部分内容要处理的问题。

三　第二个层面的范式划分

（一）“美国范式”和反思主义范式

首先，同第一个层面划分的范式类型相比，“美国范式”指涉第二个层面的范式的理解。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对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传统的简要评价中看到的，这些主流研究传统虽然彼此间存在诸多相异之处，但它们能够聚集于同一“美国范式”屋檐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高阶方法论的趋同性，即“它们的理论基底都是理性主义或唯理论（rationalism）”
(17)

 。换而言之，在第二个层面划分意义上，理性主义方法论就作为这些传统背后蕴含的高阶方法论，成为划分出“美国范式”的依据。这种以唯理论的方法论为基底的“美国范式”，实际涵盖了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世界体系理论
(18)

 在内的多种流派。此外，它在经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所谓“neo-neo debate”（新—新之争）后更进一步实现了范式融合或趋同
(19)

 。此外，“美国范式”除了具有理性主义的高阶方法论之外，还在其内部共享一些重要的基础假设，如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主义等。

其次，当我们运用理性主义的高阶方法论来定义“美国范式”的时候，就意味着存在以“非理性主义”的高阶方法论来定义的“非美国范式”。在当代全球化国际政治实践的推动下，以理性主义方法论为基底的“美国范式”不得不面对以“非理性主义”方法论为基底的反思主义范式的挑战
(20)

 。具体而言，由于全球化给人类的国际政治实践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逐渐弱化，而过去曾被视为位于体系边缘的某些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实力上升，造成世界结构稳定力量的“分散化”，无疑震颤了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的内核；另外，如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对诸如美国等霸权国家的战争行为的控制乏力，似乎表明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在无政府世界这个最大的“自由市场”上发生失调。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美国范式”下的国际政治本质，从而也为所谓“非主流”的反思主义范式的登堂入室提供了机会。反思主义在第二个层面划分的意义上是一个内容松散甚至有些庞杂的理论集合：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历史社会学派理论（如英国学派）以及女性主义的IR理论等。然而，反思主义范式内部的这些理论也有共享的高阶方法论和分析逻辑，这种方法论和逻辑就是基于非理性主义的诠释学（hermeneutics）方法论。它们在同“美国范式”对话的过程中扮演着挑战者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如图1所示的“美国范式”内部三大理论体系之间的对话关系以及它同反思主义范式之间的守成者与挑战者的关系
(21)

 。

[image: ]

图1　美国范式的内部对话和外部挑战


说明：美国范式和“非主流范式”是笔者的一种建构性划分，不具有唯一性。



“美国范式”和反思主义范式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多年来的争议产生了重要后果：由于反思主义范式对主流范式的冲击，促使了后者内部各流派间进一步理论整合，如当代理性主义范式（主要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凭借共同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内核而逐步融合形成作为“搭桥理论”的“现实建构主义”（realist constructivism）或“建构现实主义”（constructivist realism）等理论，这无疑扩大并加强了“美国范式”的阵营力量
(22)

 。然而，这种试图弥补“美国范式”硬核缺陷的“搭桥理论”本身并非毫无争议。正如内克松（Daniel H．Nexon）和杰克逊（Patrick T．Jackson）曾联合撰文指出的，在现实主义传统内部之所以未出现经济学模式的现实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社会学模式的现实主义（如现实主义的建构主义）分化的根本原因有二：以上现实主义囿于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本质，并且用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逻辑来定义主体行为偏好，这自然难以同以强调规范和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学的恰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兼容
(23)

 ；二是建构主义范式本身具有浪漫理想主义的倾向
(24)

 ，这也同现实主义等理性主义范式的“保守主义”论调存在明显张力
(25)

 。至今，主流范式内部仍然有如下核心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统一和解决：①权力能否真正被共同秩序或国际道德规范所超越，超越的程度能有多大？②无政府状态是对国际行为单位（如国家）的绝对限制还是被相对地建构
(26)

 ？正是围绕着上述争议性问题，当代属于“美国范式”的诸多理论要么打着科学实在论或经验实证主义的旗号，标榜自身为“最科学”的（如结构现实主义等）对全球化现实的因果关系解释范式，要么高举批判性的人本主义或反思主义的大旗
(27)

 ，从理想主义“普世伦理”的文化观来“改造”世界
(28)

 。以上二者仅仅各自抓住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行为主体交往活动的“实存”和“观念”两个维度，并站在各自立场上“碎片化”地诠释和影响着我们的全球化世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问题，我们不妨对第二个层面划分意义上“范式”的内涵进行某种“改造”，将其视为处理不同层次问题的“范式”。换而言之，如果按照如何认识世界或如何影响世界问题可将理论范式划分为“A、B、C”三类：类型A针对认识或描述研究客体的因果关系，即研究“是什么”（what）的理论范式；类型B针对如何改造或影响客体，即研究“如何做”（how）的理论范式；当然，还可能有类型C，即探究客体“为什么是其所是”（why）。但是在“范式帝国主义”的状态下，类型A往往因循“行为主义”逻辑，在提供所谓的因果关系描述的伪装下，实际上扮演了类型B的角色，同时拒斥了类型C在元理论层面上对类型A的批判性反思。如果借用美国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面人》（又译为《单向度的人》）中的观点
(29)

 ，则不妨认为当代科学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体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或自由制度主义等）本应属于类型A，但在实际的理论运用过程中被B的“物理—行为主义”进路所代替了，即“如何做”僭越了“是什么”的地位。于是，“美国范式”在赐予我们思考国际政治现实的路径的同时，给我们戴上了缺乏深层哲学反思的“地方性”滤镜。与此相比，当代反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范式（如激进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虽然立足于欧洲大陆哲学人本主义
(30)

 的土壤之上，似乎属于反思性的类型C，但其反思进路确有矫枉过正之嫌，即从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出发对客观真理进行彻底的批判甚至颠覆，将国际政治体系视为一种“元叙述”（meta-narratives），而不是存在的真理性事实。例如，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阿什利（Richard Ashely）和沃尔克（R．B．J．Walker）等就认为当代英美实证主义传统的国际体系理论实质上是通过对话语的压抑来编织起所谓的“国际政治事实”，应当予以毫不留情地解构
(31)

 。遗憾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过于热衷于“解构”，仅在消极意义上将现存的类型A揭露为实际的类型B，而忽略了积极意义上对范式A的探讨，可谓破多立少。总之，一方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客观实存”，另一方推崇人本主义批判的“主体观念”，正是基于上述这种难以调和的“断裂”，笔者以为“美国范式”和反思主义范式的进路都各自在固有的成见上误入歧途。下文将试图转换角度，简析英国学派
(32)

 的思想资源提供的一种“范式”划分方法，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第二个层面的划分。

（二）马丁·怀特的三种“传统”划分

如果将“范式”界定为科学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同依据的“研究传统”的话，英国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根据其“分析性逻辑”的分类方式将国际关系研究划分为“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三大传统（近似第二个层面划分的范式）
(33)

 。这种划分的特色在于其不同于以往对经典国际政治思想的“编年体的历时性研究”，而是采用一种“逻辑上的分析性研究”
(34)

 。此划分方法突出强调了不同理论范式间的共时性差异，为基于不同“传统”的研究路径提供了逻辑演绎的背景框架。怀特对此划分的理论基础正是一种同历史传统（historical tradition）相对的分析传统（analytical tradition）
(35)

 。前者通常是研究者本人或前人构建的用来提供诸多观点在明确的具体语言框架内传播的一般性研究模式，旨在追溯、还原特定的思想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真面目，可谓一种“我注六经”式的传统
(36)

 。后者则是指一种研究者根据当时价值取向及时代标准，通过历史追溯的方式建构的“观念的产物”。换而言之，该“传统”从特定研究主旨、标准和价值取向出发来拣选出本学科思想中具有共性的观念、范畴而统合归类形成范式。它不是旨在还原或反映某学科发展的真实思想轨迹，而在于表达研究者的特定价值取向，可谓一种“六经注我”式的“传统”
(37)

 。而怀特对三大国际政治思想范式的划分正是遵循这种分析性“传统”，即不是为了还原国际政治思想史，而是从特定哲学反思和现实关怀出发构建的思想产物
(38)

 。

本章为了不偏离论证主题，不打算在怀特三种划分的学理体系上赘言，只是聚焦他在提出区别于其他传统的理性主义传统时找到的关键概念——国内类比（ the domestic analogy）
(39)

 。所谓“国内类比”概念，一般是指将假设的国内的原初无政府状态（如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或罗尔斯语境中的“原初状态”）直接推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所得到的类比判断
(40)

 。该概念实际包含两个内涵要素：A．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应描述为霍布斯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国家间的战争状态；B．我们对于如何解决或消除这种国际霍布斯状态的途径，只能非此即彼地选择两种规范性方案：一是直接将国内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或政治哲学原则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二是在国家间通过契约建立起类似国内“利维坦”式的绝对公权力或权威
(41)

 。

怀特正是通过运用“国内类比”的两个核心要素作为界定其三大思想传统之圭臬。具体言之，怀特式的“现实主义传统”仅仅承诺了“国内类比”概念中的内涵要素A，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是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而拒绝接受该概念中内涵要素B，即否认结束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契约建立某种悬浮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头顶上的“利维坦”
(42)

 ，或否认在国际范围内采用基于（个人权利的）国内社会制度或政治哲学原则的“普世社会秩序”
(43)

 ……与此相对的是，“革命主义传统”却怀疑“国内类比”概念中的内涵要素A，即使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类似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但也不是“现实主义”认为的主权国家间的状态，即否认“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因为世界秩序是以个人而非国家为核心。同时，该“传统”认同内涵要素B，即试图要么在国际上建立“利维坦”式的公共权威，要么将国内社会中的某些基本制度或政治哲学原则用于处理国际关系，消除国家间的战争状态。显见，“革命主义传统”比“现实主义传统”激进的表现正在于企图将“国际社会”转化为国内社会，或以“世界主义的政治”取代国际政治
(44)

 。在怀特看来，此二者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英国学派”主张的“国际社会”的存在，而怀特所提倡的“理性主义传统”的优势恰恰在于摆脱了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得以操作的国内类比的内在逻辑。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具有如下特质：①国际社会在本质上是区别于国内社会的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特殊社会，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等同于“霍布斯的丛林”；②该传统承认个人权利，但同时将国家定义为实现个人权利的主要载体；③实现国际和平与秩序的根本路径当然不是寻求建立一个“利维坦”式的世界政府或超验的普世秩序，而是改进国际社会的各项现存制度。

“理性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同当代英美的自由主义IR理论范式暗合
(45)

 。换而言之，该“传统”强调国际共同利益，认为这种利益促进国家间合作
(46)

 。显见，这种主体间合作的“特殊社会”带有洛克式理性主义的自然状态痕迹——基于此而驳斥了激进的“国内类比”进路。易言之，“理性主义传统”通过将实现国际秩序的进路定位于遵守那些以促进国际合作为主旨的国际社会运行的内在法则和规定，从而与“现实主义传统”分道扬镳。同时，它又摒弃了激进的试图通过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主义”进路，而强调通过完善现存国际社会的机制来最终实现国际正义和稳定世界秩序。然而，正是由于怀特对三大传统划分“分析性”的主观建构特点，使其对现实的IR理论范式以及相关政治哲学进路有所“盲视”。“国内类比”问题并非像他认为的通过提倡“理性主义传统”就能被顺利克服。因为从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具有“理性主义”基底）的具体理论操作上看，怀特的“理性主义传统”和“革命主义传统”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在思考适用于国内社会的政治哲学原则（或制度背景框架）同国际法理原则（或相关协调性背景框架）的关系上，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国内类比”的困境。因为“理性主义传统”可能会不自觉地将其一般性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或法理背景框架，作为改善现存国际社会机制的唯一出路。下一节将通过反思两种由“一般政治哲学”推广到“国际政治哲学”的路径，批评它们无法胜任本书主张的国际政治哲学研究的角色。


 第三节　“国内类比”：两种国际政治哲学的困境

一　从政治哲学到国际政治哲学

我们将进入当代两种“美国性”的国际政治的哲学语境中，看看所谓“国内类比”问题是如何在其中显现的。任何一种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深入探讨，都应当把它们的基础性概念、理论内核或前提置于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的语境中进行反思。如果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范畴来辩护或批判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话，那么似乎就是在进行国际政治的哲学思考。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及反思对象，通常一般包括国内政治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合法性问题、社会综合价值体系的合理性问题等等，其本质是地方性的哲学思考，缺乏在国际宏观层面展开的视域
(47)

 。实际情况则是，当代许多哲学家没有放弃将适用于国内政治层面反思的政治哲学延伸至国际政治层面的理论尝试
(48)

 。从当代哲学思想史上看，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不同政治思想传统或持有不同“主义”的哲学家看来不尽相同。例如，西方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者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将政治哲学基本问题聚焦于“国家何以存在的问题”，而罗尔斯等则认为政治哲学的存在目的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基本结构。诚然，以上理解是形成于对以国家为思考单位的国内语境中，实质是一种狭义的“国内政治哲学”。与此相应的是另一种研究对象的周延范围更广的政治哲学，即将政治哲学探讨领域延伸至国家间的体系单位，或者说是将当代国际社会视为一种“世界政治实体”来进行政治哲学的思考。我们姑且称它为“国际政治的哲学”。进而言之，一些学者可能以为“国际政治的哲学”在内在逻辑、理论假设和论证方法上可直接借鉴一般政治哲学，二者的差别似乎仅在于处理对象的范围上
(49)

 。于是，一般政治哲学建构的范畴必定作为国际政治哲学范畴建构的逻辑前提，前者在逻辑上推演成为后者。例如，探讨国家政治正义理论时，我们可能会自然联想到将此“正义理论”直接应用于国际政治的哲学反思中。这种“国际政治哲学”的构建方法实质上运用了“国内类比”的逻辑。但是，这种对一般政治哲学的“国际运用”并不如它在讨论国内政治问题时那样成熟。我们会发现将一种政治哲学模式运用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时存在难以调和的张力，甚至会呈现出推理上的“断裂”。下面的分析会表明“国内类比”路线很难合理地畅通于国际政治的哲学思考领域
(5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属于“理性主义传统”的罗尔斯式“国际政治的哲学进路”。

二　罗尔斯的“万民法”进路质疑

本部分的论证将指出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lws）在搭建怀特式“革命主义”传统的“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过程中，掉入了“国内类比”的逻辑陷阱，即“将思考美国社会制度的哲学原则推广于国际体系”所造成的“美国性”的视域局限问题。罗尔斯试图将其在《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
 ）中考察的“作为公平之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原则一以贯之于作为“世界人民社会
(51)

 的公平正义”（即“万民法”）时造成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52)

 。罗尔斯这里所谓的“万民法”意指“运用于国际法与实践之原则与准则中权利与正义的一种特殊政治总念”
(53)

 ；并且，“一旦政治哲学扩展到人们一般认为是实际政治可能性之限度的时候，它便是现实的乌托邦……系于这样的信念，即相信社会世界的性质将准许合理正义的宪政民主社会作为人民社会的成员
 
(54)

 而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世界，自由人民与合宜人民间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能够成就和平与正义”
(55)

 。在罗尔斯看来，万民法之内容恰恰是“由正义的自由观念发展而来”，即作为“公平的正义”
(56)

 。很明显，以上国际政治的哲学进路正是将一般政治哲学的范畴和逻辑直接嫁接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典型做法。正如罗尔斯开诚布公地指出，同他的两部代表作《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企图说明自由社会的可能性相比，《万民法》一书则欲勾勒一幅自由与合宜人民的“世界社会”的可能性
(57)

 。然而，下文将遗憾地指出，上述“国内类比”路线中存在着“美国性”的内在逻辑障碍。

（一）世界人民的周延性问题

罗尔斯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般观念延伸至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人民社会的问题时，并没有实现对象逻辑范围上的周延。在罗尔斯眼中，现实乌托邦中的人民社会必然是适用万民法的社会。如前所述，适应万民法的人民社会就是指在其相互关系中遵循万民法之理想和原则的民族。而这些民族在罗尔斯看来同其国内宪政民主社会相比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仅涵盖某些实行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罗尔斯为了明确万民法的应用范围特别区分了五种国内社会类型，分别为：a．合理的自由人民（reasonable liberal peoples）；b．合宜的人民（decent peoples）；c．法外国家（outlaw states）；d．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societies burdened by unfavorable）；e．仁慈专制主义（benevolent absolutisms）。其中，只有a和b两种类型才可称为是“自由民主人民的社会”和“合宜的民主社会”。此处不难识破这种对“国际社会”三六九等的划分背后的“玄机”。出于现实的考虑，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不同，不能像《正义论》中采用建立在美国宪政民主社会和自由主义传统上对同质化的“自由个体”的“一刀切”的做法，而只能针对世界人民社会的成员采取一种分类的、分步骤的区别对待的路径。换而言之，由于不同国家国内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及综合思维（comprehensive thought）模式的性质不同，不存在罗尔斯所相信的理性主义的同质化个体，继而就不存在同质性的人民社会，因此必然出现罗尔斯按照一定标准对国际社会的划分
(58)

 。然而，这种等级划分必然是以既定的“美国性”的价值标准为前提的，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传统。于是，我们看到适用于国内政治的成员资格在理论上扩展到国际社会范围时却无法覆盖所有国际社会成员。

然而，罗尔斯似乎并不认为“不周延”问题是正义论的“国内类比”逻辑在国际政治思考中的困境，这种态度暗示了他采取的论证路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普世化”。进而言之，“万民法”普遍接受的前提是形成以自由人民社会（或宪政民主社会）为成员的“万民社会”。这个前提的必然条件之一是罗尔斯认为宪政民主社会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它们没有理由相互作战……而民主政体间和平的关键，就在于民主社会的内部结构，依照这样的结构，除非为了自卫，或为了保护人权而干涉非正义社会的严重情形（grave cases），便绝不会被诱使投入战争”
(59)

 。反过来讲，自由民主或合宜人民社会发动的战争则具有“正义性”。按照这种逻辑，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人民社会对其他“仁慈的专制主义社会”（如伊拉克等）发动战争就是正义且合乎伦理的。正如万俊人的评价：“罗尔斯的这一政治思路不过是现代美国政治思维的学理表达……所有这些政治行为的基本理由只有一个：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民主是唯一正确的社会政治理想！”
(60)

 甚至罗尔斯本人也曾承认他不是要发现普遍的正义原则，而是要发现适合于像美国这样现代社会的原则
(61)

 。

（二）两种原初状态和差异原则的运用问题

我们从罗尔斯构建的以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理论
(62)

 为背景的一般政治哲学框架看，他通过国内政治层面“反事实（虚拟）契约论”的设置，推导出基于“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社会背景框架体系。其中，罗尔斯著名的正义两原则（即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
(63)

 清晰地勾勒出社会公正的理想边界，尤其是差别原则中的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原则的运用，表达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分配正义观
(64)

 。从严格的逻辑一致性上讲，上述适应美国国内语境的正义理论的建构非常成功。但罗尔斯的理论抱负并不囿于将一般政治哲学框架限制在反思国内政治，不仅处理或思考如何实现在相对封闭的宪政民主社会内的公民正义问题，而且试图将其逻辑伸展到宪政民主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和不同民族间的公平正义问题。如果我们比较《正义论》和《万民法》这两部著作会发现，虽然罗尔斯尝试将前者的论证逻辑在后者中平行展开，即都设置“原初状态”的虚拟思想实验。具体言之，在《正义论》所勾勒的国内原初状态（即《万民法》中定义的“作为代表自由社会的模式”）中，每一个公民的代表从理性角色出发都会选择利于自身的正义原则或标准。然而，由于代表人的个体信念、天赋、偏好和历史背景等被“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所遮蔽，就会认同某种普遍的不偏不倚的正义标准。的确，按照罗尔斯的诠释，第一原初状态只考虑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而不管同其他社会的关系，把社会视同生则入其中、死则出其外的封闭环境，其特质包括社会成员各方均为公平代表的公民，都是理性的并且能够基于理性的理由作出行为选择等。公民在无知之幕后的均匀分布状况中所得出的公平合理的代表满足了上述特质条件
(65)

 。与此不同的是，在对应国际政治情形的第二原初状态中，原先作为代表资格的对象的“公民”被“人民”所取代
(66)

 。这里的“人民”设定了“将接受为公平的——我和你，此时与此地——人民间合作的基本条款”
(67)

 。罗尔斯一厢情愿地认为第二原初状态（即国际政治情形），是按照与第一原初状态（国内情形）严格相同的方式运用于国际成员的代表模式，并且指出“其间的所有区别，都不在于如何运用代表模式，而在于给定所设定的动因与当下的对象，它需要如何剪裁才行”
(68)

 。但是，以上两个层面展开的“平行逻辑”并非如罗尔斯指出的那样是严格的和在运用上无差异的，这不仅是换个对象概念的问题。当“自由社会之人民”（如英美等宪政民主国家）通过运用无知之幕后的人民代表模式的选择来说明全球分配正义—平等原则的合法性的时候，我们却能发现在国际政治范畴中运用正义平等原则的“阴谋论”。这一“阴谋论”潜藏在“万民法”中最后一条：“人民有义务帮助其他生活于不利条件下的人民，这些条件妨碍了该人民建立正义或合宜的政治及社会体制。”
(69)

 它在字面上似乎暗合了罗尔斯解决国内分配正义问题的差异原则中的“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条目。然而，正如西方学者并非鲜见的批评中指出的，“万民法”中的这一“差异原则”并非是《正义论》中差异原则一以贯之的国际化运用
(70)

 。罗尔斯对该原则在国际中的运用同在国内相比，恰恰是有显著区别的，甚至是两种不同的运用模式。罗尔斯认为，决定国家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资源的水平而是政治文化及成员的市民德性
(71)

 。这无异于将导致国际贫富差距的罪名推诿给了贫穷国家内部的非自由民主的政体组织形式或非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为“自由的人民社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同质化运动”提供了合法性的辩护。罗尔斯认为，在万民法规制的世界里，最大受惠者人民（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最少受惠者国家的经济援助义务“将坚持到所有社会都实现了正义的自由或合宜的基本制度。……它们确保了政治自主的根本特征：那就是在国内情形奉行自由平等公民的政治自主，在人民社会当中奉行自由平等或合宜人民的政治自主”
(72)

 。所以，与其说罗尔斯对原初状态和平等原则的运用是出于对国际不平等现实的关怀，不如说是服务于“美国范式”的特殊主义普世化的政治野心。而这恰恰形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悖论：这种特殊主义的普世化（paticulurism univeriszation）行径在本质是资本的逻辑推动的“现实主义的过程”，这意味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合理多元论目标和倡导公正合理对话的特质无法在国际政治范围内实现，其中必然存在着“断裂”。

总之，这种“国内类比”在国际语境中的问题正是一般政治哲学和“国际政治哲学”各自内在逻辑和背景语境的差异造成的。罗尔斯式的合理多元论（reasonable multipolism）和所谓“重叠共识”的政治哲学路径是立足于美国国内政治，更准确地说是立足于他所生活的美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的社会”
(73)

 。相比之下，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统一的拥有至上权力的自由民主政治的“世界政体”。此外，罗尔斯“万民法”语境中的“人民的世界”也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和文化归属，缺乏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政治认同或“重叠共识”，从而就无法抵达以“美国性传统”为逻辑起点的“合理多元论”的图景。那么，罗尔斯式论证“万民法”中的“国内类比”逻辑就必然是断裂的逻辑，造成运用公平正义原则的双重标准，即对自由民主社会内部是合理多元论的普遍化进路，而对外部世界则在主张“自由人民”对其他国民“道德宽容”的伪善面具下，实行某种看似符合差异原则的有限经济援助基础上的政治同化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政党政治模式的普世主义。罗尔斯的“万民法”进路实质上倒像是马丁·怀特所区分出的激进“革命主义传统”。

当然，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对国际政治范畴的不成功的运用，并不会喝止同一传统下的学者继续以其他富有争议的方式向前探索
(74)

 。然而，从而回避其他不存在问题的“合理的国内类比路径”。于是，下文将通过批评另一条与上述罗尔斯式“革命主义传统”迥异的路线，指出把国内政治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发扬至国际政治领域可能造成的问题和逻辑障碍。

三　国际社会的“霍布斯条件”能否成立

如果放弃以上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哲学”进路，而转入另一种经典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思考的话，我们是否能用下文提到的“霍布斯条件”来替代作为公平之正义的“万民法”呢？这是有别于罗尔斯的另一条“国内类比”路径。因循这条路径展开思考，我们会以为，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自然人之间需要某种公共权威才能克服“乱”而达到“治”，因而推出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公共权威才能实现和平稳定。换而言之，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具有同质性
(75)

 ，霍布斯式的最高主权性威权（即使是最低限度的至上权力）是结束“国际自然状态”的必要条件。因此，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传统对于终结“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状态的解药，必然是诉诸建立起“利维坦”——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主权”，
(76)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条件”
(77)

 。但是，如果将该条件推论于处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问题，
(78)

 则会出现两类障碍。

首先，一般政治哲学语境和国际政治语境对如何定义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上会出现分歧。经典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可追溯于欧洲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和近代17世纪英国的霍布斯哲学。特别是霍布斯哲学所关涉的人类生存状态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这当然不同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状。如果将《利维坦》中的无政府状态视为“霍布斯条件”的适用对象的话，那么当今国际无政府状态显然不属于该条件可以运用的对象。诚然，当代世界的确是“无政府”的，但却未必是霍布斯为我们描述的“丛林状态”。正像英国学派将当今国际无政府状态定义为一种无政府的社会，即有一定制度和相对稳定的权力分配结构的状态，而霍布斯式丛林中根本不存在“社会”形式。与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相反，如果按照温特的看法，当今国际无政府状态更像是一种“洛克文化”的状态
(79)

 。

其次，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中的基本行为单位是自然人个体，而在国际政治语境中能否将作为国际行为基本单位的国家的性质类比于个人性质，或者能否像持有理性主义高阶方法论的IR理论学者认为的那样：“国家也是人？”
(80)

 这显然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它不像温特所言的那样是有合理证成的
(81)

 。进而言之，“国家也是人”的命题就像是在肯定一种飘浮在人类社会之上的“黑格尔式的幽灵”的存在。而且，基于对自然人的哲学反思形成的抽象人性的属性也不能直接让渡于“国家性”的属性上，因为这样会使国际政治的哲学反思最终沦为一种国际政治的形而上学。总之，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哲学”主张能否满足“霍布斯条件”的问题，实质上是“国内类比”问题的改良版本。但不论如何“改良”，其所基于“国内类比”的逻辑是不变的。

然而，即使我们立即放弃上述两种“国内类比”的国际政治哲学的建构路线，也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我们还要面对如何开凿出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反思模式的艰巨任务。当然，至少有两条路径可供我们选择：一条路径是放弃以上通过援引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资源而建构的特殊主义普世化的“国内类比”路径，转而探索一种以批判反思“美国范式”为起点的国际政治哲学路径；另一条路径是出于对元理论脱离国际政治实践的成见，索性抛弃任何研究国际政治的哲学视角，而选择彻底的经验科学或“行为主义”
(82)

 的思考模式，即“美国范式”采取的“政治科学”进路。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第二种路径缺乏从元理论高度对“政治科学”展开全局性的批判性审视，而只是困于“美国范式”内部的自洽逻辑的瓮中。从另一角度上来讲，“政治科学”的因果分析模式无法独立于政治哲学的背景诠释路径而获得生命，正如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当代充斥着现代性的“政治科学”试图远离政治哲学的批评：

现在，政治科学可能相信，通过拒斥或摆脱政治哲学，自己就能够以最直接的方式与政治生活相关联；……而事实上，它与政治生活相关，凭借的中介是现代自然科学（或者说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反应），以及大量袭传自哲学传统（尽管这传统遭到忽视或轻视）的基本概念。
(83)



根据上述论断，“美国范式”的“政治科学”并不能真正做到“与事实直接相联”，因为它不得不凭借科学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范畴）的认识论以及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资源来构筑自身的理论城堡，并且不自觉地运用某种“特殊主义的高阶方法”（唯理主义方法论）来观察和理解国际事实。因此，我们还是应当回到第一条路线上去，重新审视“美国范式”背后的各种形而上学基础，并拿起哲学分析的解剖刀对它进行多维解构。

那么，我们会从丰富的哲学资源中得到哪些启发呢？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曾提出“回到事物（现象）本身”的哲学研究立场。我们不妨从其字面含义中获得某种积极暗示
(84)

 ，即强调通过哲学透镜审视国际政治的相关问题时，不妨暂将“美国范式”的“自我批评或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画上括弧”（Epoche）
(85)

 ，站回到更根本的哲学审视平台（如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维度），展开对其理论基础本身元理论的探讨和反思。这种“回到……”的策略蕴含两个积极的维度：一是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研究者在反思“美国范式”的高阶方法论基础上，逐步摆脱“政治科学”思想框架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路径的桎梏；二是研究者回到包括本体论、认识论等基本哲学维度上来反思“美国范式”及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因果解释，这本身就是一种元理论的思考，具有高阶反思层面上的创新性，能真正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的确立和发展。那么，这种回到哲学基本维度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的批判性分析能否成为一条“国际政治哲学”的合理进路呢？第三章将为读者尝试勾勒这一答案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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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9页。


(13)
  〔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0页。


(14)
  尼古拉斯·布宁、于纪元主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723页。


(15)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4．


(16)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4．


(17)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18页。


(18)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心—边缘—半边缘化的剥削关系进行了“外部”批判，似乎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内部理论体系“相距甚远”。但是从知识论和本体论角度看，世界体系理论与上述两类主流理论有着共同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内核。相关判断可参见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Pluralism
 ，Globalism，New York：Macmillan，1993。


(19)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16～128页。


(20)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16～128页。


(21)
  此处参考了秦亚青教授在《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一文中的图表，并结合本章研究目的进行了修改。参见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19页。


(22)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23)
  董青岭在《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评述》一文中采用了巴尔金（J．SamuelBarkin）和内克松（DanielNexon）的观点，即认为这种现实主义元素和建构主义元素相融合产生的新理论流派可称为“现实建构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建构现实主义”。参见董青岭《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评述》，《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


(24)
  例如，温特对于世界无政府文化的三种划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他坚信人类世界历史必然会朝向康德文化发展。


(25)
  现实主义对于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理性人的假设，天然带有保守主义的“性恶”论基调。并且，现实主义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丛林式的理论假设以及对“革命主义”或世界主义观的排斥，均体现了保守主义色彩。


(26)
  当代激进建构主义反对任何试图同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认识论调和的进路，认为此进路必然会导致“物化”国家。此外，温特试图将理念论和结构主义整合起来对抗理性主义，并且以实证主义认识论反对激进建构主义的极端怀疑主义认识论的做法是缺乏效力的，因为他所提倡的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路径无法解释主体间性构成的观念本体论世界。换而言之，强调因果解释的理性主义进路和强调背景诠释的建构主义进路很难嫁接在一起。


(27)
  “反思主义”（reflectism）范式中的激进建构主义会试图摒弃一切“理性主义的国际政治实体”，认为一切国际政治关系（特别包括权力、知识等）都是主体的观念建构，因此逻辑上必然主张通过解构现实的政治权力知识体系来为理想主义铺平道路，再通过主体观念的共同塑造来实现普世道德主义的国际政治图景。


(28)
  从宗教伦理视角提出国际政治解决方案的理论路径，如汉斯·昆（Hans Kung）的普世伦理就提倡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普世宗教伦理秩序。


(29)
  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化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相关思想可参考此著作的“第一章”第13～16页以及“第七章”（第155～181页）。


(30)
  从现代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讲，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现象学，在强调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对知识和社会实体的建构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类理性的地位。从此意义上讲，作为20世纪对世界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人本主义思潮，不自觉地扮演了“人类理性之敌”的角色。


(31)
  此处参考了沃克尔的思想，见R．B．J．Walker，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32)
  简言之，英国社会历史学派（简称“英国学派”）是在研究国际关系中遵循经典历史解释的方法的一种范式。


(33)
  怀特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区分上述三种国际政治研究范式，对于后来发展起来的英国学派具有奠基性影响。


(34)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于包括国际政治思想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一般存在两种旨在不同目的的研究进路：一是所谓思想史研究，即通过对历史上相关学术文献或人物思想的训诂式的梳理，试图客观和准确地描述某种学术思想、理论的渊源和发展轨迹，如经济学史及哲学史等均属此类研究；二是离开某一学科思想的历史文献观察，从研究者自身视角出发，结合时代性要求对既有学科思想进行建构性的系统梳理。


(35)
  当研究者将自身理论路径归结为上述三种“传统”的某一支时，即承诺了将该“传统”的内在逻辑路径作为其理论路径的内核，以后的一切理论演绎或推导工作均不得离开这一前提基础。


(36)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为“还原历史”而研究历史的传统。


(37)
  吴征宇：《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兼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


(38)
  值得强调的是，不能将怀特的“三大传统”误解为经典国际政治思想的实际历史传统。怀特对于所谓“革命主义”的理解虽然指涉学界普遍公认的理想主义范式，但怀特对它的建构性理解和一般对理想主义的理解不十分吻合。因为，后者并非强烈诉求一种如“革命主义”那样旨在彻底否认主权国家的纯粹普世秩序。相反，怀特笔下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特质与一般理想主义传统相似。


(39)
  从某种程度上讲，怀特所界定的位于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极之间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其能够克服和超越作为其他两大传统的逻辑路径——国际政治的“国内类比”。笔者将利用这一“国内类比”概念来说明“一般政治哲学”在推广于国际政治过程中出现的“推理断裂”问题。


(40)
  可参考Hedley Bul，“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Eds.，Domestic Investigation：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Allen and Unwin，1966，p．35；以及吴征宇《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兼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


(41)
  Hidemi Suganami，The Domestic Analogy and World Order Proposal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4．


(42)
  这种否定在笔者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它并不违背人们的日常直觉或“常人伦理观”。但是，我们应注意怀特的这一判断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主导的冷战时代背景，这时的“现实主义”带有一种霸权稳定论的现实主义色彩。鉴于战后对极端独裁主义的厌恶态度，这种“现实主义”含有明显的反“利维坦”和反帝国主义倾向就自然不难理解了。但笔者以为，怀特分析式的对“国内类比”中要素B的建构是颇具“任意性”的。


(43)
  这并非表明“现实主义”不试图建立任何国际秩序，只是表明其强调国际秩序的内在机制只能包括均势和大国（霸权）协调。可参见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
 ，pp．17，32。


(44)
  “革命主义”传统理论、政策均带有宗教色彩的救世性质。


(45)
  它们的思想渊源之一可同样追溯于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地理解国际关系的社会制度基础。


(46)
  怀特式“理性主义传统”强调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公共最高权威并且制度上不完善，但是存在国际合作的社会关系。这种国际社会关系可体现为从促进合作和协调矛盾出发的国际外交规范、国际法和国际治理机构等的国际社会机制。按照这种理解，我们甚至可以遵从格劳修斯的思想，认为一种所谓的“正义战争”同样可以扮演国际社会调节机制的角色，国际法的首要功能是规范而不是取消国家间的战争。


(47)
  如果说一般政治哲学的讨论肇始于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反思，那么这并非蕴含着某种政治哲学的特定观点不能够应用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探讨或认为其所含概念、范畴不适用于后者。


(48)
  这些政治哲学家包括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哈贝马斯和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博格（Poggie）等。


(49)
  罗尔斯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而他的学生美国政治哲学家博格（Poggie）所提出的“全球正义”理论在理论内核上批判性地继承了罗尔斯的哲学观点，本质上也是一种“国内类比”的思路。详见托马斯·博格著《康德、罗尔斯与全球正义》，刘莘、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0)
  读者可能会发现，这里似乎回避了代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些西方学者如华尔兹等将该理论驳斥为“还原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且已经被“历史实际经验证据证伪”。当然，笔者对华尔兹的这种主观判断持保留意见。因为，他对列宁理论的诠释是不合理的，存在着明显谬误。第三章的高阶方法论探讨部分将具体回应这一问题，此处暂不赘述。


(51)
  所谓“人民社会”，在罗尔斯看来意指在相互关系中遵循万民法的理想与原则的所有人民。这些人民有自己的国内政府，该政府要么是宪政自由民主制，要么是非自由然而合宜的政府。详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52)
  万民法的原则主要包含以下8条：（1）人民要自由独立，其自由独立要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2）人民要遵守条约与承诺；（3）人民要平等，并作为约束他们的协议的各方；（4）人民要遵守不干涉的义务；（5）人民要有自卫的权利，除自卫之外，无权鼓动战争；（6）人民要尊重人权；（7）人民在战争行为中要遵守某些特定的限制；（8）人民有义务帮助其他生活于不利条件下的人民，这些条件妨碍了该人民建立正义或合宜的政治及社会体制。


(53)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54)
  罗尔斯认为，如同把公民视为国内社会的行动者一样，把自由民主的人民和合宜的人民视为人民社会的行动者。


(55)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6页。


(56)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57)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6页。


(58)
  在罗尔斯的定义里，一国社会只有在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下才是“人民社会”。


(59)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8页。


(60)
  万俊人：《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61)
  钱满素著《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224页。


(62)
  这里将区分两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分别为“neo-liberalism”和“new-liberalism”。前者也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指试图在当代语境下重振西方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它推崇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较少的国家管制，提倡大社会和小政府。其思想代表人物有诺奇克、哈耶克等。而后者则应当翻译为“新自由主义”，即强调凯恩斯式的政府宏观管制的有限制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该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德沃金（Ronald M．Dworkin）等。


(63)
  正义两原则包括：（1）每个人对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这样安排，即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赖于在机会平等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64)
  当然，罗尔斯的差别原则遭到诺奇克等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因为，在诺奇克看来，差别原则所维持的最低限度的不平等（即要求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原则）恰恰是最大程度地损害了社会中合法取得占优地位群体的利益，这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的不公平做法。因此，诺奇克将罗尔斯批评为“平等主义者”。


(65)
  详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33页。


(66)
  如前所述公民身份具有同质性或同一性特质，而人民（除了自由民主和合宜的人民以外）则不具备政治身份的普遍同质性。


(67)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35页。


(68)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35～36页。


(69)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40页。


(70)
  可参见Samuel Freeman，Introduction：John Rawls——An Overview
 ，I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Edited by Samuel Free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Esp，pp．44-51。也可参见万俊人《正义的和平如何可能？——康德〈永久和平〉与罗尔斯〈万民法〉的批判性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71)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24～125页。


(72)
  〔美〕约翰·罗尔斯著《万民法》，张晓辉、李仁良、邵红丽、李鑫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26页。


(73)
  罗尔斯本人也曾表示，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主要是针对美国国内社会设计的，即该理论体系更具体地说是公正的社会背景框架带有深厚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所以，该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讽刺的是，罗尔斯本人设计这样一种政治的而非统合性的公正背景框架的目的，恰恰在于摒弃统合性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而最大限度地实行自由主义的公正社会图景。


(74)
  托马斯·博格（Tomas Poggie）的“世界主义思想”在国际正义研究领域应当归为比较激进的类型。他试图将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推广为全球性原则，从而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框架下将正义主体从国内公民变换为全球公民。尽管博格被称为罗尔斯主义者，罗尔斯却并不认同他的世界主义观点。罗尔斯在《万民法》里特别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正义是不可能的，并将国内的正义秩序与世界范围内的正义秩序规定为两个不同的范畴。我们可以说，就世界正义问题而论，罗尔斯更具现实主义，而博格则更具乌托邦主义。


(75)
  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国内类比”问题的理论基础是霍布斯的“自然原初状态论”，旨在强调建立一种拥有绝对主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必要性。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为寻求自我保存而通过契约方式创造和服从象征绝对君权的“利维坦”，以结束人际的丛林状态。如果将上述理论构造推广于国际层面，则会得出同国内进路相同的结束个人间战争状态的策略：第一步是将“主权国家”理解为国际层次上的“个人”，第二步是将“丛林状态”推广到国际无政府状态，第三步是通过国家间契约方式创造出某种国际层面上的“利维坦”。


(76)
  政府能否被“最小至上权力”的条件所约束，这实际上是一个现实政治的实践性问题，而非政治哲学问题。最小至上权力的底线在何处是很难“量化”的。这显然偏离本书要讨论的方向，故不赘言于此。


(77)
  关于此问题的更深入探讨可参见陈德中的《政治现实主义——威廉姆斯政治哲学研究》第五章“权力竞争模式与结束自然状态”。陈德忠著《政治现实主义——威廉姆斯政治哲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78)
  如果将此条件推广到国际无政府社会的话，那么似乎在说结束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凌驾于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退一步讲，这种“世界政府”的温和版本可能是建立一种比今天的联合国权力更大的类似欧盟的具有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79)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76～287页。


(80)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12～220页。


(81)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第五章“国家与团体施动性问题”中专门拿出一节来讨论。


(82)
  行为主义研究模式强调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对社会政治生活做经验性的和因果解释的研究。


(83)
  〔美〕列奥·施特劳斯著、潘戈编：《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施特劳斯思想入门》，郭振华等译，叶然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第98页。


(84)
  我们可以从张异兵的《回到马克思》等系列著作中体会到另一种类型的“回到……”的策略。这种对经典文本的返回并非训诂式研究，而是抛开当代国内外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二手解读”和“转译”的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真正通过在当下语境重新回到经典文本，进行伽达默尔式的“视域融合”式的诠释，以开拓出适用于中国现实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85)
  这里所采用的“悬置”概念只是在针对现有主流学界的政治哲学传统（如前文质疑的罗尔斯式的新自由主义传统等）有限的意义上来理解，即不是将一切哲学立场均“悬置”起来。这种在哲学党性上的“无立场主义”恰恰是笔者所反对的。



第三章　“美国范式”的方法论审视


 第一节　IR研究中方法论对本体论的优先性

一般而言，通过哲学视角审视研究对象，往往从作为哲学最基本范畴的本体论范畴开始，先对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性质作出某种承诺，在此基础上展开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的探究，而方法论问题则置于末位。但是这种研究顺序并不适合国际政治的哲学反思。因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总是通过符合其特定本体论立场的高阶方法论（high-order methodology）来组织其理论系统和基本框架。此外，作为“政治科学”的“美国范式”更不会把其本体论承诺直接暴露出来，研究者只能通过由表及里地“解构”其高阶方法论的途径潜入其位于底层的本体论。其中的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关系既不是混同一起或相互取代，又不是毫无关系、彼此分裂，它们保持一种“掩护”和“被掩护”的微妙关系。换而言之，“政治科学”通过形式上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来掩护位于范式内核的本体论的“美国性”基底，这给学科共同体成员和学习者一种“去政治化”的价值中立的印象。但是，实际上“政治科学”（包括IR理论）中不存在“无哲学党性立场”的抽象的方法论的运用。从竞争性学术共同体相互批评的角度上看，当研究者站在本体论立场A上用方法论A′去反思位于另一本体论立场B上用方法论B′组织起来的范式C时，就相当于以方法论A′作为解构B′而批判C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换而言之，如果在方法论A′下反思范式C，那么会自然得出C背后的B′是“错误”的结论。由此可见，在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实际研究过程中，反思高阶方法论的研究是优先于反思本体论问题的研究的，是方法论蕴含本体论。“美国范式”所覆盖的经典著作大多在开篇致力于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建构和说明，而不是急于分析具体案例。例如，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前四章篇幅都贡献于说明结构现实主义同其他理论范式相区别的独特方法论
(1)

 ，而不是首先承诺本体论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的重要显性地位。于是，本章试图从高阶方法论层面对“美国范式”涉及的多重方法论内核展开分层剖析和反思，即按照研究者思考和研究国际政治事实的含蓄的本体论立场，将这些方法分为“理性主义（唯理论）与建构主义”以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第二节　方法论的唯理主义与方法论的建构主义

一　方法论唯理主义

“美国范式”高阶方法论的主要内涵在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研究传统共享的唯理论的方法论基底。唯理论或理性主义（rationalism）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高阶方法论之前，一直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其来源与西方近代（尤指17、18世纪欧洲）的认识论传统密切相关，即一种“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主张，知识是通过运用理性或理智官能获得的，凭借感觉不能达到认识的确定性。按此理解，只有运用理性的方法才能通向真知。因此，在获得知识的正确合理方法的意义上，理性主义逐步具有了哲学方法论内涵并被视为一种方法论范畴。从更广义的角度讲，这种唯理论的研究方法指诉诸人类理性能力和理性原则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它与强调宗教信仰、道德情感和情绪以及其他非理性成分的见解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
(2)

 也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相对于非理性主义而言的
(3)

 。换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属于广义上的理性主义。承认这一点对于后文我们理解方法论的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纵观“美国范式”（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在其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均融合了经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因素而形成独特的方法论的唯理论路线。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高阶方法论意义上，这种唯理论进路的具体特征可归纳为如下四种特性
(4)

 。


数学方法性：
 把数学当作知识的模型，赞赏公理化的方法，并认为反思人类世界的方法应当与数学方法是一样的。


原则演绎性：
 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相联系的，可以从某个自明的第一原则推演出来。


范畴先验性：
 承认先天知识或理性真理的存在。


自然科学性：
 倾向构筑一个理性的自然科学进路。

我们不妨结合“美国范式”所涵盖的研究传统来反思性地说明以上四种特性。第一，结构现实主义就体现了“数学方法性”的唯理论特征。华尔兹在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中就试图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的数学方法”。他批评了科学研究中一般采用的经验归纳法，认为它仅仅是对一些可观察的重复现象的数据统计，而无法“对这些描述提出任何解释”，因为“统计无法在描述和解释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
(5)

 。并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任何来自经验的知识是绝对真实的……既然经验知识在广度上有可能是无限的，那么如果没有任何指导原则的话，我们就无从知道需要收集哪些信息，也不知道如何将已有信息进行组织以使其能为人所理解。”
(6)

 我们不难从中推导出两点研究倾向：一是通过质疑可观察的统计法来表达拒斥“非公理化”研究方法的态度；二是暗示另一条强调“公理化”的研究进路，即构建使信息得到有效组织和能被观察者理解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在他的语境中指涉“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的理论
(7)

 ，而理论“尽管与需要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联，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
(8)

 ，这种“理论”就是方法论理性主义一贯坚持的摆脱不可靠主观经验的“数学公理”。此外，“理论”通常由一定模型来代表，即“通过省略或缩小范围等方式，对现实加以简化之后再进行描述……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富解释力”
(9)

 。因此，这种理论模型也扮演着类似由“理论公理”演绎出的“数学定理”的角色。

第二，我们运用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说明“原则演绎性”，即从自明的第一原则出发的演绎—推理模式。摩根索以保守主义的人性观
(10)

 为第一原则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具体言之，他在代表作《国家间政治》第一章“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提出现实主义的六个基本原则
(11)

 ：P1．政治受根植于人性中的客观法则的支配
(12)

 ；P2．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利益被定义为权力；P3．“P2”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但其含义并非永远僵化；P4．普世伦理同国家政治行为间存在必然张力，即前者无法抽象地指导后者的行为；P5．特殊国家的道德不能成为普世的伦理法则；P6．政治现实主义同其他思想学派的差异是深远的，属于独立的理论学派。从“原则演绎性”的角度看，上述六个原则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可视为以P1为基础而推理出的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摩根索将其理论体系的“自明的第一原则”定义为“根源于人性的政治法则”。而人性的客观合法性可由如下观察印证：“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致力于发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
(13)

 正是在摩根索看来“人性”存在是如此持久和客观，因而建立于其上的法则自然也是客观和适于作为第一原则的。同时将“人性”作为政治法则客观性的保证相当于诉诸某种形而上学的“先天知识”，因为人性是“无法测量、无法证否的东西，因此是先验的判定”
(14)

 。此外，摩根索将人性定义为追逐权力、利益，是保守和悲观的
(15)

 。正是这种对人性内涵的“性恶”论定义，蕴含以权力界定利益概念（即P2）和确保此定义的普遍客观性（即P3）。进而言之，国家作为与人类个体类似的行为单位，在“性恶法则”支配下为追逐权力、利益而展开国际斗争。我们自然可从中推导出这种国家间的斗争行为不会给任何理想主义的“世界道德”或普遍伦理的乌托邦留下空间（即P4）。摩根索进一步将国家道德定义为“追求国家自身的利益”或实行国家利益（权力）最大化的“利己主义伦理观”，这在内涵上对立于普世伦理（即P5）
(16)

 。综合以上五原则，也就自然勾勒出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独立性（即P6）。

第三，“范畴先验性”特质也可以在经典现实主义原则中找到明显线索。因为经典现实主义不仅相信客观的人性法则这一“先天知识”，而且相信能够建立反映这些法则的“合乎理性”的理论，因为政治中的真理是“客观上的和理性上真实的，以事实为依据的，靠推理阐明的”
(17)

 。在此基础上，他通过由权力定义利益概念的第二原则（即P2）作为国际政治的理性行为的出发点，试图通过这种界定“为观察者规定知识范围，为政治学的研究主题注入理性秩序”
(18)

 。当然，经典现实主义也客观地认识到政治现实充满偶然因素和系统的非理性因素，并且理论上也包含规范要素，但它仍然强调政治现实中的理性因素，因为“正是这些理性因素使得现实在理论上成为可理解的”。也许，正如摩根索比喻的那样：“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和来源于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之间的差别，类似于照片与画像之间的差别……画像不能显示肉眼所能见到的一切细节，但它却能显示或至少试图显示肉眼无法看到的一样东西：被画者的人格特性。”
(19)

 因此，在经典现实主义范式看来，它所使用的理性理论的客观性和合法性正是来源于作为“先天知识”的理性真理的存在。换而言之，正是这种“理性真理”使得经典现实主义对现实国际政治的画像能反映出“人格特性”。

第四，“自然科学性”特质显然符合“美国范式”所推崇的“政治科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即便对于上文刚刚简析的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也特别强调国际政治作为一门科学的观念
(20)

 。例如，我们可以从其著作中经常见到诸如“法则”、“规律”等明显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用语。当然，华尔兹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更实现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科学化”。它将经典现实主义以形而上学人性为硬核的理论进行了科学化修正，以“可观察”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新的“第一原则”，从而建构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高度“政治科学化”的理论体系
(21)

 。

然而，上述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四个特质并非构成整体自洽的高阶方法论体系。例如，“理性先验性”和主张科学主义进路的“自然科学性”之间似乎存在着吊诡。因为，科学主义的方法论通常拒斥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自明的“先验知识”，而接受经验性的观察结果。由于这种内在于方法论理性主义的性质矛盾，使得作为“政治科学”的“美国范式”在回答国际研究中“为什么”（why）的问题时，难以克服因果关系描述过程中的先验本质和经验逻辑之间的张力。下面将揭示以唯理论作为高阶方法论背景的“政治科学”因果模型的内在结构和问题。

二　方法论理性主义因果模型的逻辑困境

“美国范式”在方法论理性主义原则指导下，在国际问题研究中采取聚焦研究对象的因果关系机制的“政治科学”的方法论路线
(22)

 。换而言之，该路线将国际政治现象系列（如国际政治事件）视为独立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客观存在，即试图通过“科学”地研究现象而揭示国际政治行为的客观规律，即解释变量间有规则、可预测的因果关系。这种科学主义方法论似乎承诺了“社会世界的研究和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从本质上是一样的”
(23)

 。与之相对的是属于“非美国范式”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如历史社会学派、规范理论和批判理论等）往往推崇所谓建构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国际政治。关于方法论建构主义的审视将放在下一节，暂不赘述。先让我们从元理论反思的高度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模型进行解构：一是讨论“政治科学”强调的因果机制模型的形而上学本质，二是尝试运用INUS条件模型来反思因果机制模型存在的逻辑困境
(24)

 。

一般而言，因果机制模型在逻辑学上可理解为一种“原因必然引起结果”的模态关系。换而言之，因果模态关系是一种必然的而非或然的关系，这就把因果关系等同于“规律”。亚历山大·温特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理解表达为如下性质
(25)

 。

如果说X是Y的原因，则有：

A．X和Y的存在是相互独立的；

B．在时间概念上，X先于Y发生；

C．如果没有X，Y不会发生。

其中性质C说明了因果关系中X是Y的必要条件，并且C可以用来区别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偶然的相关关系（correlation）。这实质上是“政治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试图以逻辑上的必然性来代替自然世界的必然规律。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因果模式是将“自然领域的因果关系通过“逻辑方面的前提与结果之间的演绎关系得以重建的，其中行为规律是前提，待解释事物是结果”
(26)

 。

如果借用哲学范畴来考察，承诺方法论理性主义的IR理论认同的国际事件背后的“因果律”，可以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形而上学诠释中获得理解
(27)

 。我们可以将休谟对因果律的定义简要表达为以下模式：存在两组类似事件K1
 和K2
 ，在每个系列内，属于K2
 的一个事件跟随着属于K1
 的一个事件，它们在空间上相接触。换而言之，凡是K1
 的一个事件发生，在空间上与其相近的K2
 的一个事件随之而发生。因果性仅是不断的联合或连续的规则性，而根本不涉及“如果……那么”式的模态逻辑概念
(28)

 。一旦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在空间上与之相近的事件，某个第二类事件会接着发生
(29)

 。事实上，对于任何熟悉这种模式的人而言，主观的心理联想在建立因果机制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即使我们暂且保留休谟模式的主观经验本质，也无法解释这样一种情况，即“对于另一个事件，同一个事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30)

 ，因为两类事件之间的休谟式关联没有排除因果间的双向对称性。换而言之，如果事件C是事件E的原因，那么E就不可能反过来是C的原因。否则的话，就如英国政治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31)

 对经验主义联想法的批评：“把自动联想作为思想工具来推理的弱点是：两个联想中随便哪一个联想都会引起另一个联想而不问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果引出因就像因引出果一样容易。”
(32)

 与上述严格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不同，方法论理性主义基底的IR理论范式一般会承认“对称性因果关系”，如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就认为，“因果关系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
(33)

 。但即使我们通过放宽因果条件而包容双向因果类型，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旦排除单向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接受双向因果关系，则很难把因果关系同相关关系区分出来。因此，方法论理性主义基底的“美国范式”的“宽松”的因果关系实质上属于所谓“规则性的关系”。具体言之，“政治科学”研究者从来不是直接去体验某种（单向或双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来源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性活动”，包括推测、类比、推理和最好的解释等活动。在此意义上，国际政治现象背后可能表征的“因果性”就是一种较强的理论预设。如果剥离掉这层预设的话，我们会看到一种事件间连续的“规则性”，即一种统计学上的相关性。但这种以相关性定义的规则性同因果性比较起来至少有两点关键区别：一是相关性有线性和非线性相关，前者更接近于一种直接的因果联系，表示相关事件发生在统计学概率上的必然程度较高。而非线性关系表示事件间联系的偶然性程度较高，难以满足因果联系线性模式的必要条件；二是因果性在较强意义上特指非对称性的线性相关关系。在此意义上的一般线性相关关系只是因果关系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无法确认相关因素中“谁是因，谁是果，或是否存在‘第三因’”
(34)

 ，因此事件系列的规则性“只是因果性这个强烈的模态关系之存在的一个征兆”
(35)

 。以上分析要强调的不是国际政治现象背后所有因果关系都是可疑的，而是强调研究者必须进一步考察区分狭义规则性（如非因果关系的线性和非线性相关）和因果性关系。这能使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单纯的规则性并不表示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把国际政治现象（事件系列）背后的“伪因果因素”排除出去，即针对“政治科学”进行一种“辨伪工作”
(36)

 。

美国当代哲学家麦基（Makie）指出，因果判断总是预先假设某种背景，即因果域（causal field），并且事件的原因只在因果域中发挥作用，因果判断总是相对于一个特殊的因果域而言的
(37)

 。例如，假设因果域S，其中某个因素x
 1
 是一组因素X
 （x
 2
 …xn

 ）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当所有这些因素都具备了，就会构成某个结果Y
 的充分条件。换而言之，无论是x
 1
 或x
 2
 还是xn

 等因素单独看来都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这组因素全体中的一个不充分但必要
 的条件，而对于产生的结果Y
 而言，作为全体因素的X
 却是充分条件
 。这就是麦基所谓的一个INUS条件，即“不充分的
 （insufficient）、必要的
 （necessary）、不必要的
 （unnecessary）和充分的
 （sufficient）”条件
(38)

 。如果我们假定在国际政治现象中存在一个特定的因果域，确定某个事件T是造成某个政治事件W的原因，就是在找出这样一个因素：对于处于这个因果域内的诸多因素中的某组因素全体集合而言，它是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构成部分；而就产生W的事件关联性系列的现象而言，这组因素的全体集合则是不必要但充分的条件。这种理论设置似乎为那些无法直接判断非对称性因果关系的相关性组合找到了一种合理解释，以满足目前“政治科学”挖掘事件背后的因果律的偏好。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

如何合理确定作为导致某一事件的充分但不必要条件
 （诸多因素的组合）？或者说，如何选取因果域内的某一组作为相关因素的全体，而不是其他备选组？这个范围的划定是否真的存在客观标准？或者说，如何客观地确定而不是“建构性”地设定作为导致某一国际政治事件或行为发生的INUS条件因素（如因素组合中的某一因素x
 1
 ），而这一因素对于相应的因果域和因素集合而言确实属于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的因素？例如，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理性主义基底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在各自视域下围绕国际政治事件发生的一般因果机制，建立不尽相同的因素组合作为充分条件。其中，前者将因果域内作为充分但不必要条件的因素组合设定为国际无政府性、理性（自利）主体、实力均衡、少量的霸权国家、核威慑力量等，后者将国际进程作为考察重点，把国际无政府性、理性（自利）主体、国际制度、国际法规、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等划入因素组合。此外，我们注意到它们在确定各自因素组合内部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的因素上是有重叠的，二者都承诺理性（自利）主体、国际无政府性等，但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因素与其说是基于经验的客观发现，不如说是按华尔兹说的基于“理论”的发现，甚至在当代建构主义视角下被视为观念建构的结果，并作为建构关系的因素而非因果关系的因素而存在，因此也就不属于INUS解释中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进一步分析，在以INUS条件诠释国际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路径上，我们会遇到一种在事件W发生的具体因果链条之外的所谓“伴随性因素”
(39)

 情况。笔者将通过这种情况指出INUS条件模式
(40)

 在解释国际政治事件或现象研究过程中造成的“因果链条定位偏离”问题。具体言之，存在某一事件（或性质）a引起了事件（或性质）b和c，再假设b没有进一步引发某种结果，则对于a而言，b就是在因果机制上作为“伴随因素”。其中，b和c之间虽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无疑具有明显相关性，即二者都由于a因素的存在而“外在”地发生联系或相关。最后假设a相对b而言的另一结果c引起了最终事件结果d，这时因素a、c和d之间形成了INUS条件的因果域中一组因素集合，并且呈现出如图1所示的“因果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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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因果链”模型



a引起了b和c，则对于d而言，b就成为一个INUS条件且是“伴随现象”（即b伴随c）。在a、b和c这个因素组合内，b是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构成部分。而对于d而言，全部因素集合（a、b、c）虽然是不必要但充分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b在直观上看不过是没有进一步结果的伴随因素，但相对于INUS条件的解释，b作为伴随c而必然发生的因素（必要但不充分因素），因此，b在构成因果域中的因素集合意义上讲是一个INUS条件，并且“就像”是d的原因。

以上分析对当代IR理论中的因果机制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不同理论体系或相互竞争的范式都试图按照各自个性鲜明的因果解释模型来剖析同一个具体的国际政治事件（特别对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大事件），可能根据自身的“范式导向”分别拣选国家实力、经济依赖性、文化软实力、政府对外政策或领导人心理等作为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的因素，并且根据各自“理论”需要排列出不同因果链条（a→c→d或b→c→d或a→b→d或c→b→d，等等）的解释模型，它们实质上都是包含大量伴随因素的INUS条件的不同组合，而非真正的因果机制。因此，这些不同的因果链条组合在INUS条件下难以避免前文提到的“因素集合”和“必要因素”的“拣选主观性”问题。首先，不同的理论体系或范式站在各自特定立场上采取不同的观察滤镜，会对相同的国际政治事件或现象拣选出构成不同因果机制解释模型的因素集合。例如，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会倾向于拣选诸如国际军事力量的结构对比等物质性因素构成因果域的因素集合，并在这个范围内确定具体的因果链条，这显然不同于有社会建构主义倾向的学者拣选战争国家之间不同战略文化等因素放入因果域的因素集合的解释模式。尽管社会建构主义更强调建构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但建构性因素和因果性因素在解释具体国际政治问题的意义上是很难区分的
(41)

 ，在实际操作中它们往往共同构成一个INUS模型中充分但不必要条件的因素集合。其次，相互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为了强调彼此的特点和差异，往往根据自身观察角度和理论节俭性原则而拣选出特定的因素（如图1中的b）作为对某一国际政治事件（如图1中的d）的原因解释，而这一解释恰恰可能是偏离真正因果机制链条（a→c→d）的解释。其中，最容易发生的“偏离”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

假设有X、Y、Z等彼此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分别对国际政治事件（或现象）d进行因果机制的“客观描述”。它们同时运用如图2所示的最简化的INUS条件模型，通过各自“理论”拣选出的相关性因素组合（如a、b和c）共同构成因果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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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最简化的INUS条件模型



这些范式面对图2中的因果域，会分别形成不同的因果链条组合情况，即X范式可能通过统计学方法或经验量化模型确定了a、b、c三者之间以及它们同d之间的相关关系（如图2中的粗虚线关系），即定位了因果域内INUS条件的因素集合，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范式导向的“理论”框架认为c导致了d的发生（即将图中c→d的虚线相关关系换成实线因果关系）。Y范式则按照类似逻辑认为b导致了d，（即将图中b→d的虚线相关关系换成实线因果关系）。于是，范式X和Y对同一事件d作出了不同的因果机制的解释，又各自在其统计证据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经验证实”，而实际上证实的只是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而已，而要得到非对称的单向因果关系则要依赖各自“理论”假设的“第一原则”。与它们相比，Z范式可能从某种“范式折中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在因素集合内最大限度地包容因果关系链条，即认为a、b、c共同导致了d。但是从方法论理性主义或“政治科学”的要求上看，这造成用以解释d的因素太多而违反线性相关逻辑（非离散变量趋势）的原则或破坏因果机制解释的“节俭性”
(42)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范式X、Y、Z都观测到a、b、c和d之间的相关性，但即使根据各自“理论”也无法确定它们之间具体存在着怎样的因果机制，原因在于它们尚未发现还存在“隐性”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e，它才是真正构成诱发d的实际因果链条的端点。

再以图1为例说明因果解释模型有可能存在的问题。例如，范式X的因果机制描述虽然遵循a→c→d接近事实的因果路径，但是INUS条件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在于，作为“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的因果域内的单一因素（如a或b）无法独立引发事件d，这似乎是造成上文提到的包容多元因果解释问题的根源。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政治科学”的统计学多元相关分析除了给政策需求者太多的参考变量外，似乎并没有提供真正有启发的直接的因果机制的答案
(43)

 ，另一种似乎在IR理论研究中更易出现的问题是误判了相关性事件的“规则类型”。具体言之，范式Y为了强调区别于X的独特理论身份，从“理论”出发将伴随关系中的b和c诠释为（b→c）“因果关系”。而实际因果关系的源头a则仅仅被作为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INUS条件，即“因果倒置”地把a看作是由b引起的“伴随因素”，并且由于知道b不是d的原因，而从逻辑上将“派生于b”的a从实际因果链条中剔除出去，从而在分析过程中接错了因果链条。可见对于IR理论研究者而言，在因果域内一组因素集合中去清晰界定相关关系、伴随关系、因果关系并非易事。

此外，我们通过另一个“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来设想一种所谓“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因果解释偏离”情况：假设有两个国际政治事件（或现象）a和b（注意：并非a引起b），其中每个事件可单独引起第三个事件c，然而当a和b同时发生时，a就阻止了b导致c发生，即排除了b引起c的情况。此时，a独自导致了c的发生（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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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先发制人”的因果链模型



我们可以想象在国际政治事件背后的规则性解释中，由于因素a和b同时存在，并且a“先发制人”地引起c的同时遏制了b类似的引发机制（如果a没有阻止b的话，b自然会引起c），因此在包括b和相关情况的一组因素集合（a和b）内，b是“必要但不充分”的部分。而相对于c的发生而言，这一组因素集合（a和b）是“充分但不必要”的。换而言之，因素b相对于最终的结果c而言是一个INUS条件，但b实际上不能算作c的原因（因为它并未实际发挥因果作用）。通常将国际政治作为一门“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存在上面的情况。根据因果诠释的上述语境，研究者通常以范式为导向并根据其“理论”需要将一个国际政治实际行为现象的“原因”等和该事件（或现象）相关的某个INUS条件（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拣选出来，并取决于研究者的“特定观点”：意识形态背景、文化观念和研究者的个人实践经历等。

总之，以上分析揭露了“美国范式”
(44)

 所蕴含的方法论理性主义指涉的因果解释的内在逻辑困境，这似乎暗示了“政治科学”并不科学。进而言之，上述分析将方法论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国际政治因果机制研究置于一种科学逻辑学（the logics of science）的视域下考察，可谓是用方法论理性主义内在逻辑的自我解构。当然，即使我们承认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内在逻辑困境使得“美国范式”的科学主义光环变得黯淡，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后者对国际政治现实的解释效力就此式微。因为，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国际政治进程中的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是不可分割的，那么“美国范式”将通过某种“社会理论”
(45)

 或“符号互动论”
(46)

 赋予“因果关系”以新的“体系结构与施动者”的内涵，并最终改头换面为“建构关系”来诠释方法论理性主义因果模型所无法解释的事实。于是，下文将讨论“美国范式”在本体论立场上更接近反思主义的方法论建构主义。

三　方法论建构主义

（一）方法论建构主义的内涵透视

关于“美国范式”中的方法论建构主义是一种具有多重思想渊源的概念。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概念形成的历史源头上看，广义的建构主义（konstrktivismus）指19世纪和20世纪文化领域尤其是艺术领域使用建构概念和建构方法进行创作的基本倾向。狭义的建构主义概念则指20世纪初随着数学基础危机而出现的重建数学基础和逻辑基础的努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它通常指以建构性的“对象构成”（gegenstandkonstitution）概念和建构性的“根据”（begrundung）概念为基础的哲学理论
(47)

 。而此概念在现代哲学、社会学语境中则更接近一种作为历史学的“构建论”（constructionism），充分体现了它的唯心史观色彩。进而言之，由歌德斯坦和梅兰德提出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没有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认识而存在的事件构成的真实的过去。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发现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以现在的证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方法论规则去构建一个过去或叙述过去。它否认历史陈述反映真实的过去的事件，即反对历史陈述的客观性
(48)

 。由此可见，这种作为历史哲学观的“建构论”明显异于前文解构的方法论理性主义，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方法论。

当然，“美国范式”中的“温和的建构主义”（温特语）更直接的理论背景来源于结构化（structurationist）和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ist）社会学理论，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对物质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观点“作出了让步”，同时“采取了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
(49)

 。其中，符号互动论源于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具有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背景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即认为人的意识是一种行为活动，“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主我和客我互动的结果，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存在，并且人的每一种直接经验的内容取决于人与某一特定环境之间的联系
(50)

 。这种“自我”身份的社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建构模式以及强调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主体经验根源，共同奠定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建构主义的元理论基础。

针对“美国范式”的语境，社会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在借鉴不同社会理论
(51)

 的基础上，将普遍接受的方法论建构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解释如下：

（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第一条原则表现了一种解释社会生活的理念主义（idealism）理论，它强调共有观念，所以是以社会为本源的，这是与之相对的物质主义观点（强调生命存在、技术或环境）所不具备的。第二条则表达了一种“整体主义”（holist）或曰“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层创进化力量（emergent powers），这是与把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体的个体主义方法截然不同的。因此，建构主义可以被看做一种结构理念主义（structural idealism）
(52)

 。

从中可见，方法论建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因果解释模式的一种评判性超越，即不认同后者的主张“观念只是在超出权力、利益、制度解释作用范畴的情况下才产生作用”的论断，而聚焦“观念在多大程度上首先建构了看上去属‘物质’范畴的原因”，因为“物质性原因是由观念建构的”
(53)

 。进而言之，温特对方法论建构主义的“推崇”出于他对方法论理性主义在观念和利益关系解释上的不满。首先，方法论理性主义基底的理论体系（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考虑利益和观念关系的传统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该理论的核心是主体偏好和期望造就行为。这在哲学行动理论（theory of action）
(54)

 意义上讲就是“意愿（或欲望）加信念等于行动”，实质上是“理论性”地把欲望和信念分割成两个独立范畴变量再并列起来。温特恰恰质疑这种做法，即认为将“意愿（偏好或利益）和信念（期望和观念）作为两种独立的变量，其含义是意愿不依赖信念，所以是物质的”，这是“物质主义的偏见”
(55)

 。可见，这种将理性选择理论诠释为带有物质主义偏见的方法论，促使温特重新修正“理性主义”以使其“更具有方法色彩”
(56)

 。换而言之，建构主义视域下的意愿（偏好和利益）既可能是物质性也可能是观念性的，并且通过将理性选择理论“理念化”来去掉其物质主义的基底，即“强调理性主义与诠释性社会科学理论的密切关系”，使得“理性主义就有了理念主义本体论的色彩”
(57)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温特通过赋予理性选择理论核心以理念性内涵来包容该理论，进而将方法论理性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理论的框架”
(58)

 。

其次，温特界定了包含意愿（desire）和信念（belief）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所谓“弱势”和“强势”的理性选择模式。意愿是驱动主体朝着意愿设定的目标前进的动机，具有“积极的解释性作用”，只有在行为主体相信意愿的目标可以通过行动实现的条件下，它才能被“激活”。因此，意愿不是充分条件，还须信念的参与，并且“弱势理性主义”认为信念具有“被动的解释作用”。简言之，意愿与信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后者则是关于某种东西本身的知识。换而言之，“意愿是动机，信念是认识”
(59)

 。值得强调的是，方法论建构主义在这里提出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评，即批判后者持有“信念自身没有产生动机的力量，信念只是对世界的描述”的基本假定
(60)

 。因此，在温特等方法论建构主义者看来，传统的方法论理性主义轻视用以建构身份、利益的“解决‘是什么’问题”的信念，而囿于主体的意愿或欲望来完成推动行为产生的“最根本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所谓“强势”的理性选择理论，如表现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一种最普遍的强势理性选择理论”就更强调行为体的自私和对环境的充分认识。总之，无论“弱势”还是“强势”的理性选择模式，均把以国家利益（如追求权力）为内容的欲望或意愿视为国家采取行动的原因
(61)

 。

再次，上述分析所涉及的“意图理论”或“行动理论”被方法论建构主义者认为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信念问题研究的基线。特别是主流IR理论界将欲望同信念视为相互独立的因素，即信念之于观念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不是具有建构性的特质
(62)

 。温特将这种理性主义传统理解追溯于休谟行动理论的“二元论”观点，即认为欲望属于情感范畴，而信念截然区别于前者且不会产生行为动机。温特正是利用对这种“二元论”的批评来攻击“物质主义”本体论根基的。他认为将信念同欲望割裂开来的后果之一是将引起欲望的原因（如果不是信念）限制在了物质主义立场上：a．将欲望界定为不受意志控制的物质性因素；并且，b．把“观念作为实现外生给定利益的手段”
(63)

 。其中，a代表了当代方法论理性主义的标准因果模式，而b则意味着将理念论（唯心主义）从对因果解释的本体论基础中排除了出去
(64)

 。而方法论建构主义模式则试图反其道而行，即通过一种所谓“意愿的认知理论”来“克服休谟关于意愿和信念的二元主义”，以最终“超越理性主义模式”
(65)

 。此方法就是通过给意愿（对国家而言，如生存安全偏好等）提供一个认知基础：“利益本身就是认知或信念。”
(66)

 行为主体对于何为欲望或意愿的内容也是有信念的，以信念定义欲望的内容就是通过主体对物体价值的认知来产生对该物体需求的动机。一言以蔽之，信念或观念因素“使意愿有了内容”，即“信念界定并引导物质需求”
(67)

 。

在方法论建构主义视域下，似乎不会出现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的困扰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因果解释模式的问题，即如何在众多INUS条件中毫无争议地找出客观的“因”和“果”，因为建构主义语境中的主体信念在确定何为因、何为果的工作中扮演了一个定义者的角色。换而言之，主体间观念通过对主体偏好或身份的塑造，以信念决定欲望的内容，也就是确定国际政治行为体（如国家等）在因果行动中的意向性动机。于是，方法论建构主义通过塑造这些利益、偏好来“发明”（invent）而非“发现”（discover）国际政治中的因果模式。这就是方法论建构主义突破理性主义因果模型的逻辑困境的“唯心史观”路径。

（二）方法论建构主义和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根据以上对方法论建构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出它与方法论理性主义的几点区别和联系。

首先，方法论理性主义和方法论建构主义都关注和研究信念（beliefs）这一概念，但二者对信念所包含的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理性主义对此信念内容的界定通常包括偏好、信息、战略和共同知识，而建构主义使用认同、规范、知识和利益作为信念内容。

其次，方法论理性主义采用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sm）假设，以确定环境和主体行为间的重要联系，并且使用博弈论（game theory）为基本分析工具。行为主体对博弈游戏有着共同知识，对支付矩阵、战略选择点、对手类型等均有一致理解。在偏好、可能性和选择范围已知情况下就可以推导出整个博弈战略、博弈者的具体步骤以及均衡结果。所以理性主义者确立环境特征（权力、利益和制度规则等）与行为主体间的重要关系。例如，理性主义方法论中博弈论的典型假设是行为主体有着作为外生变量的预先规定的偏好，及对于博弈游戏的共同知识。方法论建构主义则考虑行为主体的身份和对行动环境的理解是怎样产生的。如果用博弈论语境来理解上述方法论建构主义的概念，那么行为主体的身份就是由它的偏好定义的，而对行动环境的理解则是行为主体的共同知识。所以方法论理性主义和方法论建构主义的共同兴趣是信念和共同知识。方法论建构主义强调主体间结构是重要因素，因为主体间结构使得物质世界产生了意义，它们包括：规范、认同、知识和文化等
(68)

 。正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帮助行为主体确定利益偏好，进而激发其行为。

具体言之，规范在很多历史时空内是基于物质利益产生，但也作为一种权威原则获得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其物质基础，继而远远超过其初始物质性目的。规范可以指导博弈参与者的选择。在非完全信息条件下，多数博弈经常出现。方法论理性主义可假定博弈者会选定诸多均衡结果中的一个，但无法确定其一。而共同文化规范恰恰发挥了确定最终结果的仲裁官的作用。规范可确定博弈过程中的主体选择范围，决定其偏好，因此在方法论建构主义中，偏好或个人身份是内生变量。换而言之，方法论建构主义旨在人们在运用工具理性之前处理偏好如何形成、知识怎样产生的问题，并且最终通过社会过程改变人们的规范性信念
(69)

 。而对于方法论理性主义而言，行为主体的偏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只能顺着偏好运用行为刺激、讨价还价和信息等因素来解释说服主体的行为发生改变，即说服所针对行为主体在对特定共同偏好达成共识的前提下，通过传递一定的新信息（信念）来说服其中一方在偏好不变条件下改变所采用的工具性策略，以更好地达到既定目标。

在此，方法论理性主义和方法论建构主义之争，在本质上亦可视为经济学的“理性人”和社会学的“社会（政治）人”之间的张力。它们的“共性”即都承认行动主体在社会建构的环境中行动，而社会环境又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只不过方法论建构主义将社会建构的环境结构作为其研究重点，而方法论理性论主义则视其为发现因果关系的既定背景条件。换而言之，二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共同知识”：方法论建构主义思考共同知识怎样形成，方法论理性主义强调既定共同知识如何影响策略选择。

总之，理性主义的因果解释模式和建构主义的建构诠释模式的分歧也可看成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较量。当然，两种方法论之间既存在着张力，又存在着互补
(70)

 。正如温特强调的：“任何科学家都在从事这两种理论的研究，只不过因果理论和建构理论提出的问题不同罢了。因果理论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怎么样’；建构主义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成为如此’和‘是什么’。”
(71)

 因此，表面上看来对立的两类方法论在处理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分工互补，促使“美国范式”获得对国际关系事实更高的解释效力，巩固了其“范式帝国主义”的城堡。

如果说方法论建构主义是强调结构（整体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的话，那么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典型的方法论理性主义就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关。于是，下面我们进入另一对高阶方法论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审视中。


 第三节　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

这一节先要澄清一个读者在对“美国范式”文本阅读中可能出现的困惑。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曾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一章中指出：“就像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一样，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构成了不同研究体系的本体论坚硬内核。”
(72)

 而秦亚青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评论文中认为，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分类圭臬之一是在方法论方面，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区别
(73)

 。那么，以上区别究竟应归属于本体论范畴还是方法论范畴呢？本节对此的回答是，这两种说法从强调不同哲学层面而言都是合理的叙述。实际上，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置于方法论范畴中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要严格排除二者的本体论意涵。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论述的，对“美国范式”的高阶方法论的剖析，恰恰是以挖掘其背后的特定本体论为目的。因此，我们在相关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文本中看到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既作为“方法论上的范畴”又作为“本体论上的范畴”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在“美国范式”高阶方法论中的定位存在严重的“范畴错误”。

以上理解对我们随后展开方法论个体主义及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将会在下文看到，“美国范式”中的结构现实主义虽然承诺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但同时又在内在逻辑上隐晦地接纳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一　方法论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问题的分析

（一）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内涵

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源于拉丁文individuum，意为“个体”、“不可分割的东西”，由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最早使用
(74)

 。它作为哲学范畴其实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至少包含了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伦理学）、认识论和心理学哲学（心灵哲学）层面的个体主义内容。简而言之，它可以泛指一种“任何认为个人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体具有中心价值和基本存在的理论和态度。它认为，个人能够与他所存在的物质环境、社会关系和历史传统分离开来理解”
(75)

 。此外，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原子主义（atomism）的本体论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反映。原子主义一般源自希腊文中的atom（不可分割之物），主张世界是由无数不可分割的细小元素（原子）和虚空构成的，并且原子在虚空中相互碰撞而凝聚，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复合体，这些复合体可以再分化成原子。因此，正如坚持原子主义本体论立场的罗素强调原子主义的逻辑是“许多分离的事物存在这一常识观念”
(76)

 ，可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根源于相应本体论，甚至一定程度上作为含蓄的个体主义的本体论而存在。

首先，“美国范式”中的“个体主义”实际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即视为方法论来使用的“个人主义”，它区别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individualism methodology），后者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论上的个体主义。不妨引用赵汀阳的话讲，此二者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中立的思维方式”，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则是专为个人主义辩护的解释及论证的方式。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应该是或被假定为是“中立的”，即采取类似科学分析姿态的方法论。但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不偏不倚”的分析方法在事实上往往有利于某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表达，它同价值论（伦理学）的个体主义实际上共享了最重要的基本假设：个体理性主义（包括功利主义
(77)

 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单子式的基本分析单位
(78)

 。而这些实际上需要被考察和论证的假设通常被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界（包括国际关系理论界）视为自明的第一公理。正因为它们在方法论的和价值论的层面上共享这一基本假设，很可能造成方法论和价值论上个体主义之间的“偷换概念”。进而言之，方法论个人主义可以说是伦理学上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根基，其价值中立性值得质疑。实际上，方法论个体主义已成为当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博弈论）和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哲学公认和通用的基本方法论
(79)

 。然而，方法论个体主义在内涵上不应当首先作为一种价值论问题存在，因此本章将方法论个体主义限制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高阶方法论的语境内。

其次，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后文将涉及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根本分歧不应在于是否认同存在某种“结构”和结构的解释功能，而应在于对整体结构本体地位的认识程度和这种“整体”到底能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
(80)

 。一般而言，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理论应该能够还原到研究独立存在的个体属性或个体之间的互动。换而言之，方法论个体主义者拒斥社会结构具有建构施动者的作用，施动者或结构内部的组成部分才是“第一推力”。值得强调的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位于高阶层次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通常具体表现为一系列“家族相似理论”，如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theory）理论、博弈论（game theory）等
(81)

 。其中，有一种被“美国范式”内部的结构现实主义批评为“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在华尔兹的语境中，所谓“霍奇森与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是该方法论形式的“最佳范例”
(82)

 。

（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一种“还原主义”吗？

怎样理解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殊形式“还原主义”呢？温特强调当我们参照事物的内在结构解释自然类别和社会类别的属性时即在从事某种“还原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主义”表现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形式”的原子论（atomism），即“将社会还原到个体的内在属性”
(83)

 。对于“还原主义”持强烈批评态度的华尔兹是从方法论上“如何组织其材料”来界定“还原主义”的，即将还原主义定义为“通过考察存在于国家层次上的因素和因素组合来揭示国际性后果。也就是说，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内部力量产生外部后果，其理论模式为N→X
 ”，并且在这种理解基础上的所谓系统概念也不过视为国内力量的后果罢了
(84)

 。简而言之，华尔兹认为“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的理论就是还原主义理论
(85)

 。

华尔兹强调，虽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试图根据“社会心理现象或国内政治经济特征”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要比国际政治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却从来也“不足以提供可靠的解释与预测”
(86)

 。在华尔兹看来，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列宁式帝国主义理论恰恰是这样一种“列宁式还原主义”。
(87)

 他认为“列宁式还原主义”的假设不是政治性而是经济性的，这种经济性特质表现在他吸收了霍布森（J．A．Hobson）的帝国主义经济学原理对国际政治的解释进路。具体言之，他同意霍布森的观点，即认为国际政治的帝国主义现象根源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情况或因素。由于国家内部的购买力增长速度无法赶上其生产能力的发展，则伴随着国内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源也就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于是投资者必然将“目光投向国外”，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资本剩余的输出。但是，“投资海外的欲望以及随之而起的国家间的竞争很自然地导致各国相继采取帝国主义行为方式，……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现代战争的直接或间接的诱因”
(88)

 。列宁同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解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不认同后者主张的可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重新分配财富来消灭帝国主义动机的观点，而是主张代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永远不会采纳这种政策并必然走向帝国主义；并且，帝国主义经济的海外扩张必然在消耗自身能量且激化内部矛盾的同时提高了“被统治”的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世界覆灭。

华尔兹是通过质疑针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途径来驳斥“列宁式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言之，他以为对帝国主义和其战争的解释有效性应该取决于以下三个检验条件：a．经济理论是否有效；b．理论所设想的条件是否符合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c．符合条件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否确实是帝国主义国家。

他以列宁式还原主义为箭靶并分别针对以上三点进行了批评。现在不妨让我们分析这些条件并反思其论据合法性。首先，华尔兹质疑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完善程度”，即否认列宁主张的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他指出：“是否需要或被认为需要进行帝国征服以确保资本的安全则取决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条件。能够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产生剩余资本做出解释，并不一定意味着也能对这些资本将如何得到运用进行解释。……任何一个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的理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89)

 换而言之，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体系层次的“资本全球扩张运用”，这犯了“国家内部力量产生外部后果的N→X
 ”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错误。华尔兹以上驳论的目的当然不是试图揭示“帝国主义”产生的真实原因，而是在于通过“割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垄断因素和海外扩张的对外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文，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个伪问题。而这种“割断”所暗合的另一条线索即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剩余等问题。完全可通过利用诸如“凯恩斯理论（Keynesian theory）”政策来解决
(90)

 。换而言之，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可以消除资本政策以及缓和帝国主义间为争夺瓜分国际市场的矛盾，甚至可进一步推理得出此进路能完全证否列宁对“资本主义在高阶段”特质的描述。因此，华尔兹运用条件a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否定性评价具有“一明一暗”双重目的。一方面，明显目的即通过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垄断发展等“个体主义因素”与对外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的因果联系，来批判他眼中的“激进个体主义形式的还原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则为实现其默会目的，即在否定列宁式还原主义的基础上暗示存在着某种“多元可实现”的因果解释路径。关于此路径的概念将在下文讨论方法论整体主义时予以说明，暂不赘述。总之，华尔兹驳斥还原主义的论证本质是通过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的有限性
(91)

 来为帝国主义政策行为背后“资本的逻辑”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进行掩饰和辩护。从中不难看出，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美国范式”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如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等）的合法性持有否定态度，此时其作为“政治科学”强调的价值中立的角色立场发生了“再政治化”的偏向右翼的位移。

其次，华尔兹以为第二和第三条检验条件也“证否”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他指出，满足列宁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两个“真值条件”是“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就必须既是资本主义国家，又必须是生产过剩（surplus-producing）的国家，而且绝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也必须是帝国主义国家”
(92)

 。他继而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观察”表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很少对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甚至没有剩余资本），并且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并非资本主义国家，即他强调“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帝国主义便已出现。而资本主义则要晚得多，原因（资本主义）比起导致的结果（帝国主义）出现得还要晚”，并且“帝国主义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帝国可以最有效地将人民组织起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因此，说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根源，其错误之处就像是在重商主义的全盛时期，我们说重商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根源一样”
(93)

 。华尔兹此处用以驳斥“帝国主义”概念的逻辑类似于当代“左翼”IR理论家用来批判其结构现实主义语境中超历史“国家中心论”
(94)

 的做法，即批评将具体历史语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下的基本国际行为单位——民族—国家作为超历史的绝对范畴。换而言之，华尔兹反对列宁将基于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定义的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普遍的帝国主义国家概念”，因此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甚至与资本逻辑无关。以上驳论看上去似乎合理。然而，华尔兹的论证中埋藏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这将使上面看似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完美谋杀”真相大白于天下。

实际上，华尔兹在使用“历史眼光”审视帝国主义时
(95)

 ，所指涉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至少以西方中心的历史）的各类帝国以及其行径——对外领土扩张等现象
(96)

 ，而不是列宁语境中的“帝国主义”。华尔兹在此偷梁换柱，即将特指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概念换成作为“普遍的历史现象”的帝国行为的概念。在这样的“范畴错误”后，列宁语境中作为资本帝国主义（capitalist imperialism）的“帝国主义”概念就被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泛帝国（及其行为）”概念“证否”了。因为，以在此基础上将“泛帝国（及其行为）”的基本特征作为依据、标准，必然能够“证否”作为资本主义最高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泛帝国（及其行为）”当然不要求具备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征。诚然，帝国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泛帝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殖民主义特征）表现。华尔兹所批判的列宁帝国主义概念是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语境中产生的，是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概念。帝国主义（imperialism）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专指“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
(97)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用五种基本特征来概括，并对“帝国主义”作出如下界定：a．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阶段；b．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c．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d．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e．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

进而言之，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但这种垄断是同竞争混合、并存的垄断，并且在垄断条件下更激烈和残酷。因此，通过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列宁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98)

 。可见以上特征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所独有的，也应该是在华尔兹同“列宁式还原主义”辩论中所指涉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没有在其文章中任何一处提到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帝国主义等同于西方历史上的任何帝国形态，更没有笼统地将以上五种特征归到自古以来出现的“帝国主义”身上。可见，华尔兹在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靶子来批判还原主义的过程中，实际上攻击的只是一个理论稻草人。

此外，华尔兹贬低“列宁式还原主义”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后者视为“经济决定论”。例如，他强调“大多数帝国主义冒险政策，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但经济原因既非惟一的原因，也并不总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考察的理论却宣称帝国关系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经济特性”
(99)

 。那么，以上这种对帝国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是否命中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呢？这里的回答是否定的，对于华尔兹将“列宁式还原主义”等马克思主义传统误判为“经济决定论”的做法，我们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可以用来回应。其实，早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有力地驳斥了以经济决定论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
(100)

 。

综上所述，华尔兹如果继续坚持他的这一“误读”并且进一步将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推广至更多马克思主义的IR理论研究传统的话
(101)

 ，则必定是一种不明智、不合理和不成功的做法。并且，包括华尔兹在内的“美国范式”企图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IR理论研究（包括各种类型的新帝国主义理论
(102)

 ）简单界定为“经济还原主义”的做法也将是蹩脚的。尽管如此，华尔兹对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批评努力，为我们指出了他所期望建立的高阶方法论目标，即下文将出场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

二　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一）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内涵

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蕴含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源于整体主义（亦称结构主义和机体论）的哲学思想，即指“用系统的、整体的观点考察有机界的理论”
(103)

 。特别是在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上，整体论在20世纪30～50年代由贝塔郎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通过总结生命科学创立所谓“机体论”的基础上得到了系统性发展和完善，包括组织化、自我调节、动态性、开放性以及渐进性集中化观点
(104)

 。本书涉及的一般哲学意义上的整体主义（holism）或整体论会认为整体在本体论、认识论或解释力上优于其内部组成的元素、成员、个体或部分，即一个部分不能离开其所属整体来理解，关于整体的知识也不是关于部分的知识的简单相加
(105)

 。值得强调的是，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相反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主张，个体只能通过它所参与的实践或机构来理解，甚至对某些形而上学观点而言，整体是完全不同于个人的存在，其存在不能被还原为由它所组成的东西
(106)

 。

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中，如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就属于以整体主义为高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107)

 。其中，建构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温特不但将其理论定位为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还补充说明此整体主义“根据欧洲大陆意义称为‘结构主义’”
(108)

 。所谓“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属于欧洲大陆研究传统语境对整体主义的诠释，尤其从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立场看，具有显著的理念主义特质，强调了结构的先验普遍性及其作为“深层的观念图式”对主体外在社会关系的“定义”或“投射”
(109)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他认为研究一个社会的程序是考察它的社会结构，建立结构的形式或模式，结构是由整套社会关系组成的。而后来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他的社会结构正是“用模式的帮助去理解社会关系”
(110)

 。同以上这种从主体的心灵主观模式去把握社会结构的进路相比，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W．考克斯（Robert．W．Cox）则认为，整体性的“结构”是“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和预期的产物，即布罗代尔（Braudel）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内的重复态势（gestes répétées）”
(111)

 ，并且，结构存在于语言、思维方式和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任何特定时期和地域的特定生活方式均会呈现某种结构。当然，无论是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先验结构还是当代新左翼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物质主义结构，这种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再一次含蓄地指涉本体论上的整体主义。

此外，方法论整体主义一般同所谓“多元可实现论”相联系，即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在解释因果过程中关注的只是一元的单线因果关联，但实际上可能存在着“多线路的联系”，即通过不同的原因或因素组合来实现同一种结果或目的。换而言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持“多元可实现论”的观点会认为体系结构或体系内单位的属性均可通过多种因素作用或多种途径构成。例如，建构主义范式代表人物温特在论证其著名的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时指出，体系文化（即这三种无政府状态文化）自上而下地“建构国家”所必需的条件，即国家行为单位遵循文化规范的三个理由包括“被迫遵守，利益驱使和承认规范的合法性”
(112)

 。其中的每一个理由均可视为实现国家行为单位内化体系文化观念的路径之一。例如，霍布斯的无政府逻辑可由深层的共有观念（即承认规范的合法性）所致，而康德的无政府逻辑则可由浅层共有观念（即被迫遵守）所致。因此，每一种无政府逻辑均可由多路径实现或“多种原因可以导致同一种结果”
(113)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多元可实现论”也可以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表达为所谓“多元决定论”（surdetermination）或“社会多元决定论”。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结构主义式的解读”，即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绝对一元论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多元决定的辩证法”。具体言之，多元辩证法承认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因果作用，并且不同的因素力量性质不同，没有共同根源、立场和发展水平等，既属于生产关系又属于上层建筑，也可能同时从属于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它们的发展是多元的，没有唯一来源。特别是该理论在历史观上不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把两者视为具有同等地位，没有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同时也不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也是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性”的表达
(114)

 。

总之，方法论整体主义对因果解释的“多元性”表达是它区别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本特质之一。然而，下文分析将会看到方法论整体主义在“美国范式”中实际上没有能保持同方法论个体主义应该有的理论距离。

（二）“美国范式”中方法论整体主义的问题

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美国范式”中的典型表现之一是以结构性质或体系整体因素作为分析起点的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115)

 。但是，他的这种对体系结构的整体主义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依赖”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并将后者以一种隐晦方式包含于自身理论建构的逻辑之中。进而言之，如果没有关于国际进程的某种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假定，华尔兹主张的国际体系结构就不会被塑造出来。华尔兹之所以聚焦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除了在于对还原主义理论的批判态度之外，还在于试图说明“国际结构可以产生国家无法控制的作用”
(116)

 。他不关心国家本身的意向性，这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策略类似，而是试图通过“参照环境价格的变化而不是参照人们偏好的变化解释不同的结果，以此避开对行为体的心理因素作出实质性假定”
(117)

 。这种“参照”的结果是华尔兹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类比经济学中的市场，权力均势或力量对比趋势“取代”了价格规律，以及将国家作为基本行为单位以模拟市场中的自利的个人。以上概念之间的附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假定，国际行为体就“成为无生命的物体，在体系中也就没有任何运动可言了”
(118)

 。总之，尽管华尔兹没有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关注点置于有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国家间互动上，但在说明国际结构的无政府状态过程中已经暧昧地表示了他所主张的体系层次方法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包容。因为，似乎谁也无法拒绝的是，“基于理性和利己主义假设的体系理论是最有解释能力的”
(119)

 。

此外，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在审视结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的方法论时似乎有着同温特类似的看法，即认为政治学中盛行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体系分析模式“源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理论”。但是，他并不认同微观经济学蕴含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观点，而是相反，认为微观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要求某种体系化的变量前提，即指出“微观经济理论假设公司是在既定的效用函数（例如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的，它试图在市场竞争之类的外部环境因素基础上解释公司的行为。这是体系的分析而不是单位层次的分析，因为它的命题依靠的是体系特性这些变量而不是单位特性的变量”
(120)

 。因此，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原则上应当拒斥IR理论中任何方法论个体主义因素，例如“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而非反复不定的变量；体系理论的变量是由环境形成的（situational）：它们是指每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相对而得的位置”
(121)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美国范式”中以方法论理性主义为基底的理论体系在运用当代微观经济学方法原则来解释结构的构成过程中不自觉地将方法论个体主义“整合”到自身逻辑当中，这种蹩脚的整体主义进路恰恰是“美国范式”过于借鉴作为“政治科学”中显学的经济学方法论所导致的。

具体言之，微观经济学将公司假设为市场中的工具理性和自利的行为主体。其中，“工具理性”是指行为者具有一致有序的多种偏好，在这些偏好下，它们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会估算自己各种行动过程的成本和收益；而“自利”用经济学术语讲是指它们的“效用函数是互相独立的：它们的效用不会因为其他行为者的得失而发生变化”
(122)

 。作出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工具理性”和“自利”这两个概念在体系理论中是常量而不是变量。公司的多样化行为，不是通过它们价值观念的不同或者它们内部组织效率的不同而是通过经济体系特征的多样性（如市场结构是竞争性的、寡头的还是垄断的）来解释的
(123)

 。因此，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由于采用经济学逻辑而造成“趋向体系结构的解释”，这也是它不得不面对的方法论“二律背反”，即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内在逻辑也在某种推理向度上导致了方法论整体主义。换而言之，即使基欧汉坚持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诺了纯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但其理论对经济学基本行为单位假设的依赖，使得它同自称为体系分析层次的结构现实主义拥有了更多的共同逻辑，也意味着它们共同促成了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
(124)

 。

于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在“美国范式”内部出现了彼此逻辑界限上的“浸润”，这在本质上是由二者背后潜藏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决定的。因为无论是结构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具有方法论理性主义（对应于本体论理性主义）倾向，而这一倾向又往往默会了本体论上的个体主义承诺。例如，温特曾援引阿什利（Ashley）对华尔兹借鉴微观经济学方法的质疑，即批评结构现实主义“是以个体主义本体论为基础的”
(125)

 。所以在IR理论研究中，“方法论对本体论的优先性”是以“本体论对方法论的导向性”为前提的。而“美国范式”背后的本体论根基是我们在下一章中将加以审视的内容。



————————————————————


(1)
  这四章分别为：“规律与理论”、“还原主义理论”、“系统方法与理论”以及“还原方法与系统理论”。可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
  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传统即以英国哲学家F．培根、霍布斯、洛克、巴克莱、休谟等的观点为代表，主张一切知识最终来自于经验的认识论进路。


(3)
  可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852～853页。


(4)
  这四种性质的命题的定义借鉴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或唯理论传统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IR理论语境作了修正。关于这种传统的定义可参考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852～853页。


(5)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页。


(6)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页。


(7)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页。


(8)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页。


(9)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页。


(10)
  保守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是有缺陷的，相信根源于“性恶”的社会弊病只可通过政治来减缓而难以根除。


(11)
  可参考〔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思·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8～41页。笔者对上述六个原则以命题形式进行了简化描述，尽量完整保留其各自的核心内涵。


(12)
  摩根索认为政治就像通常所谓的社会一样均由客观人性法决定。


(13)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思·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徐熙、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8页。


(14)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页。


(15)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现实主义人性观理解，应将人性定位于霍布斯哲学的语境中：追逐权力的虚荣心的满足以及不断寻求自身安全保障。可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著《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8，第10～35页。


(16)
  普世伦理题中应有的利他主义内涵不可能兼容于以特定国家权力利益为中心的特殊主义的“国家道德”。


(17)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思·汤普森·克林顿修订，徐熙、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8页。


(18)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思·汤普森·克林顿修订，徐熙、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9页。


(19)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肯尼思·汤普森·克林顿修订，徐熙、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3～34页。


(20)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0页。


(21)
  部分观点借鉴了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页。


(22)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5页。


(23)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5页。


(24)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亨瑞·E．布兰迪（Henry E．Brady）在《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和解释》（Causation and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ence）一文中运用INUS对社会科学的因果机制进行研究分析。详见Henry E．Brady，“Causation and Explanation in Social Science”，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edited by Janet M．Box-Steffensmeier Henry E．Brady David Colli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ublish，2010。


(25)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7页。


(2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8页。


(27)
  休谟对必然联系的反思重点是关于观念形成的主张，即每个观念来源于经验或来自经验印象的直接传递。印象有两种：一是感觉印象，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构成所谓外部世界的对象时，它们就产生了；另一种为内省印象，是我们注意力朝向意识中的内省材料时形成的。


(28)
  〔美〕迈克尔·路克斯著《当代形而上学导论》（第二版），朱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227页。


(29)
  这种理论进路所蕴含的论证逻辑，实质上包含一种为保证主流范式硬核不被消解而进行的“事后检验”（post hoc）的“逻辑错误”，即认为“发生于其后必为其结果”的逻辑。


(30)
  〔美〕迈克尔·路克斯著《当代形而上学导论》（第二版），朱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229页。


(31)
  格雷厄姆·沃拉斯（1858～1932），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费边运动的领袖，现代西方政治心理学创始人。其代表作《政治中的人性》被认为是奠定了他作为西方政治心理学创始人地位的政治理论的经典。


(32)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67页。


(33)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和和、信强、何曜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7页。


(34)
  某种可设想的极端情况是：在一对呈高度线性相关关系的因素组合中，二者中没有一个是导致对方的原因。因为，可能出现由于观察视角或方法问题而使真正的原因因素被排除于该相关模式之外，换句话说，作为真正原因的“第三方”被忽略了。


(35)
  〔美〕迈克尔·路克斯著《当代形而上学导论》（第二版），朱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232页。


(36)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Mill）认为，一个真正的因果关系是非条件性的存在。而在笔者看来，这种“非条件性的存在”是一种强线性关系的模式。


(37)
  〔美〕迈克尔·路克斯著《当代形而上学导论》（第二版），朱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235页。


(38)
  〔美〕迈克尔·路克斯著《当代形而上学导论》（第二版），朱新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236页。


(39)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使用的伴随性因素的概念不能望文生义地混淆于分析哲学术语“supervenience”（随附性）。后一术语可追溯到G．E．摩尔，但由另一位元伦理学家黑尔推广使用。“随附性”认为，如果某物由于具有一种自然属性而具有一道德属性，并且如果进而任何具有该自然属性的事物都会具有该道德属性，则该道德属性随附于该自然属性。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戴维森将这一概念延伸至心灵哲学，认为心灵特质不能还原为物理特质，但前者随附于后者。随附性是对于基础特性的非还原的依赖关系。在本体论中，部分论的随附性特质可以用以描述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关于该术语的更详尽解释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972页。


(40)
  事实上，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均不同程度地默认运用类似的研究模式。


(41)
  温特讨论过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的区别，指出作为因果关系的结构对单元的作用和作为建构关系的结构对单元的身份定义作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页。


(42)
  线性相关逻辑要求在确定因果关系过程中尽量排除离散于线性趋势的因素变量，视它们为因果链条之外的因素，而不是指向同一结果的多重因果关系链条的一端。这种逻辑符合“政治科学”的理论节俭性或经济性原则。


(43)
  当然，这种质疑基于INUS条件本身的理论设定。


(44)
  主要针对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以方法论理性主义为基底的理论体系。


(45)
  按照温特的语境，这种“社会理论”不是泛指“社会学的理论”，而是涉及社会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为施动者的本质以及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理念和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理论的适当形式等等。”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页。


(46)
  社会学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又称“符号互动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认为其开创者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H．Mead）。该理论认为，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并且强调人类主体性和关注个体间互动行为，其基本观点包括：a．事物本身不存在客观的意义，它是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赋予的；b．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自身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来应对事物；c．人对事物意义的理解可以随着社会互动的过程而发生改变，而非绝对不变。符号互动论补充了实证主义社会学轻视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不足，提出行动者的认知、行动和互动构成社会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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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第1945页。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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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尼古拉斯·布宁、于纪元主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443页。


(106)
  尼古拉斯·布宁、于纪元主编《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444页。


(107)
  “美国范式”中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理论体系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即把全部分析的起点设为个体理性人，其行为基于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本章第一节已经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做过批判性分析，因而此部分聚焦分析方法论整体主义。


(108)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4页。


(109)
  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见解，社会结构的四种模式中的其中一组范畴是“有意识和无意识模式”。前者是从现象中建立的模式，民族志调查最容易提供这种模式。它不是解释现象，而是在“保存”现象（即记录、描述现象）；后者是不能被人们直接或有意察觉到的模式，因为它藏在深层。而这恰恰是当地人也没有意识到的，并且是人类学家无法作出直接观察的社会的真正结构。研究社会结构的目标就是找到此模式来诠释社会关系。


(110)
  对于“模式”或社会结构的定义本身就蕴含着有待讨论的深层问题，如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认为，从各种结构的真实中概括出来的模式是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表示人们应该怎样做，称为观察标准；但各个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行为、思想与观察标准不同，这就是实验标准，表示人们实际在做什么。他的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在结构主义中发展成为所谓的机械模式和统计学模式。机械模式界定为模式成分和现象的表达相同，即可理解为应然性标准、法规支配下的现实现象可充分证实该应然性标准；反之，若应然性的标准模式与应受到其支配的现实现象所表现的不同，则说明该现象表达的就是一种统计学模式。简言之，机械模式表示“应该做什么”（ought to be），统计学模式表达实际情况“是什么”（to be）。正如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的，量的思维并不一定甚至并不笼统地意味着按照统计数字来思考。反对量化的理由：第一，采用定量的政治推理方法（如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虽然可以简化事物之间的横向比较，即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提供了标准化的前提和基础，但可能会造成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之间牵强附会地互相平衡，从而导致过度建构性的问题；第二，在政治中如果一味采取从量化的角度进行思维，如从功利性后果的算计考量出发评价是否采取行动或裁断行为结果的正当与否，会导致抛弃一般行为义务或行为原则的问题。实际上，即使一般原则缺乏适应具体环境的“灵活性”，但如果以更强调权变的量化进路替代它，则会使行为主体沦为一个只会权衡利弊的“机会主义者”。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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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得以成立，恰恰要预设利己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行动主体这两个关键因素。如果缺少了这两个方面的假设，那么“公司的多样化行为可能不得不通过价值观念或者估算、抉择能力的差异来进行解释”，这恰恰是转到单位层次上的分析，而“依靠很少变量来展开分析的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就失去了”。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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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范式”的本体论反思


 第一节　“美国范式”隐含的本体论问题

正如当代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W．考克斯指出的，“本体论是任何研究的开始”
(1)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强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本体论探究的必要性，即“本体论不是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花费大量时间思考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即便是最具经验主义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做一下’本体论，因为为了解释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他们必须作出一些关于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怎样形成结构的等形而上的假定”
(2)

 。实际上，我们不必担心由于引入本体论的讨论会造成国际政治学科的“形而上学化”，因为今天在“美国范式”主导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然在“政治科学”的轨道上超速前进，这反倒警示我们不要急于搭上这趟“主流范式列车”，转而仔细检查它所依赖的本体论轨道的肇始根源、材质和走向。

当我们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面对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研究客体时，就不得不依赖某些元理论的背景假设
(3)

 ，其中的本体论立场或“党性取向”会“限定我们的认知”，并且“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实体理论的内容”
(4)

 。例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采取所谓“物质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即将研究聚焦于作为“第一性”的“权力”和“利益”，同时将国家中心主义、生存安全偏好（利益）、军事实力（权力）等假设视为独立于主体的超历史的物质性存在
(5)

 。即使我们强调上述范畴在“理论”的意义上“并非现实，而只应当询问它是否有用”，即因循聚焦“理论”解释效力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路径，但是这种“方法论实用主义”并不能掩盖将国际政治社会性存在“物化”的机械唯物主义本质，而此“狭义范畴”正是本章要强调的作为哲学范畴唯物主义同作为IR理论范畴的“物质主义”之间（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区别
(6)

 。换而言之，华尔兹拒绝承认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作为物质性因素，相反，在“权力政治领域”内抽象“物化”国际政治的实践因素，这正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本体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表达
(7)

 。同上述机械唯物主义相比，处于本体论光谱另一极的是持有理念主义本体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它强调国际政治的观念因素和体系结构的动态性。进而言之，该理论体系虽然批评结构现实主义囿于绝对化、物化的权力利益，但却将作为最基本的主体间关系的生产关系划入纯粹的观念范畴
(8)

 。因此，这无是疑将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主义范畴的外延缩小到指涉自然存在物（如大到海洋、山脉，小到原子、电子），似乎只有它们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种划分物质因素范畴和观念因素范畴的圭臬似乎很简单：社会实在绝对不同于自然存在，因为前者属于“人的实践行动，取决于主体间的共识”
(9)

 。此外，还存在一种本体论上的“中间路线”
(10)

 ，即位于结构现实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它“温和地”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即不但承诺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权力、物质利益、理性人假设等物质主义属性的前提，更强调了国际机制或制度规范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领衔角色。而这种国际机制、规范的形成和作用，在本质上需要理念主义的重要变量——主体间的共识。但是，这种将国际机制、规范等观念因素作为国际政治重要解释变量的理论路径，只是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画上括弧”，悬置起来。换而言之，新自由制度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不自觉地
(11)

 采用拒斥形而上学的“政治科学”进路来遮蔽国际政治的本体论问题，可这只会加剧“美国范式”对本体论“党性定位”的暧昧态度。而这种暧昧态度不但会模糊不同学说之间的“党性边界”，而且在客观效果上达到通过不断兼并多种理论体系于“美国范式”麾下的“范式帝国主义”的隐晦目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使用“国际政治实在”这一散发着科学实证主义气息的“中立”概念形式来淡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党性”判断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哲学语境中的实在论（realism）而非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realism）的视角来审视“美国范式”的本体论基础。所谓实在论（realism），通常指涉一组与家族相似的观念，即承认种种对象和属性的客观存在的各种理论
(12)

 ，它们强调事物的存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不论我们是否知道或相信它们存在
(13)

 。与其相对立的是反实在论（anti-realism）的立场，即表现为唯名论、主观唯心主义或语义学上的反实在论等。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应警惕一种对实在论的误读，即由于其反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就简单地将其归于唯物主义范畴，或错误地将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的对立关系简单等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因为，实在论只是强调了对象和属性相对观察主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并没有判断其独立性或客观性的本源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都是实在论的不同表现，也就是说，唯心主义的实在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实在论不是唯物主义的代名词。认清这一点对于我们后面客观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美国范式”的本体论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倘若我们的认识仅囿于美国IR理论界内部“范式之争”所表现出的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分野，就会很难理解三大主流理论体系为何在几十年的对抗竞争中不断发生融合，并最终整合于“美国范式”麾下。这三大主流理论体系——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均承诺了某种哲学实在论的立场，而正是这样一条本体论红线贯通了它们的元理论基底。具体言之，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坚持将绝对主义的国家权力利益和超历史性的体系结构——这些经过“理论”处理的物质性范畴作为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实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哲学实在论的表达。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承认类似前者的抽象物质性范畴的前提下，引入了富有“先验”的自由理想主义色彩的国际机制、制度合作等主体间互动的理念因素，这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哲学实在论的立场。相比它们，社会建构主义一方面强调了观念对国家利益内容和行为单位身份、地位的建构作用；另一方面坚持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路径，即持有“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观点
(14)

 。这种看似“中庸”的骑墙主义做法旨在为“政治科学”的经验实证主义（empirical positivism）路径和“后现代”的解释学（hermeneutics）路径进行调和，其结果是似乎造成了本体论立场和认识论、方法论立场之间的断裂
(15)

 ，本质上是某种“复杂精致的实在论”
(16)

 。进而言之，在哲学实在论语境下“美国范式”通常接受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诸多实体概念内容（如权力、均势、国际机制、国家行为中心等），这些概念实质上属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认识论范畴。借用当代语言哲学中语用学（pragmatics）的观点，主体间性的认识论范畴就是一种“社会性实在”。而对这种“社会实在”本体论的理解、定位是本章工作的重心。

综上所述，下文试图围绕“美国范式”视角下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的本体论性质提出和回应如下问题。

第一，如何深刻揭示“美国范式”对其关注的研究实体的本体论性质的学理定位？是否在“美国范式”内部存在着既具有最符合唯心主义实在论的本体论特质，同时满足范式内部对话和同物质主义理论体系搭桥的理论方式？比如，讨论哲学本体论问题最深入详细的温特式建构主义思想
(17)

 ，通过结合认识论科学实在论和本体论理念主义（哲学实在论的表现形式之一）的骑墙路线，试图兼容并包国际政治中的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似乎“成功扬弃”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关系物质范畴而实现了国际关系的理念论转向。但是，后文将通过解构建构主义本体论的内在逻辑和论据，挖掘出其背后隐而不显的语言哲学基底，来说明这种理念主义转向是不成功的。

第二，如何进一步通过分析哲学的语用学视角精确把握国际政治中“社会实在”的位置，分析它作为某种“制度性实在”的构成性规则和所依赖的内涵要素？

第三，在揭露了“美国范式”的哲学党性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尝试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资源嵌入式地“重构”其本体论基础？

上述三个问题并非相互独立。第一个大问题最为基本，它实际蕴含了问题二和问题三，或者说后两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从不同方向上的细化。于是，本章的分析论证路线有二。一是在诠释“国际政治实在”的本体论性质的基础上，通过批评温特式建构主义理念论，进一步挖出其背后隐藏的日常语言学派
(18)

 学者约翰·R．塞尔（John·R．Searle）的社会实在（social real）的建构论思想，它通过建立在集体意向性理论基础上的语用学来透视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这就是温特式“温和建构主义”的语言哲学基础。其次，进一步为读者剖析国际关系事实作为塞尔语境中“社会实在”的根本属性，即回答其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的构成性规则及同一般社会类别的关系和对语言的依赖性。二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通过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在同理念主义社会实在论比较的基础上对其党性进行某种程度的唯物史观的“矫正”。


 第二节　国际政治本体论争议的审视、反思和定位

一　从“物质主义”到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

（一）本体论争议视角下的国际政治实在论

上文指出了以方法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为核心的“美国范式”的科学实在论倾向
(19)

 ，并且承诺国际政治的实在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时承诺国际政治研究的唯物史观。因为，“美国范式”内部对这种“物质主义”的理解同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上的理解存在着明显张力。下文将通过分析温特对“物质主义”的批判来进一步揭示这种张力。温特以为关于社会建构问题上的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之争的关键不在于是观念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大还是权力、利益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大，而是在于“单纯的物质力量对权力和利益到底有多大的解释力量”
(20)

 。显见，以上判断蕴含着对所谓“单纯物质力量”作用的质疑，即暗示一种“不单纯”地综合物质和观念力量的新解释模式的合理性。但是，该解释模式的本质是倾向理念主义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温特试图以“单纯的物质力量”一词来定义国际政治中的“物质主义”，从而缩小了后者的外延范围。因此，“物质主义”的这种狭义解释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唯物主义解释明显不同且存在冲突
(21)

 。在温特等在“美国范式”内从事研究的学者眼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将物质基础范畴定义为生产方式，把意识形态、文化等其他观念因素归为上层建筑。温特批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存在的“问题”正在于“在定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不仅仅使用了物质力量，也是用了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工具’）是可能构成单纯物质力量的因素，但是生产关系却是彻头彻尾的观念现象。生产关系是制度或规则，说到底是共有观念”
(22)

 。很明显，温特将生产关系归为纯粹的观念因素，而将“狭义的生产力”等同于生产工具并归之为单纯的物质力量，这种对唯物史观硬核概念的“再建构”一方面贬低了唯物史观中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高扬了理念主义（idealism）的社会实在论，如他针对生产关系的性质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具有观念性质这个说法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一种物质形态。”
(23)

 按照温特的定义，仅仅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的生产力在没有主体意志参与的情况下将无异于一堆自然存在物，是谈不上任何决定力量的。而将生产关系理解为一种共有观念，则等同于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存在“唯心主义化”。换而言之，这种观点通过将资本主义解释为基于人们共有知识的文化形态，割断其同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逻辑上必然同时割断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内在关系，最终间接达到用唯心史观学理的帷帐掩盖全球化事实背后的“资本逻辑”的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等。与之相对的社会意识则包括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和哲学等。而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社会内部矛盾，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着上层建筑，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24)

 可想而知，如果按照温特将生产关系建构为“文化范畴”，那么马克思主义传统语境中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存在也就被斩断了物质性根基而被社会意识范畴淹没。这种理念主义改造后的生产关系在面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时，无疑取消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动力，即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的仅仅是社会意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建构自己。

那么，如果生产关系被理念化为社会意识范畴，则在此语境下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又来自何处呢？或者说一种文化形态要发生改变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显然，我们不能从社会内部根本因素的矛盾关系来思考，因为这种辩证发展的动力被温特式的理念化进路取消了。温特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并且他对国际无政府状态三种文化的历史进化“内在动力”的思考缺乏缜密论证和经验证据
(25)

 。他虽然借鉴社会互动理论建立了旨在说明“如何建构身份”的一般化的社会进化模式，并且将其扩展到无政府状态下集体身份形成的因果理论
(26)

 ，但是这些解释在本质上都是回答“怎么样办”的发展方式问题，而不是回答“为什么”的发展动力问题。关于“动力问题”的相关论述，他只是只言片语、“绕圈子”地向读者强调文化的进步趋向是存在的，即使其“进步是有条件的，不是必然的”并且“也没有确凿的保证”，但是“相信它不会倒退，除非发生外来的震撼性冲击”，否则“国际关系的历史将会是单方向发展的：如果发生结构性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朝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发展的”
(27)

 。当然，所谓“历史进步的方向”在他的语境中就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的自由理想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图景。

实际上，社会存在的理念化所蕴含的逻辑后承无法说明社会意识变革的内在动力，最终不得不诉诸偶然性的历史因素。这也是如温特等社会建构主义者和所谓“自由建构主义”者
(28)

 对国际文化形态进化的根本动力语焉不详的根源。进而言之，社会建构主义等“美国范式”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强调国际政治实在的“客观性”来转移国际政治本体论的关注焦点。换而言之，试图通过论证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具有“独立于”研究者的普遍客观性，并且强调“生产关系和摧毁关系由观念构成的这一理论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关系和摧毁关系对行为体来说是客观的社会事实，会产生真实的客观‘物质性’作用”
(29)

 。这种论证逻辑相当于以“结果的客观性”来论证“原因的客观性”，即由于观念所产生的作用结果是客观存在的或是物质性的，因此作为原因的观念本身就是客观的。这种论证的狡黠之处在于，利用“客观的社会事实”的模糊定义，其本质似乎说明社会事实的客观性保证不源于是否具有物质性，而是取决于后文将分析的认知上的普遍性。

至此，我们将回应前文关于哲学实在论的讨论，进一步解构“美国范式”对国际政治实在论的理解。诚然，无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利用博弈论逻辑建立的对策性的共有信息，还是社会建构主义通过符号互动构成的共有知识，它们恰恰在理念主义的实在论意义上保障了国际政治实在的“客观性”，即扮演了实际上是“主体间普遍性”的“客观性”的角色。结构现实主义坚持物质主义的前提假设，如绝对性的权力利益、无政府状态等的承诺，在作为实用主义导向的“理论”本身意义上，也可视为“理论”共同体内部的普遍认同的表达。于是，我们似乎得到某种在“美国范式”框架内对国际政治事实的本体论性质刻画，即可以将其客观性诠释为命题：

P．国际政治实在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存在。

读者对于P可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性质的表述，即社会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或社会意识）为转移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将唯物史观对国际政治实在性质的表述命名为P′，那么P′所表述的客观性显然拒斥国际政治实在的理念主义本体论立场。然而，如果我们比较P和P′，则会发现两者间的差异绝非字面上所呈现的微小的“个人”还是“人”的一字之差，其背后蕴含着重要的本体论意义和揭露“美国范式”内在本体论建构逻辑的核心所在。

具体言之，P实际上反对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实在论的进路，但并不拒斥“客观唯心主义”实在论的表达。如果我们将P置于“美国范式”的语境中，则会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排斥国际政治实在是以人的“普世意志”或社会意识为转移的本体论判断。换而言之，P所排斥的只是体现个体意志的主观性，而承诺用某种主体间的“普遍性”来代替国际政治实在的“客观性”。

首先，如果在哲学意义上严格定义普遍性则要涉及一组与家族相似的概念，具体包括“共相”（universal的名字形式）、“普遍的”（universal的形容词形式）和“可普遍化”（universalizability）等。进而言之，如“普遍的”意指“属于一个类中的所有成员的”、“无限制的”或“包容一切的”，如普遍法则。而“共相”概念可追溯到柏拉图的“eidos”和亚里士多德的“katholou
 ”［希腊语的kata
 （属于）和olou
 （全部）］。其中，前者表示很多殊相分有的共同特征，是知识的对象，而后者表示“述说于许多”，而一个殊相则不述说于其他任何事物
(30)

 。可见，普遍性概念的理论根基与实在论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一个作为某种“共相”来理解的普遍对象必然是一种独立于任何个别主体的“客观性存在”。当然，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也许只适合形而上学范畴或数学领域，所以本章所使用的“普遍性”概念只在有限的IR理论语境中来理解，即在主体间符号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包括共有知识、集体意向性或社会集体意识等）意义上来理解普遍性。

其次，在“美国范式”的意义上使用“客观性”概念也要注意它同唯物史观语境中用法的区别。前者可能较后者包含明显的理念主义色彩。因为，唯物史观的客观性概念是独立于主体观念、意识影响的客观存在的属性。如果从认识论角度看，那么真理符合论是判断这种客观性的圭臬。而在一些理念主义哲学语境中，“客观性”的内涵也多指不受偏见或偏好的限制或免于歪曲的信念或感觉，因此“客观性”在更多情况下指涉一种抽象的或观念化的理论，它不与任何事实直接地或明显地相符。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能够合理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可获得所有“理性人”的一致认同，它就被认为具有“客观性”
(31)

 。显见，这种对于“客观性”的理解恰恰蕴含了普遍性或国际政治语境中“普世性”概念的内涵，也暗合了理念主义实在论语境下的本体论立场。换而言之，“美国范式”正是默会地运用“普遍性”——这一同“客观性”家族相似的概念来作出对国际政治实在的本体论承诺。进一步讲，建构主义等理论体系强调国际政治实在的主体间性特质，即承认这种社会实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意志”的存在性质，这也就在实在论意义上为国际政治实在“客观性”的保证。正如温特强调的：“虽然社会类别不是独立于建构社会类别的集合体的思维/话语的，但却通常是独立于试图解释这些类别的个人的思维/话语的……国际体系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是客观的社会事实，是独立于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信念而存在的……个人不能建构社会类别，但集体能够建构社会类别。正因为如此，社会类别对于个人来说是客观的社会现实。”
(32)



（二）国际政治事实本体的进一步辨析

我们已经初步认识到“美国范式”的理念主义实在论倾向，并明确命题P表征了通过“普遍意识”定义的国际政治实在的“客观性”。这里实际上蕴含了前文揭示的两种本体论立场的“物质主义”之争，即“美国范式”的实在论立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之间的张力。“美国范式”内部的学者以及长期从事相关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可能倾向于以理念主义实在论语境下的“客观性”来把握国际政治实在的本体论性质。而这种理解方式自然会“窄化”物质性实在的外延，即在区分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基础上，视前者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存在，而后者恰恰“很难客观地、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并且其存在“取决于主体间共识”
(33)

 。正如国内学者秦亚青对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看法，认为自然事实是“那在”，即不具有主观性，其本质属性是物质性，其意义也是客观存在的。而社会事实则相反，它是“客观外在和主观内在的融合”，所以社会事实具有主观性维度。这种承认社会事实的主观性因素的论断合理把握了国际政治实在的本体论特性，但他的进一步判断则“误入”了温特式的实在论语境，因为他强调：“在许多社会场景中，观念因素甚至是主要特征。这就决定了社会事实的理念性本体特征。……社会事实的意义也很难是完全意义上的客观的存在。”
(34)

 上述判断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此判断中的“许多社会场景”究竟指涉哪些情况？此外，其中的量词限制——“许多”能够代表某种“有限的普遍性”吗？对于这些，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说明。因此我们就不能轻易将这种语焉不详的条件当作“普遍性”内涵，并且充当理念主义本体特征的证据。二是如何正确把握“完全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上述修辞背后蕴含的正是对物质主义的温特式理解，即认为“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性”只能存在于自然事实中，这实质上是将物质性存在的外延缩小到单纯自然物上。而社会存在似乎具有的正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性”的属性
(35)

 。在本质上，这也是一种对实在论语境下的“客观性”的解说。总之，秦亚青对国际政治的“社会事实”之理解符合了前文定义的“美国范式”语境下国际政治实在的三个核心内涵：A．实在论的认识视角；B．“普遍性”或“普世性”定义的“客观性”；C．理念主义的本体论特质。另外需要指出，秦亚青引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来支持以上社会事实的“不完全意义的客观性”，即认为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动物，具有以特定态度观察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并且赋予它意义的意愿和能力
(36)

 。因此，国际政治实在的“客观性”取决于主体意识的参与，它正是由于主体的意义赋予而获得存在。

那么，我们是否应接受上面这种对国际政治实在的理念论的本体特质呢？在回答此问题前，不妨先让我们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的视域出发，思考一下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机制，它们通常包括诸如多边谈判制度、经贸组织制度和国际争议协调机构等国际机制。我们似乎不会否认这些机制存在的现实性，它们是国家行为主体间按照一定程序或规则进行的互动过程或作为互惠行为的实践活动，并且在“普遍性”的主体间意义上具有“客观性”。进而言之，它们依赖作为基本行为主体的国家的“意向性活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主体间的普遍意志的产物。这似乎在暗示一种命题P″：

国际政治事实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37)

 。

对P″的真假判断依赖于我们如何界定主词“国际政治事实”的内涵。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讲，国际政治事实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或生活关系），其基础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协作劳动和相互交往关系。进而言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将社会关系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观念的社会关系
(38)

 。此外，列宁也指出“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
(39)

 。物质的社会关系泛指社会生活中不以人的意志、意识为转移的一切客观关系
(40)

 ，核心是同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并且其客观性在于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结成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反而是它决定着人们的观念社会关系。而观念社会关系属于思想意识和以一定思想意识为指导的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关系。

从上可见，国际政治事实究竟是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在于是将其归于观念的社会关系范畴还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范畴。如果将国际政治事实仅仅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类政治范畴内的活动，即囿于某种取决于“主体间共识”的观念性社会关系，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P″是真。于是，作为一种观念性社会关系的国际政治事实以人的（文化）观念意识为转移就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归根结底，我们看到P″不过是观念的产物以观念为转移的同义反复（tautolgy）的循环论证。然而，实际的国际政治事实并非单纯的观念性社会关系，正如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指出的，该事实首先作为一般性的社会关系，既包含着作为物质性社会关系的国际经济活动，又包含着作为观念性社会关系的国际政治活动。我们不但不能忽视国际政治事实所包含的经济事实，而且应将经济事实作为基础性社会关系——社会存在。例如，美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就将国际政治研究的本体论基础定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作为物质性社会关系的全球性生产关系。因此，在上述诠释视角下，P″就是一种理念主义的唯心史观的表达。

进而言之，P″的理念主义特质通常强调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甚至认为社会意识最终决定了社会存在（如国际结构嬗变进程）。尤其是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将社会关系中的“物质部分”即生产关系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仅保留生产工具等）中割裂出来而归于观念的社会关系（即社会意识）的范畴中，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41)

 。后文将展开对以温特代表的建构主义本体论的批评，暂不赘言于此。此外，我们也要看到“机械物质主义”仅从自然主义的视角出发把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把人的知、情、意视为单纯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而没有将它们当作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主观能动性的维度在它们那里缺失了。可见，这种“物质主义”没有将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和思维关系提升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高度来理解，其最终结果是使它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是唯心或理念论的。

针对IR理论研究领域，作为“美国范式”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就存在这种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经典现实主义和当代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例如，摩根索虽然坚持国际政治现象的物质主义本体，强调物质性权力及由权力定义的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力量。但他将这种国家角逐权力利益的物质性根源定位在超越历史性（transhistorical）的自然人性（即性恶论）的基础上。人性属于人的自然生理和心理现象，这当然是客观物质性存在。于是，以抽象的人性作为国际政治活动的本体论基础就相当于将“社会意识”范畴的根源归结为自然物的属性。因此，经典现实主义就无法正确理解国际伦理诉求和国际政治行为需要之间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
(42)

 。因为，如果像摩根索认为的，国际政治行为根源于先验的物质性人性，而人性又是趋向角逐权力利益的“恶”，不可能给非物质性的伦理道德发展动机留下任何空间，继而如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展伦理道德就只能诉诸某种抽象的单纯意识范畴内的普遍道德原则，即在道德伦理问题上只能是“唯心”的。并且，这种将诉求国际正义的伦理理念化的做法必然和国际政治行为的机械物质主义路径形成无法调和的张力。其根本问题就在于，经典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自然主义式的片面理解没有包容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缺乏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认识。如果读者以为此处搬出摩根索的“过时腔调”作为批评“美国范式”唯心史观的“靶子”，似有牵强附会之嫌的话，那么就再让我们来审视作为当代主流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表达。结构现实主义拒斥经典现实主义形而上学人性论的物质性基础，转而依赖更具科学实证主义色彩的可观察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先验的物质性基础，并将它视为国际政治行为的“第一推力”。华尔兹视域中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即一种先验的霍布斯状态）的客观性保证来源于类比经济学市场结构的抽象理论假设，这依然是一种脱离了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理念论的理解方式，其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超越不过是以超历史的抽象世界结构取代了抽象的人性。

从另一方向来思考，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将国际政治事实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总体，并且强调其中物质性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的话，那么是否会被“美国范式”贬低为一种轻视主体的观念能动性——甚至是某种斯宾诺莎
(43)

 或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决定论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不能将唯物史观下的国际政治关系简单误读为逻辑必然性。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实质上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逻辑”意味着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二是历史表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在展开方向上的丰富性。二者的统一则合理地揭示了历史的必然性维度。这种“历史的逻辑”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指出的“历史合力”思想：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44)

 。

显然，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体现人类主观意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合力”描绘，提供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境遇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就有保留地利用了上述唯物史观思想——却是为说明在现存资本主义世界制度框架下对既定制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这种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历史境遇（或历史条件）的客观性理解带有明显的自由理想主义色彩。进而言之，基欧汉对唯物史观中的历史条件和主观意识能动性的理解体现在他对世界政治中的限制因素（即世界权力结构和制度）和选择构成（习惯）的关注和兴趣。基欧汉认为财富和权力配置而引起的限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常常是很严重的。他特别引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法，即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45)

 。当然，在基欧汉的语境中“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无非是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表现出的“财富和权力配置结构”。除了这种自由主义式的对历史条件的诠释外，基欧汉对“意志”或主观能动性的理解具有明显的观念论倾向，即他认为“既然我们在创造着我们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点上我们都有选择的余地”，特别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些限制因素自身也是可能被改变的”
(46)

 。此外，他笔下的“在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和“选择的余地”是指，“在不否定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去发展那些能够使他们进行更加有效合作的制度和习惯。”
(47)

 如果以一种解构性诠释视角来看这句话，则似乎意味着将人性解读为适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先验理性人”，按照资本的逻辑继续在既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和制度的制约下为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而展开合作。可见，基欧汉对其文中“选择的余地”的定义恰恰是以承诺作为“历史的终结”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思考范围的，在此意义上具有超历史的先验理念主义倾向。并且，基欧汉对基本行为单位的所谓“有限理性”的理解，以及对国际政治基本行为的理性模式的看法也是抽象的经济学模式，没有将国际政治基本行为单位置于历史的、具体的物质性社会关系下进行思考，而最终在理念主义的轨道上塑造了超越历史的普遍均质化的“自利的理性人”。

在上述对国际政治实在党性问题的一般反思后，下文将进入以强调国际政治的本体论研究而著称的温特式建构主义本体论的批判性分析中。

二　对建构主义本体论立场的反思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内容给予深入思考的当属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48)

 。他自谓建构主义的理论特色就是在理念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本体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该道路承认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实在性，即坚持可通过科学方法探究的“科学实在论”
(49)

 。按照温特的观点，从通常作为科学哲学范畴的科学实在论视角出发的研究不应优先作为一种认识论的研究，而应将“本体论置于认识论之上”，以“理论反映现实，而不是现实反映理论”来看待国际政治现象。换而言之，科学实在论认为客观世界独立于人而存在，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必指涉“客观世界”。温特进一步指出，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乃“反对世界上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认知和信仰而存在这一观点”
(50)

 。显然，从以上字面上看温特的本体论立场似乎具有唯物主义味道，但这只是没有进一步反思其后续文本内容的误读。温特对“科学实在论”的使用是“中立的”，并没有将它视为一种社会理论，即不应回答关于社会结构或本质的“第一层面的经验问题”
(51)

 。于是，温特给建构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念化留下发挥的空间：在承诺了“物质主义”的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前提下勾勒出一幅理念主义的国际政治实在的图画。而以上图画恰恰会造成后文指出的“中间路线”的悖论。因为，当温特一方面承认国际政治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反映“独立于人的客观的国际政治现实”，另一方面在本体论意义上认为国际政治属于主体观念赋予某些物质以功能或意义的理念主义的存在。如果说国际政治的“社会类别”（温特语）是在自然物质基础上的主体观念建构的，同时又主张“科学实证论”的认识论以反映独立于主体的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那么我们从形式逻辑上只好以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社会类别”不是同一种社会实在，我们不得不质疑认识论上所反映的“社会实在”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当然也不能通过辩证逻辑将二者统一起来，因为这要求必须承诺物质性的主体间实践活动（即以生产实践为核心的物质性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类别”的本体论基础，但这恰恰是温特所坚决反对的。于是，我们还有另一条道路，即将这种所谓“中间路线”的诠释视为主体去反映由其自身观念建构的产物，本质上讲就是从主体观念到主体观念的论点预设不当（begging the question）
(52)

 。然而，下文详细剖析的这种“悖论”是温特自身的唯心史观理念主义进路所无法避免的，特别是他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上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做法，只会促成戕害其自身本体论建构的逻辑。

首先，温特的国际政治本体论研究是从对社会类别和自然物质类别（以下简称“自然类别”）的区分开始的。他指出，社会类别同自然类别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依赖于“行为体持有的、相互交错的信念、概念或理论”。这似乎违背了实在论所认为的科学客体是独立于思维或话语的核心假设
(53)

 。社会类别依赖“实践活动”，是“信念和行动的产物”。社会类别缺乏独立于思维或话语的共同的内在结构或属性，而正是这种内在结构或属性构成了自然类别的实在论基础。更具体地讲，当我们在赋予某个社会性存在以专名时，我们不是在面对一个独立于人的自在或自行组织的客体，而是在“创造客体”
(54)

 。温特针对社会类别的这种特质预设了这样一个质疑：“这好像抹杀了主体和客体的界限。在社会类别范畴里，本体论似乎需要一种唯名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而不是一种实在主义认识论。”
(55)

 然而，他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即坚持社会类别在本质上是实在论的。所以，温特反复强调的立场很明显，即以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类别仍具有客观性质
(56)

 。

首先，温特将社会类别中的物质属性承诺为某种基础属性或必要条件。实际上，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理论体系都强调物质力量在建构社会类别方面的作用。如温特所言：“如果人类没有基于物质的、把事物称为‘这个’或‘那个’的倾向，也就是指涉倾向，那么就不会有社会类别。说到底，社会类别的理论所指涉的必然是自然类别。”
(57)

 其次，这种承诺社会类别的物质性基底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将社会类别理念化的方向。因为他在探讨物质性因素和社会类别谁决定谁的问题上，给予观念因素（如语言哲学意义上的集体意向性或社会学语境中的共同知识等）广阔的立足空间。进而言之，温特式建构主义并不提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简单化、教条化地贯彻“观念无所不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探讨“自然类别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类别”
(58)

 ，并且认为这种程度“在不同的案例中会有所不同”，即一种“可以由经验事实检验的变量……在社会类别领域，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59)

 。这里恰恰反映出建构主义对抗物质主义的某种“狡黠”的手段。具体言之，温特采取了如下三步。

步骤一：通过对社会类别的“温和”理解，指出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和客体界限的模糊性特征。这似乎对社会性存在中的物质属性的基础地位予以承认，但注意这种物质属性是同社会类别的观念属性浑然一体的。

步骤二：如果要“检验物质和观念哪一种力量更为重要”，那么前提是将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从社会类别的“浑然一体”中区分开来。但是，这种从“界限模糊性”中的区分往往是站在特定的“党性”立场上进行的，因此可能出现“任意”的区分方式。换而言之，从这种主客一体的社会类别中为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划界的关键在于对定义物质性因素尺度的拿捏。

步骤三：基于可能出现的“任意”区分，建构主义设立了攻击物质主义的靶子，即认为“物质主义常常采取‘欺骗’行为，把诸如生产关系或自我身份这些含蓄的社会/观念因素包容到他们对物质力量的定义之中”
(60)

 。这一对“物质主义的错误划分”的批评，彰显了建构主义本体论的观念性特质，即站在同物质主义相反的立场上认为，“如果我们完成了这种分离，就可以发现物质基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61)

 ，并且指出，应该把诸如生产关系等因素归入观念范畴来处理。于是，建构主义通过看似“辩证”地包容了基础性的物质因素以及对其中唯物史观的概念“再定义”（如将生产关系定义为观念因素），来试图平息国际政治实在是唯物还是唯心的本体论之争。

其次，让我们再深入分析将物质属性观念化的具体路径。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三章
(62)

 中提出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建构方式所研究的问题，即“观念在多大程度上首先建构了看上去属‘物质’范畴的原因”，并且“正因为物质性原因是由观念建构的，所以，如果把观念视为与其他原因因素并列的变量，就不能充分理解观念的作用”
(63)

 。他进一步指出，诸如“权力、利益或制度作出的解释根本不能圈定在‘物质主义’范畴之内”
(64)

 ，而只有所谓如技术、客观环境等“‘单纯’的物质力量”才应归入物质力量。至此，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温特的理念主义实在论的合法性源于范畴边界的再划分：一方面将唯物主义因素的外延“窄化”，仅保留了不涉及主体实践因素在内的“自然的物质性存在”，而这种物质性存在对权力和利益变量的解释效力自然不高；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观念因素的外延，把社会类别的主体实践因素包容进去，即将主体建构活动完全视为观念性的。因此，最根本的问题是，主体间的实践的本质应该视为物质性的还是应该看作观念性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社会存在的本质视为物质性的，是一切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但这一点被建构主义通过“范畴重新划界”而否定。例如，温特将“物质主义的传统用法”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即“把物质基础定义为生产方式，把意识形态、文化以及其他观念因素归为非物质的‘上层建筑’”
(65)

 ，他却认为这样界定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定义“生产方式”时不仅仅使用了物质力量的因素，也使用了“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可能构成单纯物质力量的因素，但是“生产关系却是彻头彻尾的观念现象”
(66)

 。于是，他不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充满观念因素的，而且进而指出生产关系的观念性质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一种物质形态”
(67)

 。于是，资本主义在建构主义语境中被拔掉了唯物史观根基，也就等于摆脱了内在于其经济基础的资本逻辑的嫌疑。

另外的例子是温特对“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其中，他认为结构马克思主义承认生产方式（物质基础）是最重要的解释因素的同时诉诸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作为重要的干预变量，这意味着“一方面说上层建筑是相对独立的，另一方面又说物质基础仍然是‘最终决定性’的，那么，就无法使他们的理论自圆其说”
(68)

 。他对看似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那种陷阱”的理解是形式逻辑的分析，而且本身恰恰暴露了温特自己在前后文表达中的吊诡。因为，如前文所述，温特强调了社会类别基于交互主体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一体性，并且将社会类别的“党性”归于观念因素或思想上层建筑。尤其是主体间产生的“集体知识”——一种随附于个体信念的具有多元可实现性的“集体记忆”或文化形态，当然也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类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独立性
(69)

 。温特将这种文化形态的作用视为“像权力和利益一样客观的、具有制约作用的、真实的”，并且进一步贬低“物质力量不像人在其周围建立的意义语境那样重要、那样富有意义”
(70)

 ，这意味着留给观念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太大的空间。那么，温特会不会将“最终决定性”同时分配给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双方呢？这种“二元论”的解释是不存在的。因为，温特明确表示：“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最终只有两种可能：或是物质主义，或是理念主义。”
(71)

 这里不是析取的并列关系而是“不能同真”的矛盾律关系，没有“第三条道路”。此外，温特强调的“没有观念就没有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具有意义的物质条件”
(72)

 和其他的相关论述
(73)

 ，均将“党性”立场指向一种将观念作为最终决定力量的理念主义本体论。如果温特反过来按照看待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立场的逻辑来看其自身立场，那么就可能呈现出以下“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吊诡过程：

a．按照温特的逻辑，X相对独立于Y，意味着X不被最终决定于Y
(74)

 ；

b．承诺X相对独立于Y，应该同时承诺Y至少相对独立于X，即二者关系应该具有对称性
(75)

 ；

c．由a和b推出，Y相对独立于X，意味着Y也不应被最终决定于X；

d．建构主义将X代表观念因素，Y代表物质因素，并认为观念因素相对独立于物质因素的时候，却认为物质因素被最终决定于观念因素，即Y被最终决定于X；

e．因此，c和d矛盾，温特的逻辑出现悖论。

很明显，上述逻辑推理存在的吊诡说明，温特本来用以驳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那种陷阱”（前文已有阐述）也把自身陷进去了。

诚然，虽然温特的上述论证进路存在严重缺陷，但从他对国际政治本体论定位的总体逻辑和理论效果上看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重新定义生产关系的本体论属性（即将资本主义作为文化形态的观念因素）来“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立”作为“自我实现预言”和“文化选择机制”
(76)

 的文化进化的自由理想主义进路。

需要说明的是，在温特看来，可供主体间选择的“文化形态”中生产关系的内容是“制度或者规则”，其实质等同于“共有观念”
(77)

 。而“共有观念”能够通过主体间的符号互动构成，并且无须考虑生产力等物质性根基的牵绊。因此，建构主义语境下作为“文化形态”的生产关系恰恰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像某种黑格尔式的（客观）绝对意志的体现。因此，从隐微意义上审视，将生产关系等范畴“观念化”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作为顶层设计的“文化选择”建构不同的全球化生产关系
(78)

 ，从而实现国际文化形态或国际无政府结构的演化（即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

再次，我们应如何在建构主义语境中理解“共有观念”和“主体意志”的关系呢？温特将“共有观念”或“共同知识”的本质定义为一种主体间符号互动的建构结果
(79)

 。首先，温特指出“理念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们的行动是针对客体的，行动的基础是客体对人们的意义，人们也相互视为客体”
(80)

 。其次，不是所有的观念都会对客体的意义产生作用，只有那些“属真的观念会对客体的意义产生作用”。而在社会学中“属真的信念”即“知识”
(81)

 。如果说理念主义的社会结构可被视为某种“知识分配”（相对于物质主义的权力分配）的话，该分配是比利益分配含义更广的现象，包括利益的观念成分和一般的信念（belief）及意愿（desire）。知识可以完全是自有的
(82)

 ，也可以是共有的。温特聚焦代表“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的“社会共享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或称之为文化”
(83)

 。这种“文化”不是指社会中与经济或政治领域相并列的领域，而是一种更高阶的范畴，因为“任何存在共有知识的地方都有‘文化’”。即使出现“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经济和政治相互独立的领域，也是“因为文化把经济和政治建构成独立的制度领域”
(84)

 。以上表达了两方面意思：一方面，从观念涉及社会类别的外延上讲，它渗透到各个领域，社会类别中并不存在“单纯的物质性”；另一方面，从观念对社会类别的决定作用上讲，它扮演了建构不同制度领域的角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物质性范畴和观念性范畴的区别本身。对于观念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温特明确指出，建构活动虽然不否认物质力量的作用，但理念主义的观点强调“物质力量是次要的，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于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
(85)

 。

此外，“美国范式”中涉及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研究的理性主义传统十分关注共有知识的研究。博弈者将“文化”范畴定义为“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这使得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找到了对话平台，但恰恰是这一平台的观念论本质，将“美国范式”的党性基础定位于理念主义的立场。诚然，结构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一般被国际关系理论界认为是“物质主义”的。然而，如第三章中指出的，现实主义利用微观经济学假设及理性选择理论等形成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将权力、利益等因素抽象地视为外生于行为主体的给定的“单纯物质性因素”，从而无法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主体实践活动当作物质性活动来看待，其实质相当于承诺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国际政治本体论，同时暗示它在历史观上具有理念主义倾向
(86)

 。

总之，我们通过解构温特建构主义的理念论本质更深入了解了“美国范式”理念主义的实在论倾向。当然，这种实在论倾向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87)

 。然而，这种在“美国范式”中若隐若现的实在论，似乎很难追溯它所依赖的哲学理论基础或元理论资源。但我们还是能在国际政治研究的语境中发现一些线索：诸如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均不同程度地运用微观经济学假设对国际制度、结构体系进行说明，强调行为主体间的互动过程。尤其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多重博弈进程，行为主体在理性主义假设下普遍存在着模仿或学习机制，这种机制从社会学角度看就是一种建构互动知识的过程。或者按照前文指出的，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将这种基于主体间互动形成的知识称为“共同知识”。这种“共同知识”置于当代哲学分析传统（即语言哲学）的语境中，我们能发现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在语言交往和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基础上的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
 并且，若我们想深入了解这种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则需要借助当代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语用学资源，正是这一理论资源为“美国范式”的实在论内涵提供了充分的本体论支持。

三　社会实在建构论视角

作为“政治科学”的“美国范式”在研究方法上通常带有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这使它很少直接讨论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的哲学基础。即使对于偏重本体论思考的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而言，也更多地将其理论背景诉诸结构化（structurationist）和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ist）的社会学理论
(8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曾明确援引约翰·塞尔的语用学理论资源为其观点辩护
(89)

 。而同属建构主义阵营的学者约翰·杰拉德·鲁杰（John Gerard Ruggie）在一篇题为“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人的主体间向度，这种主体间向度是不可还原到单一的个人的……所以就出现了一类自然世界中不存在的事实，亦即社会事实。按照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话讲：‘这类事实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同意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存在也需要人所建立的制度加以支撑和维系’”
(90)

 。此外，他还借用塞尔的观点说明完善和发展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语言哲学和语用学资源的内在诉求，即认为当代社会建构主义者虽然深受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伟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韦伯（Max Weber）、齐美尔（Simmel）和涂尔干的（Durkheim）影响，但这些理论家无法回答使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理论工具，包括关于述行（performatives）、意向性、集体意向性和规则指导下的行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
(91)

 。换而言之，若我们坚持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试图回答今天“令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则必须以当代美国语言哲学为背景资源并且充分利用它所提供的语用学的理论武器。因此，当我们将建构主义的“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思想和塞尔关于“社会实在的建构”的思想进行比较时，会发现前者对于国际政治本体论的党性立场似乎暗合了塞尔从语用学角度进行的本体论分析。后者恰恰可以为前者的本体论提供基本的元理论辩护。下文将进入塞尔对“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的分析中，去探究其本体论的根源和结构。

（一）关于主客观的两种内涵

塞尔对本体论的分析是围绕着他对“客观性”概念的理解展开的。他的观点独特性就在于认为客观性概念及其对客观、主观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而且人们在日常用法中经常忽视或混淆“主观的”和“客观的”各自蕴含的几种意思。其中，他指出两种重要的意思区分，即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观概念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主客观概念。所谓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观是“判断的基本属性”，这种判断的真或假“不单纯是一个事实问题，要依赖于作判断和听到判断的人的某种态度、情感和观点”
(92)

 。在这个意义上说X是客观的，就相当于说X成为真或假的判断的事实是不依赖于任何人对它们的态度或情感的。注意这里强调的是不依赖于主体的态度和情感，而不是不依赖于主体的心理感觉或主体意识本身。换而言之，这种认识论上的客观性来源于主体的判断，而不是作为判断的对象本身的存在属性。与之相对的是主客观于本体论上的意义区分，它们是“存在物或各种类型存在物的属性，它们属于‘存在方式’”
(93)

 。当我们说X是本体论上的主观的时候，即表示X的存在取决于主体的感知，依赖于主体或主观的存在。塞尔在文中以“痛苦”为例说明其存在方式“取决于是否被主体感受到”
(94)

 。而将Y视为本体论上是客观的，则表示是Y的存在方式不依赖于任何主体的感知或心灵状态（如意志、意识等观念因素）。

可见，认识论上的主客观判断本身就是“主观的”，因为认识活动只有依赖于主体进行，并不取决于客体本身的存在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本体论上主客观的判断并不必然决定着认识论上的主客观判断，即在塞尔看来，我们不能说本体论上客观的存在或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对象就一定能使主体得出认识论上同样客观的陈述。举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例子：Z国的人口数量以及相对合理比例的军队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一条件是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观察者的客观事实，即在本体论上是客观的。但不同国家的观察者对这一客观事实可能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主观认识论上的陈述和评价。如有观察者认为Z国过于庞大的人口会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资源压力，并且其规模庞大的军队必定会给周边国家带来安全威胁等问题，而另外一些国家的观察者则会乐观地将这一庞大人口数量视为潜在的巨大消费品市场或投资目的地，从而为国内资本剩余提供能够赢利的归宿，并认为庞大有力的军队可以为维护区域乃至世界的安全作出贡献。

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本体论上是“主观的存在”，即依赖于主体感知的“存在”（如公共的观念、制度安排、集体情绪等）在认识论上却是客观的陈述，即不依赖感知者个体的态度或情感。这一点在国际政治中也有明确的体现，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国家模式，使法理意义上的“国家行为主体”成为外交范畴中一个普遍被人接受和承认的前提，“国家是法理上的主权国家”这一陈述性判断在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语境中就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客观陈述，但“主权国家”毫无疑问是本体论上“主观的存在”。

总之，塞尔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主客体的不同诠释，在元理论背景意义上为建构主义等“美国范式”的主流理论提供了观念范畴发挥建构作用的本体论出发点。“美国范式”中的一些范畴，如国家权力、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理性行为主体等在上述意义上本体论上是主观的，认识论上是客观的。按照温特的理解，正是主体观念赋予了这些范畴以主体间的普遍意义和内容。而恰恰是实质上作为认识论上普遍性的“客观性”取代了本体论上的客观性。

此外，塞尔指出，相对于观察者认识论上客观存在的世界特征，并没有给实在增加任何新的物质对象。换而言之，客体与观察者相关的特征只有同观察者的态度相关时才会存在，而其固有特征与观察者无关并且不依赖于观察者而独立存在。除了有些心理状态本身也是实在固有的特征之外，实在的固有特征是不依赖于一切心理状态而独立存在的特征
(95)

 。与观察者相关的特征总是由有关对象的使用者、观察者固有的心理现象造成的。这些心理现象同所有心理现象一样，在本体论上是主观的。但这种本体论的主观性并不妨碍同观察者有关的特征在认识论上是客观的。这种对本体论语用学（pragmatics）式
(96)

 的分类对于我们审视“美国范式”的本体论硬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恰恰可以作为社会建构主义所持有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的本体论根源，同时也是结构现实主义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解的国际政治实在的本体论基础所在。如果从塞尔的本体论立场上审视，我们会发现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设定的前提假设，如国际无政府状态、普遍均质的主权国家等范畴，实质上即在本体论上是主观的但在认识论上是客观的社会实在。

通过这种语用学式的再诠释使得“美国范式”似乎规避了对其理论假设的客观性的质疑。尤其以方法论理性主义为基底的理论体系，其基础假设通常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态度将本体论问题悬置起来。例如，华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第六章关于无政府秩序与均势的探讨中强调基本理论假设“并非现实，因此不应当询问它是否真实，而只应询问它是否有用”，并且“必须根据其宣称要解释什么来加以评价”
(97)

 。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其中所谓“并非现实”暗示了一种存在于“理论”解释中（无法独立于主体）的“实体”
(98)

 。于是，华尔兹要想达到其理论假设的“实践有效性”就不得不诉求一种“理论”对国际政治实践在解释上的“普遍客观性”。而这种“普遍客观性”的来源不得不涉及“政治科学”一直回避的国际政治的本体论基础。进而言之，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理论体系的前提假设的“普遍和客观”正取决于主客观性的“二维”理解：一个维度是视这些理论假设所指称的内容在本体论上是主观的，即它们的存在依赖于主体的观察和理解，并且对其实践有效性的判断更要依赖主体评价；另一个维度是，即使我们承诺理论假设在本体论上的主观性，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在“认识论上是客观”的。因为，这些假设通过主体间的普遍认同而形成“共同知识”，并且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意义上会产生“以言行事”或“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的功能
(99)

 。而当上述“功能”发挥实践效力时，“理论”所诠释的国际政治实在或其中的因果机制就被“反射性”（reflective）地建构出来，于是“认识论上客观”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类别”（温特语）就形成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进一步把握这种“社会类别”的客观性内涵或构成逻辑，或者说我们如何在以言行事的理论视野下分析这些“主观存在”的基础假设的构成要件，这是下文将要回答的。

（二）功能归属、集体意向性和制度创造

塞尔指出，作为“主观存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类别的基本构成条件包括功能归属、集体意向性和制度构成性规则三个方面，下文将结合“美国范式”的语境进行剖析。

1．功能归属

首先，塞尔认为赋予自然物功能从而评价其好坏，取决于我们决定赋予它们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它们怎样很好地发挥这些功能，即归属功能的意向性特征。值得强调的是，在塞尔看来，“功能决不是固有的，而总是与观察者相关的”
(100)

 ，即这些并非任何物理现象所固有的功能是由观察者从外部赋予的。主体在发现自然事物的因果过程的同时还赋予此过程一种目的性，其结果是用所有价值性评价术语来表述那些本来并不适于这样评价的自然实体。换而言之，“发现”自然中的功能只有在一套先行确定的价值（包括意图、目的性以及其他功能）范围内才会发生。塞尔形象地表示所谓“功能”就是以“原因”一词为基础加上“一套价值（一般包括目的和目的论）”
(101)

 。

其次，塞尔拒斥用因果诠释来定义功能的赋予。在这种“因果解释”下，当我们说X的功能是Y时，则是指：

a．X存在，因为它使Y产生；

b．Y是X在那儿存在的后果（或结果）。

或者我们亦可以说X发挥功能Y，仅当X是引起Y的原因。显见，这种分析排除了功能和观察者的相关性。

再次，不同于因果解释的另一区别是其语义学上的特质，即功能性归属具有“S”（intensional-with-an-s）特性。它是指“在功能话语关系中用相同指称的词代入不能保证真值保持不变”
(102)

 。换而言之，“A的功能是X”和“X发挥作用等价于Y发挥作用”两个命题在一起并不蕴含“A的功能是Y”。例如，核武器的功能是核爆炸
(103)

 。而核爆炸的物理学定义不过是伴随原子核聚变或裂变的能量释放。二者分别看来没有问题，但如果将两命题中相同指称部分（如X和Y）进行替换，则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命题：核武器的功能就是伴随原子核聚变或裂变的能量释放。因为，在前一命题中，当主体赋予核武器一定功能时隐晦地施加了主体可能用于战争的破坏性目的，而这恰恰是核爆炸的物理学解释本身所不包含的。于是，我们可认为核武器这一物质对象同时具备主观赋予的不能还原到单纯的物理性质的功能意涵。

此外，塞尔认为，有些赋予对象的功能不是出于实践目的，而是作为有关现象的部分理论说明而赋予自然发生的对象和过程的
(104)

 。另一种特别的功能是主体赋予对象有行为者的功能，是为“代替或代表另外一种东西的功能”。并且，塞尔补充说，这种所谓的“代表”或“代替”只是“表示意向性的另一种说法”，即“我们有意向地对并非固有意向的对象和事态赋予意向性”
(105)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合理把握作为社会实在构成条件的主体意向性的赋予过程呢？这就是下面“集体意向性”概念要回答的问题。

2．集体意向性

塞尔主张，我们赋予自然对象一定的功能，就是通过意指某事物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就涉及所谓“意向性”问题。然而，塞尔所指的作为社会存在构成条件的意向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体意向性，而是一种“集体”或主体间的意向性。因为，建构“社会类别”的功能赋予过程只能通过集体一致认同和接受才能实现
(106)

 。此外，这种“主体间的意向性”应远离一种误解，即如果有人承认集体意向性乃精神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必然会以为存在某种黑格尔幽灵般的“一种飘浮在个体心灵之上的超级心灵”
(107)

 。因为，如果我们囿于以上误解而被迫选择所谓“还原主义”进路，就会按照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逻辑把集体意向性还原为众多个体意向性的简单算术加总。但是，塞尔否定了这种如下等式表达的“算数加总式的集体意向性”的理解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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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如果上述等式成立的话，那么它在实质上就相当于把“集体意向”定义为基于“个体意向”之上的主体间的相互信念（belief），即人们彼此信赖对方的同时持有类似或相同的意向。如此一来就可能导致“无穷后退”（infinite regression）的问题。因为，在这种逻辑下的每一成员的信念可以是“高阶”的，主体S1
 形成对另一主体S2
 相信S1
 具有信念X的“二阶信念”B1
 ，同时S1
 又需要进一步具有对S2
 相信S1
 刚刚形成的“二阶信念”的B1
 的“三阶信念”B2
 ……以此类推会造成如下主体间信念的递归运算（recursive operation）模式：

我相信（你相信（我相信（你相信…＋∞）））

在塞尔看来，上述“递归运算”的实质正是一种“还原主义”的主体间信念模式，其困难在于无法真正构成一种主体间的集体性意义，任何一组“我意向……”即使加上与个体相关的信念也无法达到“我们意向”的层次，而这种还原论的个体意向性模式正是微观经济学采取的推理模式。

因此，正确的理解应是集体意向性表达了主体间共同需要以及共同相信某件事情的意义，在此情况下每个个体所拥有的个体意向性是从他们共有的集体意向性中产生出来的。值得强调的是，塞尔眼中的集体意向性仅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中，即不存在所谓黑格尔式幽灵般的飘浮于个体心灵之上的“大写人”的意识。以上观点对IR理论研究中如何把握观念因素具有启发意义。例如，鲁杰指出，如果认为所有信念都是个人信念，或者说都可以被化约为个人信念，这就错了。因此，社会建构主义考虑的是主体间的信念，该信念不应理解为上文所示的“信念的递归运算”。相反，主体间信念就是“社会事实”、塞尔所指的集体意向之物
(109)

 。

然而，塞尔关于“集体意向性”的看法同“美国范式”中建构主义对共有知识分类的看法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张力。首先，温特的分类方法对应他对世界政治结构的两个层次划分，即针对华尔兹的国家和国际体系两个层次的划分而提出。华尔兹将国家层次——以单位属性和单位间互动来解释结果的方式（即单位/施动者层次）定义为还原主义，并提倡从体系结构层次解释结果的结构主义路径。温特不同意这种划分办法，即认为华尔兹忽视了“施动者及其互动是使结构产生因果力的关键因素”
(110)

 。正是由于这种“忽略”使华尔兹定义的国际体系结构脱离了造就（或再造）它的施动者和实践活动。温特正是针对此问题将华尔兹忽视的施动者的互动活动从“还原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置于新的微观结构层次的视域中。于是，温特重新划分了两个层次即包括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华尔兹的体系层次）
(111)

 ，利用这种结构划分分析文化问题就自然会聚焦用来说明文化在体系层面上形成过程的共同知识。对应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的关系，共有知识被划分为“集体知识”和“共同知识”，前者不是还原到后者而是随附于（supervenience）
(112)

 后者，这似乎表明“集体知识”是独立的客观事实
(113)

 。但是，这里所指的“知识”不能教条地理解为对国际政治现象从“世界到语词”（from world to words）的客观反映，而应当理解为一种“表现在意图理论之中的”观念性存在
(114)

 。换而言之，无论是“集体知识”还是“共同知识”都是以主体意向性为基础的观念表达，包含着从“语词到世界”（from words to world）以言行事的力量。这些“知识”包括“主权国家”、“国际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等面向国际关系实践的范畴。而这些出发点在塞尔的语境中可理解为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
(115)

 。特别是从两种共有知识的实践效果上讲，它们同塞尔的集体意向性的建构作用具有类似的语旨力
(116)

 。温特指出，许多社会科学的中心前提非常清晰地表明个体施动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互间的关系建构而成的，并强调国际关系学界一般将国家视为类似于人的具有“意图性”（即意向性）的实体
(117)

 。但是，温特的共同知识所蕴含的意向性内涵同塞尔的集体意向性定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恰恰可能源于建构主义试图包容物质主义关于微观结构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残余”
(118)

 。

进而言之，温特所定义的“共同知识”涉及主体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和信念等外部世界的认知
(119)

 ，即塞尔所指的个体意向性。温特明确地表示，虽然“仅仅所有人认为P属真这一点是不能确定共同知识的，因为如果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也认为P属真，他们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协调”
(120)

 ，即使付出的代价是“这种一层套一层的信念是否要无限制地延伸下去”的争议
(121)

 。温特对构成“共同知识”的主体间意向的理解是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意向性，而这正是塞尔所反对的。那么，为什么温特会坚持这样一种个体意向性呢？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温特对“共同知识”的理论阐释是针对“美国范式”内部的理性主义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视域中的施动者互动的层次，并且是建立在博弈论模式基础上理论“折中”的产物。因此“共同知识”的内在逻辑须同博弈论的逻辑相符，即前者所蕴含的主体间意向性必然是延续后者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意向性结构。换而言之，主体间意向性必然意味着个体之间的“相互的意向性”。温特自己也承认，“不仅共同知识的本体论与个体主义是吻合的，而且共同知识的解释逻辑也是与个体主义相一致的”
(122)

 。总之，“共同知识”具有“主观互证特征”，所以既不是单位层次结构，也不是宏观层次结构，而是“互动层次的现象”
(123)

 。

此外，作为共有知识中涉及宏观结构的“集体知识”，则是一种随附于个人信念的具有多元可实现性的文化形态。这种类型的“知识”实际上类似后文中构成性规则所建构的“社会制度性实在”的观念成分，它常以一种“集体记忆”的形式长期稳定地发挥着“构建群体身份和与其他群体关系”的作用，但这并不表明它所蕴含的意向性模式就是塞尔的“集体意向性”。温特坚持包含意向性的“集体知识”不能还原到个体信念
(124)

 ，因为“集体再现和话语只是偶然涉及个体”，不会还原为“大脑中的东西”
(125)

 。而只有温特所一直批评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才会回答说“意愿和信念仅仅存在于个体的大脑之中”
(126)

 。然而，以上这种类似“超有机体”的“公共精神”在塞尔的视域中就像一种黑格尔式的“飘浮在个体心灵之上的超级心灵”
(127)

 。相反，塞尔会认为“集体意向性”只能栖居于个体心灵中。换而言之，在塞尔眼中的个体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均存在于个体心灵中，且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如果存在一种能够调和“集体意向性”和“集体知识”之间张力的途径的话，那么最好是将后者诠释为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语境中的“构成性规则”。那么，为更好地处理上述问题，就让我们进入塞尔关于构成性规则和制度创造的分析中。

3．构成性规则和制度创造

首先，在前文对功能归属和集体意向性内涵进行初步把握的基础上，本部分将指出作为“制度性实在”
(128)

 的三种构成条件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集体意向赋予客体某种功能，从而建构出“制度性实在”，或者说是赋予一种“集体认可的附有一种功能的地位”
(129)

 。那么，如何将上面这种抽象的表达直观化呢？塞尔给出的回答是依靠一种“构成性”规则，即通过主体间的集体意向性赋予诸如某种自然存在以新的功能、身份或地位等。该规则可以表达为：

X在情境C中算作Y

其中，X表示主体要赋予新功能或地位的对象，C即X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Y则是某种超出X所代表的对象的“单纯物理性特征以外的东西”。更具体地讲，“算作”可诠释为主体通过集体意向性赋予单纯的物理对象“一种与功能相联系的地位的特征”，其中的地位和相应功能超出了可以归于物理对象自身物理性功能的范围
(130)

 。具体言之，Y项必须规定了一种新功能地位，并且要求对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功能进行集体的一致认同或接受（集体意向性）。换而言之，Y所代表的新地位和功能必须能够由“集体同意或集体接受”。值得强调的是，当一种规则是“构成性”的时，是指该规则“创造了某种活动本身的可能性”
(131)

 。这意味着它不是对已经存在的活动的调节，而是通过自身产生的某种存在
(132)

 。塞尔此处提出一个关于此规则的显著特质：X项和Y项的关系是“非物理性和非因果性”的
(133)

 。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种建构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即通过主体间的集体意向性将X建构成Y，而不是在描述X引起Y。显见，塞尔关于社会实在建构的构成性规则恰恰表达了建构主义的方法论模式。首先，后者强调通过主体间的观念性建构以形成某种“国际制度性事实”，即作为“集体知识”的国际体系结构赋予了物质对象特定的身份（类似于塞尔语境中的“新地位”）和利益、意义（类似于塞尔语境中的“新功能”）。其次，暗合塞尔观点的是温特不囿于一般因果解释模式。他指出，因果关系仅仅存在于相互独立的实体间，这意味着施动者及其属性的存在不能在概念及构成逻辑上依赖于文化。他进而指出，因果模式下的文化载体是个体施动者，所以施动者之间必须是“单子式”的个体主义关系，而文化在这种理解背景下仅仅是一种算术集合现象，并以外在方式影响施动者。他所主张的建构主义模式倾向于将施动者视为“文化”（共有知识）建构出来的产物，而此处的“文化”若用塞尔的语境解释，就类似于通过集体意向性或集体认同的功能赋予来塑造社会实在的“构成性规则”。

值得强调的是，同构成性规则相区别的是限制性规则
(134)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建构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塞尔正是从这两种规则的区分出发来定义构成性规则
(135)

 。具体而言，限制性规则指对已经存在的主体间活动的限制，而构成性规则规定了“什么样的实践行为才能够构成某种有意识组织起来的社会活动，亦即构成性规则规定了什么才能被认定为这样的行动”
(136)

 。理性主义基底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缺乏关于构成性规则的论述，只关注已经既定行为体和其行为，并致力于解释限制性规则在协调行为体方面的特征和作用。因此，它们无法说明国际政治事实的“起源问题”，如主权国家、国际无政府状态、世界秩序等。归根结底，这两种理论体系在借鉴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继承了将市场作为既定因素而没有思考其起源的本体论立场，忽视了经济领域是深嵌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制度系统之中的。而建构主义者则重视对此类起源问题的考察，如英国学派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正是通过遵守承诺和契约的规范建构了国际秩序
(137)

 。我们可以看到，在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理论和建构主义中构成性规则可谓社会生活的制度基础。即使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该规则相比其他社会秩序显得“稀薄”，但是诸如领土主权等实质上属于构成性规则的社会实在，只是由于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很久而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再被意识为某种主体间规则了。并且，这种构成性规则的存在与否正是依赖以国家民众为基础的集体意向性和集体知识。例如，1991年的苏联解体似乎印证了塞尔的观点：理解制度事实的持存的秘诀很简单，即“个人和相关共同体足够多的成员必须继续承认或接受这些事实的存在……”
(138)

 。因此，一旦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或大多数成员拒绝承认曾经由构成性规则确立的地位—功能体系，如发生革命或东欧剧变时那样，那么原先那个地位—功能的制度性存在（如苏联）就终结其存在了。

其次，塞尔建构社会实在（或制度性事实）的方法是在语用学理论框架下展开的，而这在本体论意义上也暗合了温特的建构主义立场。先让我们来考察塞尔对语言在其理论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他强调：“思想依赖于语言，因为相应的事实是依赖于语言的。”
(139)

 因为，一个事实若依赖语言，则其充分条件要满足以下两点：一是意识必须具备心理表现（如思想）作为参与构成的因素，二是这种心理表现必须依赖语言。按照构成性规则，Y项所规定的地位性功能只有在它通过语言认可、接受、被承认或被表示为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在此意义上，所有制度性的事实在本体论上都是主观的，但在认识论上是客观的
(140)

 。塞尔进一步认为创造制度性实在的X到Y的转换是一种从单纯物理性层次到制度性层次的变动，并且此变动只有在它被符号或语言表征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关于某种地位和功能的设置本身表明它们至少是部分地通过依赖语言的思想而构成的。因为，地位和功能只能通过集体意向性赋予才能存在，不会有任何“前语言”或无须语言的方式来表示意向的内容，要么有依赖语言思想的制度性存在，要么就不会有任何“没有前语言的自然现象”存在
(141)

 。当然，塞尔本人并不认为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现象之间或语言和“前语言”现象之间存在截然两分。但是作为一种真正的制度性实在而非习惯性的行为规范，我们就务必将语言视为此现象的构成性要素，因为“在X对象上加上Y功能这一变动是一种符号化的变动”
(142)

 。要求一种表示制度性实在的语言符号，即要求通过某种约定方式参与这种制度性来表征X现在具有地位Y这个事实
(143)

 。

此外，社会建构对语言的依赖同建构主义的本体论也是暗合的。建构主义的方法论本身是一种方法论整体主义，即反对将构成社会事实的因素分解并还原为相互独立存在的个体信念。因为，正如第二章方法论中所讨论的这种还原主义做法总要依赖于某些既定的“社会事实”，如施动者的角色或关于基本外部环境状况的“共识”，等等。这相当于说还原某种“社会事实”的前提恰恰是要存在某种不可还原的“社会事实”。正是由于这种对方法论个体主义逻辑悖论的揭露，一些具备反思主义色彩的社会科学如文化心理学、认知人类学或社会学、结构主义、符号互动论等学科或理论抓住了对抗理性个体主义的主要因素
(144)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假定个体施动者的身份、地位和功能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以意向性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建构的。而意向性的表达或相互关系的符号化表征只能通过语言进行。对此，温特鲜明地表示：“社会结构建构个体施动者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卢梭和黑格尔，他们两人都认为思维从根本上依赖于语言。”
(145)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初步把握了塞尔关于社会实在建构的特质，包括针对功能归属的诠释、集体意向性问题和构成性规则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范式”本体论的语用学资源。甚至可以讲，这种语用学资源为“美国范式”提供了既能满足科学实证主义的“客观性”
(146)

 诉求，又能适应西方理念主义传统的历史观（唯心史观）倾向的哲学本体论背景。

四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视角

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国际政治本体论所涉及的社会类别的讨论，也可以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找到共鸣。比如，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
(147)

 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他提出“实践一元论哲学”的观点
(148)

 ，即主张“具体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一种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造过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具有具体性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
(149)

 。正是基于这种强调客观物质性是内在于人类自身实践而非“外在给定的客观”的看法，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客观，总是指‘人的客观态度’，可以把它看作同‘历史的主观’恰好一致；换句话说，客观将意味着‘普遍的主观’。”
(150)

 这种将“客观”诠释为“普遍的主观”即主体间共识的做法，就如同温特的建构主义和塞尔的社会实在的建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翻版，并在一定程度上暗合前文所述的“美国范式”的实在论立场
(151)

 。诚然，这种理论“共鸣”未必表示在“美国范式”的理念主义实在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讨论之间可以彼此提供辩护资源。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还存在一种强调劳动实践的本体论基础以及强调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这种思想所强调的社会存在的“总体规定性”同塞尔、葛兰西等依赖“主观规定性”的理论相比，更适合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进行本体论定位。

这里试图援引卢卡奇晚期的代表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152)

 中所提出的作为“总体”的“社会存在”的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美国范式”的本体论进行的唯物史观的修正。卢卡奇对“社会存在”的界定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建构主义范式对“社会类别”的概念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搭桥”——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美国范式”的本体论立场提供对话平台。

卢卡奇将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划分为三种形式，即无机（或无组织）的存在、有机（或有组织）的存在和社会存在。其中，前两者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即包含自然和社会的全部存在应当诠释为一种历史过程。卢卡奇强调，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作为存在之基本特征的“存在的历史性”构成了正确理解一切问题的本体论的肇始点
(153)

 。可见，上述关于“存在”内容的界定同塞尔对构成性规则的诠释以及温特对社会类别的理解，在超越单纯自然属性内涵的意义上有相通之处。并且，在卢卡奇眼中的社会存在不仅不排斥和远离自然，反而以自然存在为其现实性基础。换而言之，社会存在正是从作为其“母体”的自然存在当中发展而来的，并且是以扬弃的方式将自然存在作为基础保留于自身之中。按卢卡奇的话讲，社会存在的自我完善之本质倾向取决于通过在本体论上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混合形式代替单纯的自然性规定
(154)

 。

那么，我们应如何精确地把握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概念呢？在唯物史观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最根本的内容。但我们不应该将社会存在简单地类比于“单纯自然存在”，即将单纯的经济因素视为社会唯一的本体论形式。进而言之，当我们审视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时，我们承认每一时代的实践活动成果构成了制约下一实践阶段的既定物质性条件，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此意义上是客观的。然而，这些物质条件却不应理解为仅仅包括生产关系这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是整合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互动的、具体的社会本体和历史的具体结果。这反映了卢卡奇早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总体辩证法”的整体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社会存在是一个有机的总体（整体）。社会存在作为唯物史观的本体论范畴，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活中诸多整体中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总和的直接现实
(155)

 。卢卡奇特别强调，社会存在中基本的经济因素与它之外的因素“不断地相互转化，相互之间有一种不可取消的相互作用”
(156)

 ，并且在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同社会存在的整体发生关系，以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和发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卢卡奇指出，诸如人类的语言、概念和思维等因素都是构成社会存在整体的必要部分，而对于它们的本质的把握必须“结合对社会存在整体所作的本体论分析，借助对它们在这个整体中执行的现实功能的认识”
(157)

 。意识作为现实的反映，不是物质性的存在，但是在社会存在中意识又是存在的条件，使社会存在动员和运行起来以发挥功能。这意味着社会存在蕴含着社会意识，而不是以“自然物质”与“人的精神”的二元论方式将意识排除出去，而应当将社会存在视为一种“总体”，并强调意识也是社会存在中的一种现实因素，不是自然给定之物，而是先行的客观发展过程的产物。但它一旦产生出来就成为社会存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实因素。正如卢卡奇强调的，如果没有意识，那么社会存在中的新连续性形式就不可能产生。换而言之，新的存在形式要达到新的自为存在，其必要条件是要上升为意识
(158)

 。

卢卡奇进一步指出，作为物质性社会关系的经济范畴，其实质是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并且强调考察经济领域应站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立场，即视其为“具有客观规律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要素’就其本体论本质而言同样是一些整体”，于是它们规定每个目的论设定的活力，而“这些目的论设定的总和则促成社会存在的再生产”
(159)

 。可见，这种对社会存在的理解是一种包含了意识因素的总体范畴，观念不再是外在于物质性社会关系且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抽象，而是内在于社会存在的整体之中。这种社会存在的再生产或目的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性，来源于总体为其各部分目的的活力的规定。进而言之，这种“活力”可诠释为一种使目的能够实现的能力范围或界限。因为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社会存在的总体是其每个“作为部分的总体”各自目的论的相互冲突的表达，这就构成一种整体上的历史合力。因此，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存在所表现出的规律性在“历史合力”的意义上是客观的。这种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表达实际上就是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关于“历史合力”观点的“再版”。于是，我们承认社会存在区别于自然存在的特质是它包含了人的意识或观念因素，不能在本体论上将物质性社会关系和观念性社会关系割裂开来，因为这两种社会关系的划分不过是出于对概念把握的抽象需要。社会意识或作为其现实表现的观念性社会关系同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性社会关系有机地统一于“社会类别”。

总之，卢卡奇认为克服传统唯物主义过分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理念主义偏执于主体能动性的“二元分离”的关键，在于强调社会存在是包含了“意识”的总体性的存在。但我们不应把卢卡奇的这种“总体性的辩证法”视为取消了唯物史观的物质性基础，而应当理解为强调主体意识作用和克服传统上囿于认识论语境来理解主体意识的局限性。这也不意味着不能存在将该进路“理念化”的诠释方式，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范式”对国际关系的本体论定位似乎就暗合于这样一种“总体性的理念化”的解读（如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类别的观念决定作用等）。进而言之，卢卡奇的总体性社会存在概念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于建构主义中的“社会类别”范畴。但需要强调，总体性的社会存在并没有像“社会类别”那样排斥物质性的社会关系（经济基础），而是辩证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因此，我们应当对“总体性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类别”进行性质上的区分。前者虽然强调了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中的本体论地位，而拒绝将它对立于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存在，更没有试图以意识或观念因素取代物质性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地位；后者则相反，将观念因素和主体的能动性意识、意志作为社会存在中更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并以为可以摆脱唯物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的制约而实现某种目的论的“历史终结”或“国际无政府文化的进化”，这无疑是一种唯心史观。

此外，我们站在塞尔和卢卡奇的不同哲学思想立场上，对国际政治实在进行本体论定位，其关键就在于各自作为本体论基底的理论“硬核”。对于前者而言，这个“硬核”就是作为思维形式的语言，即主体依赖于语言并通过主体间或集体意向性的“以言行事”或“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来赋予自然物以功能、身份或地位，即完成社会类别的建构。在此意义上，塞尔的社会实在的建构理论与建构主义共享了语用学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思想源于当代反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这一思潮中有强调权力—知识关系以及反实在论的理论传统，并且通常以“解构”的面目出现，批判任何形式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s）
(160)

 。例如，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学家阿什利（Richard Ashley）就反对国际政治实在论并且拒斥那些认为国际政治真理可知的理性主义范式，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真理”只有相对于具体话语使用的语境中才具有合法性
(161)

 。可见，“美国范式”及其提供的“真理”的本体论根基就在于“语言”这一观念的表现形式。在此视角下国际政治实体的社会建构就相当于国际关系的“语言建构”。

与以上“社会的语言建构本体”相反的是，卢卡奇提出的“劳动—实践的社会建构论”，将劳动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或者说是从自然存在发展为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在卢卡奇的社会存在建构中的地位不亚于语言在塞尔的社会实在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卢卡奇所说：“劳动到处都处于中性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它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
(162)

 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概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的基点，其实质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劳动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中对劳动本质的定义。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劳动概念在现实性上就是实践，因为“每一个单个的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行为的综合，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即实践的行为”
(163)

 。正是将劳动视为主体实践的前提以及主客体的交往关系发生的现实基础，现实的社会关系区别于黑格尔式的由概念规定的抽象主客体的统一。换而言之，劳动“黏合”了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并使三者共同构成一种密切互动、联系和发展的有机的统一体或辩证的总体。同时，主体在这种总体的辩证法中获得了具体、现实的主体性，真正作为了历史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主体而存在。卢卡奇认为应从劳动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为劳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直接同一性的原始状态中升华出来，抵达了人对自然界有目的的改造的社会性质。这是从人的社会性质发生学上看待劳动。

我们不妨对比塞尔在社会实在建构论中对自然存在的集体意向性的功能归属这一“语言的社会建构论”，来理解卢卡奇的“劳动的社会建构论”。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塞尔承认自然存在物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先在性，并且强调以语言为载体的主体间的集体意向行为来赋予自然存在以目的论的社会功能，以使后者社会化、制度化，从而成为“为主体的存在”。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抽象目的论规定的主客体的统一过程。此外，塞尔认为语言是“制度性实在的根本构成因素”，就是“通过约定来意指、代表或表示某种在语词本身以外的东西”
(164)

 。语言作为符号表象“创造了货币、财产、竞赛中的得分以及政治职务的本体论范畴，同样也创造了语词的范畴和语言行为”
(165)

 。这无异于宣布某种“社会存在的语言发生学”，即语言创造了社会事实，社会存在的本体是语言。进而言之，可以认为不是语言表达思维，而是思维本身可以“还原到语言”，因为“对思想的语言表达是思想之为思想本身必不可少的”
(166)

 。但是，对于这种“语言帝国主义的发生学”而言，它建构社会实在的根本动力或第一推力是什么呢？卢卡奇的以上观点可以很好地提供该问题的答案，即这种根本推力就是“劳动—实践”。劳动的目的性结果可以产生对主体的决定性影响。劳动目的性作为一个主动设定范畴，包含目标和对此的意识，同时也包含自然因果性，因为劳动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统一过程，是主体朝向客体的，从而改造客体以符合主体目的的现实过程。功能赋予的前提是通过劳动实践，而不只是通过语言。劳动范围内的目的论设定同自然因果性的差异，是我们承认主体目的性规定作为“第二性”，或承认自然存在的先在性。这类似于塞尔对自然存在物质基础属性的表达。劳动的目的性意味着劳动包含价值表达，即对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潜在能力的外在物进行选择并对其赋予功能。进而言之，在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中的社会类别同自然存在及其运动规律相一致，即社会存在能独立于人的主观目的和选择之外，但这并非意味着主体的不自由，因为劳动所扮演的角色恰恰是“影响着这里表现出来的自由的本质性”
(167)

 ，而且“劳动确实可以被理解为每一种自由的模式”
(168)

 。

在卢卡奇看来，劳动作为社会存在的核心，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是联系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核心纽带，并使自然存在获得塞尔意义上属人的新功能，成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制度性存在，也是劳动使得主客体统一，即劳动的社会形态使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一定的联系，构造社会关系。换而言之，劳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体现。按照卢卡奇的思路，如果没有劳动—实践作为基础，那么塞尔的集体意向性或“普遍意志”的目的论也就只能停留在丧失了语旨能力的“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句”中，谈不上什么功能归属的实现。在主体脱离历史性的具体的劳动实践的条件下，语言也只能是抽象的记号，不会有任何使这些标记产生建构作用的“第一推力”。“言语行为”或“语旨力”的存在和发展应该建基于以人的劳动为核心的实践活动之上。在此意义上，语言不过是劳动—实践的符号表征系统，只是形式而非内容。

总之，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究竟是定位在以语言为核心的观念的基础上，还是定位在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交往基础上，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党性”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美国范式”中如建构主义强调“语言本体”的理念主义立场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基于理性主义逻辑的唯心史观倾向。但是，这些现存的立场并非意味着就是“合乎理性的”立场。因此，从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角度来修正“美国范式”所蕴含的理念主义的实在论倾向，并从将国际政治作为现实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的角度，为它提供了基于实践活动的唯物史观的本体论根据。并且，只有基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统一性”（包含物质性、客观性和目的性），国际政治实在才能真正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客观性。

我们即将结束对“美国范式”的理念主义实在论根源的探究和反思工作，而展望从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
(169)

 视角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政治事实之间的“真理符合”关系，并批判性地剖析它们发现“国际政治知识”的局限。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不仅应该揭示“美国范式”依赖的“政治科学”进路，而且应该从元理论层面来探究其背后蕴含的具体认识论的类型。下一章就将尝试为“美国范式”潜藏的认识论基底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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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论点预设不当即通过某种论点设置让它用自身证明自身，也是某种循环推理模式。


(53)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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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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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2页。


(62)
  本章的标题即“‘观念无所不在？’：论权力与利益的建构”，专门用以讨论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的观念论本质的问题。


(63)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5页。


(6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5页。


(65)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6页。


(6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6页。


(67)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6页。


(68)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3页。


(69)
  在温特看来，集体知识一方面需要个体信念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却不能还原为个体信念。按照玛格丽特·吉尔伯特的定义，一个群体中个体成员不单独持有的信念归为集体信念，条件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接受集体决定的合法性，承认应依照集体决定的结果采取行动。它包括神话、叙述或传统等。这些叙述不仅仅是某个特定时间点上个体持有的共有信念，也是内在的历史现象，通过数代人不断的社会化过程和仪式的建立而存活下来。正是由于这样的记忆，群体得以长期延续并获得身份。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9～160页。


(70)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3页。


(71)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3页。


(72)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9页。需要补充的是，温特虽然承认“没有物质条件也就不可能有客观事实”，但这仅是强调物质因素的基础性意义，而非决定性意义。


(73)
  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建构主义属于一种结构理念主义（structural idealism），并且在后面的章节反复讨论观念对利益和权力的建构。


(74)
  温特在批评结构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指出，该物质主义理论在说上层建筑是相对独立的同时说物质基础仍然是“最终决定性的”，就意味着无法自圆其说。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出，温特认为“相对独立性”关系不兼容“最终决定性”关系。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33页。


(75)
  因为，如果二者存在非对称性关系（X相对独立于Y，但Y不是相对独立于X），则显然会重蹈温特所排斥的结构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覆辙，即承诺上层建筑相对独立于生产关系（X相对独立于Y）的同时坚持上层建筑被最终决定于生产关系（Y最终决定X）。在温特的语境中，“相对独立”关系和“最终决定”关系是不兼容的。所以，温特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上必然要承认相对独立关系的对称结构。


(76)
  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中指出，结构发生变化还是很困难的，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均衡倾向。但是他坚信国际关系进程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进化方向和进化方式，前者在于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后者在于类似生物学中自然选择机制的文化选择机制。


(77)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6页。


(78)
  在建构主义语境中，生产关系只有在被视为观念范畴的前提下才能通过主体间共同知识的建构进行“文化选择”，这是上层建筑在选择和建构经济基础——把唯物史观颠倒过来了。此外，按照温特文化选择理论的逻辑，这种对全球生产关系的选择性建构，会朝着伴随人力资源、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自由主义全球市场化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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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0页。


(82)
  按照温特的观点，所谓“自有知识”指个体行为体持有而他人没有的信念。如果是国家，则自有知识往往来自国内或意识形态因素。国家的自有知识可以成为国家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的决定因素，因此是研究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0页。


(83)
  温特认为这种共有知识即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这为他将国际文化划分为冲突性的霍布斯文化到强调合作、和谐的洛克文化再到普世自由理想的康德文化奠定了基础。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0页。


(8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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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2页。


(86)
  现实主义所蕴含的唯心史观的表现是“含蓄”的，它的理论硬核假设（如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国家生存利益偏好等）在理念主义的意义上是脱离历史语境的绝对主义的范畴。


(87)
  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前提假设和内在逻辑均不同程度地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包括经典和结构现实主义等）通过定义先验“理论”，从“抽象”到现实地解释国际政治现实。并且该范式固守拒斥生产关系作为物质性范畴的研究路径，更清晰地反映了其反唯物史观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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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至少有两处援引塞尔的语用学资源：一是温特在第三章中处理科学实在论问题时引用塞尔的观点，认为在本体论方面的客观现实要优于制度现实；二是在第四章中，为说明“建构作用”援引塞尔关于“意向性”的理论观点。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10、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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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约翰·杰拉德·鲁杰著《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秦亚青译，选自〔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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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约翰·杰拉德·鲁杰著《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秦亚青译，选自〔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62页。


(92)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8页。


(93)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页。


(94)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页。


(95)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2页。


(96)
  语用学一般被认为是符号学的分支之一。美国符号学之父莫里斯在提出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的区分时，将语用学定义为符号和解释者的关系的研究，即研究符号在出现于其中的行为范围内的起源、用法和效果。卡尔纳普认为，如果一种研究明确涉及说话者，那么就是一种语用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用学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奥斯汀把记述式话语和完成式话语区别开来，把言语行为分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塞尔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对语用意义的研究。强调意义和言语行为的密切联系，主张从说话者、意向、目的以及话语被说出时的环境等方面去考察语词的意义。三是对索引词的研究。例如，蒙塔古等人把索引词看作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认为不联系这类词的作用环境就无法确定其意义。四是从语用学角度对语句结构和超句子结构、信息结构、语气情志的分析，后者则指对比语句大的话语、段落、篇章的结构的分析，探索语句构成话语的规律，等等。此外，语用学还重视对隐喻和象征的研究。


(97)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24页。


(98)
  当然，华尔兹的上述观点还可以从认识论视角审视而得到角度不同的理解，这将在第五章关于“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定位中予以讨论。


(99)
  以言行事行为是英国日常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奥斯汀的用语，指一种使用语句来完成某种行为的言语行为，如“X任命Y”，等等。在此类型中说出一个语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完成了一种行为。这些类型的语句包括完成行为式动词（performative verb），如答应、命令和任命等。以言行事的语句必须符合约定俗成的惯例，因为以言行事力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


(100)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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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7页。


(103)
  “核爆炸”如果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才有——造成大规模杀伤性潜力的意涵，但这只是一种可附着于该词物理学解释之上的“摹状词”。


(104)
  例如，心脏的功能是泵血。


(105)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9页。


(106)
  进而言之，塞尔以为通过集体性的接受实现这种功能正是形成制度性事实的关键所在。详见〔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5页。


(107)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页。


(108)
  在该等式中，Iw
 代表集体意向性，I1
 、I2
 、I3
 …In

 代表不同个体的意向性。


(109)
  相关具体论述内容可参见〔美〕约翰·杰拉德·鲁杰著《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秦亚青译，选自〔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1页。


(110)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5页。


(111)
  笔者以为此处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的关系可理解为前者随附于后者，即宏观结构不能被还原为微观结构，但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微观层次而存在。它设定一类事物对另一类事物的本体论依附，是一种既非因果又非还原的关系。并且，随附关系是不可还原的，许多微观状态可以导致同样一种宏观状态，即多元可实现性。所以建立相对独立的宏观层次理论是合理的。


(112)
  温特的随附性或“附着状态”（秦亚青译）是指“总结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关系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即“宏观结构不能被还原为微观结构，但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微观层次而存在”。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3～154页。


(113)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6页。


(114)
  参考〔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7页。


(115)
  鲁杰在讨论国际政治中的集体意向问题时，举了许多典型事例。例如，他认为主权像货币和财产权一样，只有在一个承认其存在的共有意义体系中才能存在。而这一体系只能依赖于集体意向。如果没有他国对其主权的承认，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主权的产生和持续都是集体意向的产物。这是建构主义的一个实际假设。可参见〔美〕约翰·杰拉德·鲁杰著《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秦亚青译，选自〔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2页。


(116)
  对于建构主义中对意向性的公开讨论，可见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四章讨论建构作用的文字。详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7～173页。


(117)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8页。


(118)
  读者可回顾本书第三章中的相关论述，即自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结构现实主义却在其内在方法论逻辑上不自觉地蕴含了方法论个体主义。


(119)
  温特认为，具体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和法律等均是由这种“共同知识”建构的。


(120)
  温特对此的论述类似笔者在前文揭示的塞尔对集体信念的还原主义（“递归运算”形式）的批评。


(121)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7页。


(122)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9页。


(123)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57页。


(124)
  温特以为集体知识和共同知识不同，前者的“结构以及这样的结构导致的行为方式，从本质上讲，不会仅仅由于某些成分发生变化就会随之变化”。笔者强调这就是集体知识在认识论上具有的客观性或相对独立性。可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0页。


(125)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0页。


(12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0、168页。


(127)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页。


(128)
  塞尔认为，所谓“制度性事实”，是“社会性事实的特殊的亚层次”，而“任何包含集体意向性的事实都是社会性事实”。可参见〔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7页。


(129)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7页。


(130)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9页。


(131)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5页。


(132)
  此外，在塞尔看来构成性规则作为一种“规则”，它不能理解为某种“约定”，因为后者含有随意性，而前者则没有这种随意性。


(133)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0页。


(134)
  类似于罗尔斯在《正义的两种观念》（1955）中所提出的限制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的区分。


(135)
  〔美〕约翰·杰拉德·鲁杰著《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秦亚青译，选自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2页。


(136)
  〔美〕约翰·杰拉德·鲁杰著《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秦亚青译，选自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3页。


(137)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一书的主旨是强调国际秩序或制度建构的重要性。可参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Macmillan，1977。


(138)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99页。


(139)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7页。


(140)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5页。


(141)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0页。


(142)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3页。


(143)
  Y创造了一项加在X项的物理特性之上的功能性地位——只有主体间相信它存在时才存在。对于这种“地位—功能”而言，X本身的结构特征不足以决定Y的功能，在物理性上X和Y就是同一样东西。


(144)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8页。


(145)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7页。


(146)
  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实质上就是美国社会科学中的“政治科学”路径所强调的科学实证主义，实质上即普遍性。


(147)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大学为满足战后生育高峰一代人的入学需要而大规模扩招，曾经在60年代前活跃的新左派学者也借此风在大学里谋得稳定教职。为适应这种变化，新左派转变了“革命”方式，通过理论研究来解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换而言之，通过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左派不像老左派那样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认为工人阶级已经遭到腐蚀，不足以担当革命领导阶级的重任，而应当由作为“观念制造者”的知识分子接过此重任。可见，美国新左派具有强调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主体革命”倾向。这种倾向的理论背景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主体革命”思想。葛兰西认为，思想和文化同利益和权力相比，更能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似乎表明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更为重要，因为统治阶级是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大众，即所谓的文化霸权主义。在文化霸权的笼罩下，大众由于被统治者灌输的“虚假性需求”（马尔库塞语）所驾驭，无法自觉其被压迫和剥削的不利处境。葛兰西主张一场旨在打破旧传统的“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来穿透上层建筑，通过瓦解文化霸权来追求权力。参见葛兰西《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190页。


(148)
  葛兰西的理论赋予学院派两大革命使命：一是革命不是从经济基础开始，而是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开始，来破坏现存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二是执行这种文化革命任务的主体只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或农业生产者。工人阶级由于被虚假意识所控制，所以革命理论很难被他们接受，但葛兰西仍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太多，仍坚持认为新型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要解决同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必须联系人民并融为一体。然而，这种新左派的批判进路始终无法走出大学校园，动员社会最广泛的工人阶级力量，因此难免有书斋式马克思主义之嫌。总之，笔者以为新左派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泛意识形态化，将一切视为政治、权力斗争，从阶级、种族和性别角度重新怀疑一切，颠覆现有社会观念；二是以挑战主流西方文化为目的，通过消解“（西方文化）中心”来解构其文化霸权地位；三是赋予语言特殊的重要性，将它同权力同等对待，即所谓“权力话语”的批判性概念。特别是这种强调语言对权力建构作用的理论路径可能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并且显现出不自觉的观念论倾向。笔者以为，正是这一点使新左派（尤其是葛兰西的思想）对社会实在的本体论观点带有某种程度的唯心史观特征，即试图通过一种“主体革命”来“填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笔者正是基于此将葛兰西建立在主体革命思想上对社会实在本体的看法和塞尔对社会实在主体间建构的语言哲学进路进行“互文性分析”。


(149)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58页。


(150)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葛兰西文选（1916～1935）》，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519页。


(151)
  这也是我们能在葛兰西提倡“主体革命”的腔调中感受到的理念主义本体论和唯心史观的倾向。


(152)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共2卷，收录于德文本的《卢卡奇全集》第13卷，标题为“黑格尔的错误和真正的本体论”、“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基本原理”和“劳动”。该书试图纠正作者早期的错误，改变传统的哲学体系，创建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学说。卢卡奇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认识论一直在哲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当代哲学发展却日益要求从本体论去研究世界的普遍联系问题，故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把存在分为无组织自然、有组织自然和社会三大类型，认为这三种类型的并存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实践是构成社会存在起源的关键。改变原有把自然界本体论作为从属因素归入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认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界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社会存在本体论向唯物主义的转折要通过发现经济过程在社会存在中的本体论第一性来实现。纠正了作者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的观点，肯定辩证法不是单纯的认识原则，而是一种现实的客观规律性，不仅适合于社会存在，而且适用于整个存在。没有无组织界和自然界的本体论“前史”，辩证法在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全书的重点是对劳动原理的阐述，认为人的生存首先是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劳动在社会存在方面有首要的和基本的意义。劳动不仅是社会存在的特殊本质，是社会实践的典型形式，而且是语言和分工等的源泉。在劳动基础上对义务和价值的判断进行分析。认为劳动意味着一种目的论设计的实现，既包含目的又包含着实现目的的手段，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义务或“应当”的必然性。关于自由的学说、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只有在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的阐发。可参见〔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53)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101页。


(154)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645页。


(155)
  这是一种类似“美国范式”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观点，即主张社会存在是一个由诸多局部的整体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所有的局部和整体之间既依赖又相互作用。


(156)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668页。


(157)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53页。


(158)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195页。


(159)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367页。


(160)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实际上继承了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关系的思想，即拒斥知识客观性，将知识视为权力构造的结果，知识依赖权力并被利用来加强既定权力。


(161)
  阿什利指出，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IR理论范式所提出的基本概念、假设等，在本质上依赖于既定权力关系，即权力和知识在相互“构造”。对此的详尽论述可参见Richard Ashley，“Untying the Sovereign Sate：A Double Ree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que”
 ，Millennium，1988，17，pp．403-430。


(162)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642页。


(163)
  〔匈〕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第14页。


(164)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3页。


(165)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6页。


(166)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6页。


(167)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132页。


(168)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白锡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138页。


(169)
  根据美国学者路易斯·P．波伊曼（Louis P．Pojman）的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作为哲学范畴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定义，是从希腊文episteme（“知识”）、logs（“科学”）而来，即探究知识的本性和信念的证成。可参见〔美〕路易斯·P．波伊曼著《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第2版），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页。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约翰·波洛克（John L．Pollock）的理解，关于知识的理论是“将知识作为认识论主要研究点的研究方向”，它“试图回答‘你如何知道’问题，但这是一个关于如何知道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知道本身的问题。……因此，认识论传统上都是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认识辩护而不是知识上”。并且“认识论更好的名称应该是‘信念论’，意为研究信念的学问”。可参见〔美〕约翰·波洛克（Jhon L．Pollock）、乔·克拉兹（Joseph Cruz）著《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14页。



第五章　“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定位


 第一节　国际政治的“知识”与认知方法反思

一　国际政治中的“知识”

当我们称赞某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拥有渊博的国际政治理论知识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诧异的。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接受通过“政治科学”的方法探究国际政治事实所发现的那些“知识”，它们包括国际自助体系、理性行为体、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均势等等。更准确地讲，我们似乎应该在“美国范式”的语境中称它们为“假设”或“概念”，但是经过多年“政治科学”训练的研究者通常把它们视同为“知识”。诚然，这些“知识”就如同研究者用来理解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网络上的一个个“路由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只有借助它们才能开展各自的工作并最终通达各自期望的结论。尤其在“政治科学”统治“美国范式”的今天，这些由“科学发现之手”连接起来的“路由器”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此外，当我们承诺存在关于国际政治事实的知识的时候，实际预设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可知论”，即认为这些国际政治的理论概念是关于国际政治现实的客观反映。

但是在“美国范式”的语境下，关于获得国际政治因果机制的知识的说法有自诩之嫌，因为它似乎有意混淆了认识论中关于“信念”和“知识”两种范畴的区别，即以表征客观性的“知识”的标签代替了基于特定观点的“信念”，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理论合法性。换而言之，根据哲学认识论的视角，知识必然是某种信念，但信念并非必然是知识。只有当我们所表达的信念是真理并且得到合理辩护的时候，它才成为知识。按照与“美国范式”同一产地的美国哲学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存在关于某种信念是否符合作为知识标准的定义判断，即当我们说命题P是一种知识（或宣称S知道P）时，必须满足如下几个条件
(1)

 ：

1．S相信P（此时P只是信念）；

2．P是真的。

3．S相信P这一信念是得到辩护或有证成的
(2)

 。

这三个条件共同构成了知识判定标准的充要条件，缺一不可
(3)

 。如果将以上三个命题作为是否满足“国际政治知识”的判定圭臬，那么我们会发现如结构现实主义等“美国范式”蕴含的认识论基底似乎无法产生出这种标准的“知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美国范式”排斥认识论上的可知论，因为它们作为坚持所谓实在论的理论体系
(4)

 ，均承诺了国际政治事实的客观性，至少是在承认研究者的认识不足以完全揭示这种现实的条件下，可以给予这种现实部分客观的解释
(5)

 。其中，即使作为“非理性主义”的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也强调，“国家和国家体系虽然是不可观察的，但却是实在的（本体论）和可知的（认识论）”
(6)

 。上述“可知论”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实际指涉一种主张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探索来接近国际政治实在的“科学实在论”假定，即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成熟的科学理论势必指涉客观世界，并且即便是科学研究的客体是不可观察的事物，科学仍然坚持指涉客观世界的原则”
(7)

 。在温特看来，当代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无论主流理论还是批判理论，似乎都是以“科学实在论”的假定为前提
(8)

 。

但是，即使“美国范式”自称持有“理论反映现实”的科学实在论的立场，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通过研究因果机制获得对国际政治生活的客观知识
(9)

 。换而言之，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承认国际政治事实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是一回事，而认为通过“政治科学”进路可以获得对事实的真理是另一回事。的确，如果我们是唯物主义的实在论者，坚信国际政治行为背后的因果机制和建构进程是真实存在的，也同时相信通过系统的研究可以客观揭示上述存在。然而，这并不代表当代所有旨在“科学发现”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揭示国际政治的真理或提供相关知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则不到百年发展历程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供给的“真理”和“知识”就太多了，其数量似乎足以超越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人类史上积累的全部政治知识，并且通常有多个“真理”对可观察的同一个国际政治现实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促使我们反思是否能够在“政治科学”的真理符合论意义上来定义“国际政治真理”。尤其是对于“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基底而言，要讨论“国际政治知识”的合法性就不得不在美国分析哲学语境下，思考是否存在关于国际政治真理的问题。具体言之，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上文满足知识条件的三要素之一的命题2（即“P是真的”）的说法。如何理解一个命题是“真”呢？最直接回答这一问题的认识论资源是温特所言的“真理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按照美国学者路易斯·P．波伊曼（Louis P．Pojman）的定义，真理符合论强调“真理在于命题（或语句）与证实或肯定命题的事实或事态之间的关系”
(10)

 ，即强调命题或判断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理论。换而言之，一个信念是真的即它肯定一个符合事实的命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将真理符合论简单理解为唯物主义的“真理反映论”
(11)

 。实际上，前者源于西方现代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背景。具体言之，前期维特根斯坦从他的逻辑原子论和图像论出发论证这种真理论，认为在命题和事实、基本命题和事态、名称和对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命题的真假或取决于命题与它所描述的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符合关系，或者取决于命题是否成为它所描述的事实的图像。罗素在他的逻辑原子论时期与维特根斯坦持有相似的观点。他在《人类的知识》中把真理定义为命题与事实相符合改为信念与事实相符合，因为信念是比语言更基本的东西，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但表达的是相同的信念。“真”和“假”是信念的特性，只有在派生意义上才是语句或命题的特性。石里克、卡尔纳普等学者接受和发展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这一基本观点，即基本命题的真理性取决于它们与某些事态的关系，而其他命题的真理性则取决于它们同基本命题的句法关系
(12)

 。

如果用上面这种真理符合论来理解命题2，就相当于将“真理”置于英美经验主义或经验实证主义的语境中进行定义。而经验主义恰恰是“美国范式”——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等所倚重的认识论方法。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强调了自20世纪5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怀疑论观点，认为在认识国际关系现实的过程中应该排除国际政治中如自私人性等不可观察的实体。由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承认某些“实体”是不可观察的，因此主体对这些“实体”的认知“似乎更多地依赖我们从理论而不是从感官得到的知识”
(13)

 。以上判断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真理符合论源于英美早期逻辑经验主义传统，通常意味着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命题与事实、名称和对象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但是，如依赖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等，在将不可观察的国际政治实体拒斥为形而上学的前提下，主张用“理论”代替“观察”，这无疑颠覆了真理符合论的立论根基。例如，温特评价认为，经验主义把“不可观察现象的理论作为‘工具’理论而不作为‘现实’理论，即将其当作整理证据的手段，而不当作指涉内在结构的方法。这表现了基础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观察具有比理论优先的认识论地位”
(14)

 。因此，一旦一种理论不能被还原到观察陈述，这种理论就只能被当作工具对待，即所谓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显然“工具主义”与真理符合论分道扬镳，甚至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也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张力。对于结构现实主义对“理论”的看法将在后文反思基础主义和融贯论一节中展开，暂不赘言于此。

总之，若以真理符合论来填充知识条件之一的命题2的内涵，则不会使其在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的经验主义语境中找到认识论的地位。那么，命题2所指涉的“真”能否在一种“政治科学”的统计学意义上来把握呢？即暂时将理论和国际政治事实逻辑上的符合“悬置”起来，转而进入一种通过统计学的经验归纳法来辩护相关“理论”。然而，我们将通过分析发现这种路径不会解决“国际政治真理或知识”的怀疑论问题，只不过是一种真理符合论在具体认识方法上的“转译”。下文将借助华尔兹对国际政治归纳法的批评来说明这一判断。

二　对获取国际政治“知识”的归纳法的批评

在“美国范式”中，突出地存在上述认识论问题的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其具体认识论方法很难满足知识条件三要素，尤其是其“真理标准”不在命题2的定义之内
(15)

 。结构现实主义的“政治科学”进路，与其说是坚持了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不如说是采纳了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路径，而这种路径恰恰强调了“逻辑意义上的证实”（理论融贯意义上的证实）而非真理符合论意义上的证实。进而言之，华尔兹承诺的认识论进路不是通过经验主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归纳法展开的
(16)

 ，在他看来，归纳法很难为国际政治活动中的“知识”提供有效的辩护。进而言之，他在反对归纳法以及通过它获得知识上的态度是鲜明的，即认为“持‘知识以确定的事实为起点’这一奇怪观念的人认为，理论是真理的大厦，可以遵循归纳逻辑加以建构。……但是源于直接经验的知识总是有问题的（problematic）”
(17)

 。正是在“经验常常误导我们”的判断下，他表达了对政治学者依赖归纳法的不满：

今天的政治学者却对归纳方法表现出严重的依赖性。他们研究大量的案例，希望从中发现某些因果联系和模式，而这些联系和模式则代表着常被提及的“外在的现实”。很显然，形成这一希望的基础就是认为知识以确定的事实为起点，而依靠归纳法可以揭示这些事实。但我们永远也无法肯定地说：通过归纳法得出的关于事物形态的陈述是与客观真实相符的
(18)

 。

并且，他甚至引用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话将社会科学中诉诸数据积累和案例分析的进路贬低为“归纳主义学者的幻象”。按照华尔兹的观点，数据自身是永远无法自我证明的，观察和经验也永远无法直接导致对因果机制的认识
(19)

 。因此，基于直接经验和观察的归纳法（无论采用的统计技术多么先进）无法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知识”合法性的保证。进一步分析，按照公认的休谟式怀疑论的观点
(20)

 ：

1．归纳论证的前提在逻辑上并不蕴含其结论；

2．如果1成立，那么确信建立在归纳前提下的结论就是不合理的；

3．因此，归纳推理不能提供作为普遍真理的知识。

其中，命题1明确指出采用归纳法推理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质。因此，基于归纳法得到的国际政治“知识”的内容也是或然的、不确定的，无法像演绎逻辑那样能提供一种必然真或假的结论。这种对归纳法的批评似乎在鼓励我们采纳演绎逻辑的进路来获取国际政治的“知识”，因为经验主义的普遍观点认为：“理论要具有科学性，最终必须在形式上是演绎的。”
(21)

 然而，华尔兹对基于一般科学归纳法的认识论进路的贬斥，并不能说明他转而依赖一种演绎逻辑的认识论方法。他实际上认为演绎法也无法提供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解释，因为演绎逻辑的问题在于由其所得的结论来自于初始的前提假设。演绎逻辑虽然能提供必然的答案，但并不能给研究者新知识，通过演绎法所得到的必然性结论要么早已存在于理论大前提中，要么位于对“已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处理的经验性小前提中”
(22)

 。因此，假说—演绎的研究模式无法产生“任何有创意的成果”。

值得强调的是，华尔兹对单纯依赖演绎法的批评不应使我们误读他企图在IR理论体系建构中完全放弃“假说—演绎”进路。相反，他实际上指出归纳和演绎对于建构理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提出“富有创意的想法”，即超越“假说—演绎”富有成效的“理论”
(23)

 。实际上，“假说—演绎”的认知方法进路似乎并不像华尔兹本人所评价的那样“低调”，我们会发现“美国范式”的演绎逻辑色彩是相当浓重的，同所谓“新左派”或“英国学派”较倚重历史归纳法的路径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美国范式”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均强调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一致性和演绎性，它们的鲜明特征是通过设置一系列理论假设作为演绎起点或“逻辑前件”，具有无法直接经验观察和先验性的特点。

总之，在结构现实主义等理论体系看来，乘着归纳逻辑的认识论方法的扁舟无法循着“知识”的坐标抵达国际政治“真理”的彼岸。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这种“真理”的方向而为“知识”进行定位呢？

三　IR理论中“知识”的定位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语境中，合理认知所涵盖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在真理符合论意义上对客观知识的诉求。国际政治“知识”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帮助人们在国际生活中和谐生存和良性发展，因此蕴含着一定程度的主体目的和价值观。进而言之，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主体的目的性、情感等心理因素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在对政治理性主义研究的反思中曾强调：“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直接刺激下行事，感情和兴趣可能针对那些与我们借助有意观察分析而发现的周围世界的实际情况大不相同的政治实体……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推理的结果。习惯在政治中显示的力量主要是形成各种思路。”
(24)

 上述对政治学研究的“非理性主义”特质的判断，也可看成是对“美国范式”为“特定观点而表达”的注脚。同时，也说明了研究者在投身“政治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持有何种程度的科学实在论立场，均很难超脱自身的“心理学条件”而获得客观的知识。此外，如果我们认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研究政治是‘为了行，而不是为了知’”的话
(25)

 ，那么大部分西方学者探索国际政治的“真理”似乎也是为了类似的目的。并且，这种“为了行”的目的暗合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倾向。从实用主义哲学视角来把握国际政治“知识”，正是亚历山大·温特指出的经验主义理论对待不可观察现象所采用的典型“工具主义”的做法。“工具主义”似乎扮演了“主体欲望或意图的仆人”的角色，即要求人们总是按照对自身利益的“明智见解”作出理论假设，此假设可分为两个独立部分：一是人们总是按照为达到某个预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推理而行事，即“工具理性”假设；二是一切推理都是同一类型，由同一种论证过程产生出的假设，即普遍性假设。当然，这种通过“工具主义”进路得到的理论假设也是不能满足知识条件三要素，其本质上是对经验主义怀疑论的妥协。

知识论总要面对所谓怀疑论的挑战
(26)

 。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人们的认知水平以及对知识的辨伪能力得到增强，这无疑对人们的认识活动是有益的。但是对于最彻底的怀疑论而言，试图对其有效回应几乎是无的放矢的。因为，任何论证都肇始于某种前提，如果怀疑论者质疑所有前提，则无法形成关于知识可靠性的对话基础。因此，在我们通过哲学范畴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和审视其中的既定概念和理论内核时，应保持一种有限怀疑论的态度，即认为在IR理论研究中运用怀疑论视角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彻底颠覆关于国际政治的所有结论，而是应通过“怀疑”去排除认识推理过程中那些错误的前提，纠正我们的错误信念，以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这也暗合了上一章对本体论探讨中将国际政治实在作为“社会实在”的考虑，至少我们以“社会实在”为出发点，通过认识活动达到对国际政治“相对真理”合乎理性的把握。这种国际政治“知识”的合法性能得到辩护，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社会实在本身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或普遍性。因此，国际政治的“知识”的客观性应该定位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的基础上，正是这一基础为“美国范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认识论支点。换而言之，这相当于在暗示一种“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认识论类型。于是，下一节将聚焦IR理论研究中的认识论基础主义。


 第二节　从基础主义到融贯论

一　基础主义视角下的反思

（一）基础主义和真理符合论的概念区分

本节在讨论“美国范式”所涉及的认识论基础主义之前，需要澄清两个与此主题相关的问题。其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在“美国范式”语境下开展认识论的考察多是从如何选择认识途径的角度出发，即在比较经验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或反思主义）的意义上思考选择哪种认识论立场来开展研究。例如，当代IR理论研究引入实证主义认识论视角，强调对国际政治事实的探究要坚持理性、客观、科学和实证的认识态度和方法，即提倡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认识方法（如前文讨论的经验归纳法）。与实证主义认识论相比，这里将聚焦的认识论基础主义似乎不构成考察“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基底的成熟视角。然而，随着后文尝试以基础主义视角来解构“美国范式”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时，我们会认识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蕴含了这一认识论特质。

其二，如果我们继续上一节关于国际政治“知识”合法性的探讨，即进一步分析“真理”的理论，我们会从一般哲学史语境中将其分为真理符合论（以下简称“符合论”）、融贯论（coheren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三类诠释视角
(27)

 ，其中似乎没有认识论基础主义的位置，这可能造成某种“误解”，以为基础主义属于某种符合论，或者能够以后者的内涵来定义前者。实际上，符合论是强调关于真理如何判定的理论，而基础主义是强调信念如何得到辩护的理论。进而言之，当我们说一个信念是基本信念（即信念的“基础”）时，即指该信念是通过非推理得到的或是不证自明的（self-evidence）和具有不可更改性（incorrigibility）的。并且，基本信念的客观性来源一般是经验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基本信念要求其命题与客观实在一一对应。

诚然，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对这种认识论范畴的误读。例如，秦亚青以为主流理论（理性主义基底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同非主流理论（如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等）之间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是前者坚持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即“认为所有关于真理的陈述都有一个客观的基础。我们能够以这个基础为准，以公正和客观程序对陈述加以验证，确定属真或属假”
(28)

 。首先，上面这句“所有关于真理的陈述都有一个客观的基础”明显存在将基础主义混淆为符合论的问题。基础主义作为一种研究信念如何得到辩护的认识论立场，强调并非所有信念（或表达信念的命题）都需要直接诉求某一个不可错或不可更改的前提，而是试图确立某些作为其他上层信念基础的基本信念。换而言之，在基础主义语境中绝大部分关于“真理”的陈述不必像以上说法那样“都有一个客观的基础”。这种“客观的基础”实际上是符合论的“命题—实在”一一对应的图像理论。其次，上述为理性主义基底的国际关系理论诉求“确定属真或属假”的客观基础的观点，同理性主义基底的结构现实主义持有的认识论观点相抵触。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首章中明确指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是“为了解释事实而进行的思辨过程”，并且“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联，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现实’既不会与理论一致，也不会与代表理论的模式一致”
(29)

 。注意华尔兹眼中的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并非是前者将后者看作客观的基础，更不强调理论与现实的一致，这种诠释明显与符合论划清了界限。并且，他还认为理论中的假设“无所谓真实或虚假”，对于理论“我们要问的是‘它有多大的解释力’”
(30)

 。再次，将基础主义当作符合论的理解存在另外两种困难。一是对于“客观基础”的性质没有作出说明，能否将“客观”诠释为本体论上的客观实在呢？这当然最接近符合论的语境，但与认识论基础主义内涵要求有显著差异。如果不将它理解为对客观实在的指涉，那么“客观”的基础又建立在哪里？进而言之，如果将此“基础”置于信念之上，那么“客观的信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或者以是否符合客观实在来辩护该信念的客观性，这难道不会再次回到符合论了吗？二是如何理解“公正和客观程序”？如果将这种程序仅仅理解为某种合理的辩护或证成的话，那么这似乎很难同认识论中其他进路（如融贯论和实用主义等）所共有的认知辩护特征区分开来。此外，“客观程序”就是指当代“政治科学”推崇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吗？若回答是的话，则会重新返回第一种困难，即科学实证主义要承诺认识论上的符合论，这相当于再次将基础主义同符合论画上等号。

于是，在澄清认识论中基础主义同符合论的不同内涵后，下文将试图揭示具有理念主义色彩的基础主义是如何在“美国范式”的认识论路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二）基础主义在“美国范式”中的角色

作为考察国际政治“知识”如何得到辩护的路径之一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可谓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受欢迎的认识论”
(31)

 ，它实际上属于某种“信念理论”的范畴。这里强调“信念理论”而非“知识理论”，实际指出基础主义的本质在于其“基础”是建立在认知主体的信念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实在之上。换而言之，基础主义强调的认识基础是基本的“信念”而非基本的“‘物质性’事实”
(32)

 ，即基本信念实际来自主体的感知或知觉的信念，而“不必是关于物理对象的信念”
(33)

 。并且，基本信念之所以“基本”乃因为它自身不需要任何辩护，是“自我证成”的信念。而对于那些非基本信念而言，它们则须通过基本信念获得辩护。基本信念是其他信念的“第一公理”，而其他信念是在前者基础上通过推理得到的。值得强调的是，基础信念形成的基础是主体的心理观察，即通过主体感官感知世界而获得“知识”
(34)

 。若我们要为信念大厦上的任何一层信念辩护的话，则必须通过从作为大厦地基的基本信念出发进行推理（回溯至基本信念），而推理过程本身并不作为最终辩护的来源
(35)

 。基础主义可以将基本信念定义为：

信念P对某人S是基本的，当且仅当它：（1）对于S是基本的（非推论的），（2）是真正如此（非推论地有证成的）
(36)

 。

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非推论地有证成的”的内涵。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语境中，这一内涵通常指信念是不可怀疑的或自明为真的，即有如下关于基本信念的界定：

信念B对某人S是真正基本的，当且仅当B是不可怀疑的或自明的或对感官明显的
(37)

 。

其中，“对感官明显的”似乎意味着基本信念是关于呈现状态的信念，即“现象的信念”。这里实际蕴含的是基本信念虽然可以不与外在于主体的物理对象“同一”，但是可与关于这一物理对象的知觉或其呈现状态“同一”。我们知道物理对象在主体中的呈现状态并不必然表示在逻辑上前者同一于后者。因为，这里潜藏是关于物理对象是如何在主体面前呈现的问题，即一种如何认识的问题，而恰恰是此问题使“现象信念”同关于对象客观属性的信念区别开来。以上分析路径就是通过“现象主义”（phenomenologism）视角来审视基本信念，即会有下面这样一种“从对象的呈现推导出对象属性”的蕴涵关系的命题P，以解释知觉信念的“基本性”问题：

P：在境况C下，X在S面前呈现Y，蕴涵着X具有性质Y
(38)

 。

C类境况并非指涉物质性客体的状态，而是指相对于主体而言的“现象”。因为如果C指物质性客体的状态，则意味着C同“X在S面前呈现Y”之间存在着如何认识的过程或距离，即为了得到某些知觉知识而预设另一些知觉知识。换而言之，按照C指涉物质性客体状态来理解，“X在S面前呈现Y”就是非基本的知觉信念，它并不能保证“X具有性质Y”。因此，我们似乎只能选择“现象主义”进路。并且，如果我们将P视为发现事物的现象和事物自身性质之间存在的必然逻辑蕴涵关系，那么“现象主义”就是一种通过定义概念和定义概念之间的蕴涵关系的方法来辩护基本信念。这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演绎逻辑的抽象的认识论方法。

当然，我们不难发觉的是，“现象主义”的蕴涵关系中的前提（如“X在S面前呈现Y”）很可能发生错误。以上蕴涵关系中的前提是基于认知主体的经验或知觉，但是经过“定义”得到的逻辑后承（如“X具有性质Y”）是一种非经验性的形式化规定。诸如上述蕴涵关系中“在……境况下”的条件句的表述，完全依据可观察的显像而非诉诸真实的客体状态。这种对“现象的境况”的理解，使知觉“知识”或信念无法获得一种不可错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如果基础信念仅仅是建立在主体感知或观察的现象的基础上，那么该信念就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信念，但按照基础主义的定义会出错的信念就不应该作为基本信念，这本身就是一种以“现象主义”来定义基础主义的悖论。并且，对于基本信念的“现象主义”的理解或“现象信念”的说法本身就排斥了任何非知觉呈现的或不可观察的信念的认识论地位。因此，“现象主义”的理解在认识论中的消极性意义高于积极意义，甚至可谓具有“双重否定性”的意义倾向，即一方面如前所述排斥了非知觉呈现的不可观察信念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使对于“现象信念”本身作为基本信念也不具有不可错性或很难得到基础性辩护。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路径，并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当代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滥觞角色。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现象主义”定义的典型基础主义模式，确实深刻影响了IR理论界对国际政治事实以及相关概念假设的认识论定位问题
(39)

 。首先，我们知道“美国范式”中的很多概念、假设和范畴，如单一偏好的国家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的目的论演化等均无法诉诸直接经验观察，它们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看就是值得质疑的“指涉不可观察事物”，因此“国家和国家体系的概念不是指实在的结构，它们只是帮助我们组织经验现象的有用的杜撰和工具”
(40)

 。这种观点无疑极大地削弱了IR理论范畴指称国际政治事实的客观性或合法性。同时，这种观点也间接地将国际政治实在的本体论问题“画上括弧”，从而提倡“本体论淡出，方法论登场”的国际关系研究进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上一章所讨论的“美国范式”含混的党性定位问题。其次，如结构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似乎能从“现象主义”对基本信念的理解中产生对经典理论的积极反思，从而实现某种国际政治的“认识论转向”。我们知道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将人性这一无法测量和证否的先验判定视为“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41)

 。这无疑是将基本信念设定为不可观察的非知觉的范畴，因此同认识论基础主义的“现象主义”理解是抵触的。换而言之，持有“现象主义”视角的基础主义者必然会否定经典现实主义对人性基本信念的立论
(42)

 。于是，结构现实主义通过对经典现实主义硬核假设的否定而提出基于理性主义演绎模式的“基本理论”来建构理论体系。行文至此，可能会有学者指出上述分析存在“离题性误读”，即结构现实主义基于“理论”的认识论做法似乎远离了诉诸“现象主义”的基础主义。但是这种“误读”并不存在，因为结构现实主义虽然表面看来同“现象主义”强调诉诸感官知觉信念的认识论进路相去甚远，但实际上结构现实主义恰恰能够从“现象主义”基础信念的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上得到支持，从而将后者作为某种默会的认识论根据之一。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利用“现象主义”消极的怀疑论意义，批判和摒弃了经典现实主义形而上的人性基本信念，从而为其转变理论路线提供了支点；另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为保持科学主义经验论的立场，而肯定了“现象主义”基本信念的积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它在讨论如何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具体言之，华尔兹提出检验某一“理论”必须遵循一定程序，其中前两个步骤包括陈述理论以及从中推导出假设，而第三个步骤则是“对假设进行经验性或观察性检验”，并且他还在最后一个步骤（步骤7）中指出，“如果无法通过检验，那么思考是否应该彻底放弃这一理论，还是需要对之加以修正，或是需要缩小其宣称所要进行解释的范围”
(43)

 。可见，结构现实主义即使采纳“理论”优先的认识论进路，也必然要诉诸基于经验观察的“现象信念”作为前者的辩护证据。此外，我们还应澄清一种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认识论误区，即误读“美国范式”中如温特强调的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即将科学实在论简单等同于真理符合论。然而，承诺科学实在论立场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具体认识论路径上不得不借助“现象信念”进行实证检验，而“现象信念”虽然关涉外在于观察主体的物质性事实，但这种“相关性”并非必然意味着接受了真理符合论，它也意味着将追溯认知辩护的理由止于“知觉上的或感官自明的”基本信念的类型。

当然，认识论基础主义虽然蕴含“现象主义”，但其在内涵上并不完全等同于后者，而且基于现象的信念在实际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可能是非基本的。根据基础主义概念的一般规定，基础信念作为一个独立的信念类别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存在足够多的基本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为所有其他信念提供基础；二是基本信念必须具有可靠地位，即无须进一步诉诸其他有证成的信念为自身辩护。对于第一个条件，我们可以很容易在“美国范式”（包括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中找到诸如国家中心论、国际无政府状态等作为硬核假设的基本信念，这些基本信念为“美国范式”的其他信念和理论结论提供了不证自明的最终依据。例如，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力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44)

 ，其中的“无政府性”自然是关键的基本信念。满足基本信念的第二个条件更为关键，它强调了基本信念的自明性和可靠性的地位。然而，对于在IR理论研究中如何把握基本信念的可靠性和自明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让我们以“美国范式”的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经典现实主义为例，来思考基础信念的可靠性问题。经典现实主义的六个原则可以视为满足条件一的“足够多”的基础信念组合，它们共同构成理论体系的信念基础
(45)

 。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为最基本的信念的原则1，正是以它为基础推导出经典现实主义内部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该原则指出“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
(46)

 。那么此“基本信念”的可靠性或自明性的保证来自于何处呢？摩根索为此诉诸某种“普遍”的哲学常识，即指出“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致力于发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
(47)

 。由于诉诸“哲学常识”的人性原则并非可被感官直接把握的“现象信念”，因此也就无法依赖主体观察或经验检验。“人性”作为表达政治法则的基本信念的可靠性依据是不明确的，因为人性是“无法测量、无法证否的东西，因此是先验的判定”
(48)

 。此外，经典现实主义的政治人性信念由于不是“现象信念”，不具备经验主义的认知条件，因此似乎很难在基础主义语境中将其视为“基本信念”。这一结论似乎同将人性假设视为六个原则中“第一公理”的分析相矛盾，但这恰恰说明经典现实主义认识论基础的不可靠性。摩根索把政治人性作为“基本信念”以及对人性信念的多元理解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倾向。因为，他在介绍六个原则的第一章的最后部分指出：“政治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人性的多元理解上。现实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多种人的综合体……政治现实主义认识到人性具有许多不同的侧面，并且认为要理解人性中的某一侧面，人们必须从这一侧面的角度来研究它。”
(49)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想理解“政治人”，即必须把人性的其他方面悬置起来，而专门研究人性中的政治方面，就像“政治人”是人性中的唯一方面一样。正是通过将人的政治维度的研究“从其他思想准则中解放出来”，以及建立一套适用于研究该主题的思想准则，摩根索才发展出一套经典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可见，他的人性原则的“基本信念”不但不是“基本的”而且并非可靠的和自明的，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工具。这种工具性的诠释似乎也适于评论以“政治科学”姿态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基底。对此，我们首先应思考结构现实主义是否也奉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类型，或者说它所持有的基本信念（或假设）能否满足关于基本信念的第二个条件（自明性）。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审视基本信念的“可靠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一种较强语气上的基本信念通常指自我辩护的信念或“无须矫正或不可更改（incorrigibility）地得到辩护”的信念，可表达为：

对主体S来说，一个信念是无须矫正地得到辩护，当且仅当S不可能持有该信念但却又没有得到辩护地持有它
(50)

 。

但是我们一般会认为无须矫正的信念语气太过强烈，因为一个人并非总是得到辩护地持有一个信念，而是在一种尚未证否的偶然模态语境中持有一个基本信念。换而言之，在没有找到足以推翻该信念的否定性理由之前，我们视同该信念是得到证明的，即通常称为“得到初始辩护的信念”，它准确表达为：

对于认知主体S而言，一个信念是得到初始辩护的，当且仅当，S持有该信念，并且没有理由认为不应该持有，那么S就相当于得到辩护而持有该信念
(51)

 。

并且，同“得到初始辩护信念”相关的是基础主义中所谓“上升论证”（epistemic ascent argument）。美国认识论学者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ed Sellars）等提出这种论证，即为确保认识论基础主义能够使经验证明过程避免“无穷后退”（regression）
(52)

 而被终止，就必须诉诸一种“无保证”（unwarranted）的规定。具体言之，如果令A代表真正的基本信念的性质，那么对信念B而言要获得作为最基本信念的辩护性，就要通过以下“上升论证”的推理逻辑
(53)

 ：

1．S的信念B具有性质A；

2．具有性质A的信念极有可能是真的；

3．因此，S的信念B极有可能是真的；

4．于是，S的信念B在认识论上得到了证成。

我们从以上命题推导中知道信念B作为得到辩护的基本信念，取决于前提1和前提2的合法性或自身的可辩护性，以及从前提1、前提2到前提3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我们为了合法地接受B是真正的基本信念，就必须在主观认识上接受B的“理由”即一种“至少是一个其他的经验信念的证成”
(54)

 。这似乎仍须诉诸其他信念，所以很难真正摆脱无穷后退的问题。特别强调的是，前提2可能是最引发争议的命题，即怎样理解具有性质A的信念“极有可能是真的”的意味？“极有可能真”的辩护基础在于放松对“决定性理由”的依赖，而倾向于诉诸关于现象信念的“非决定性理由”。所谓“决定性理由”是指一个逻辑上蕴含其结论的理由。按照这种逻辑，由归纳法得到理由必然是非决定性理由，而且它们是可矫正或证伪的。正如美国认识论学者波洛克和克拉兹指出的：“一旦承认归纳理由至少是非决定性的理由……表明各种不同的归纳推理也可能包容知觉知识。”
(55)

 于是，从基础主义承诺了非决定性的归纳理由的意义上看，从基本信念“上升”推理到其他信念的进路就是由“理由连接成论证”的推理。对于通过有限序列构成的推理中的某一命题P，要么P在认识上是基本信念，要么在该序列中存在一个命题或命题集合作为P的“非决定性的”基础理由，这意味着论证是使信念得到辩护的必然路径。但是，一个通过上面论证过程得到辩护的信念，也可能在其他的情况下得到证伪，因为“极有可能真”的理由也可能是被证伪的理由
(56)

 。具体而言，这种“非决定性理由”可以表达为：

如果当前的P是S相信Q的一个“极有可能真”的理由，那么R是这个理由的一个否定，当且仅当（P∧R）
(57)

 不是S相信Q的理由。

在IR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假定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S同时获得图1所示的两种形式的论证，则第二个论证（Ⅱ）是第一个论证（Ⅰ）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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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非决定性理由模型



总之，基于“极有可能真”的理由不但表明它是非决定性的，而且也意味着它是某种源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归纳性理由，正如华尔兹批评认为的，“源于直接经验的知识总是有问题的（problematic）。经验常常误导我们”
(58)

 。这似乎表明通过经验归纳获得的关于外部国际政治世界的“知识”很容易遭到怀疑论的攻击，通过归纳得到基本信念不像演绎命题那样具备逻辑上蕴含结论的必然理由，于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肯定地说：通过归纳法得出的关于事物形态的陈述是与客观真实相符的”
(59)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也承认认识论基础主义倚重经验归纳法的局限，特别是当研究者面对的对象是那些“不可观察现象”，如理性行为体假设、国际无政府性、民主和平论的因果机制等，因此似乎可以说，“认知更多地依赖我们从理论而不是从感官得到的知识”
(60)

 。温特进而说明经验主义认识论（包括华尔兹的反归纳法的认识论进路）倾向将那些关于研究不可观察现象的国际关系“理论”视为“整理证据的手段”
(61)

 。然而，这恰恰不是用“理论”诋毁了认识论基础主义的地位，而是预先承诺了经验观察以及在其基础上的非决定性理由（基本信念）具有“比理论优先的认识论地位”。认识到以上这点对于我们在下文中将“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定位于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科学实在论”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此外，熟悉认识论研究的学者可能会指出，相比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认识论基础主义，作为另一认识论类型的融贯论是否也在相关研究中扮演一定认识论的角色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在下文中展开。

二　融贯论、实用主义和科学实在论

温特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世界知名IR理论学者在展开科学哲学的辩论时，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经验主义的普遍观点是“理论要具有科学性，最终必须在形式上是演绎的”
(62)

 。诚然，演绎法相比前文所讨论的能产生非决定性理由的归纳法，能提供逻辑上必然的理由，即结论在逻辑上来自初始假设（基本信念），这就意味着以它作为认识国际政治世界的工具，实际上提供不了有用的事实解释或新“知识”。进而言之，认识论基础主义从基本信念出发通过“认识论上升论证”的逻辑为非基本信念提供辩护的路径暗合了“假说—演绎”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清醒地意识到演绎法的弊端，指出它“无法产生任何有创意的成果”
(63)

 。于是，在结构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语境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华尔兹对基础主义路径倚重的经验归纳法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是他对演绎法推理效果的怀疑态度。如果我们把“假说”视为作为非决定性理由的“基本信念”，并且将“演绎法”视为某种“认识论上升论证”的逻辑形式的话，那么华尔兹的上述态度就是在“双重否定”的意义上表达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政治科学”认识论同基础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张力
(64)

 。换而言之，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花费大量篇幅定义他对“理论”的理解，这似乎暗示了一条独特的认识论进路。在锁定这条进路之前，让我们聚焦华尔兹关于“理论”及其效力的论证。首先，“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而理论则解释这种联系为何存在”，并且“理论不能仅仅通过归纳法来加以建立，理论范畴只能被创造而不能被发现”
(65)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被发现”似乎在暗示“理论”独立于经验性知觉或观察，并且不以后者为基础，这说明“理论”并不作为基本信念。此外，他还强调，如果将规律视为“对事实的观察”，那么理论就是“为了解释事实而进行的思辨过程”。在华尔兹眼中，“理论解释规律”应是对“理论”的最佳定义，并且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定义相符
(66)

 。很明显，将“理论”定位于“思辨过程”也与体现基础主义的经验实证过程保持了距离。其次，华尔兹眼中的“理论”有着定义IR理论范畴的力量，他指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对于权力、武力、极、关系、行为体、稳定、结构与系统等词汇的定义也是见仁见智。其定义取决于使用者的研究方法……相互冲突的理论导致对相同术语的不同定义”
(67)

 。从以上论述可推断“理论”实际扮演了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背景框架角色。换而言之，某一理论体系的“基本信念”或基本假设、概念术语等只有在作为背景框架的“理论”中才能获得可靠的辩护性和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国际政治的“理论”就相当于一个不必基于“现象信念”就能使国际政治“知识”得到合法辩护的融贯一致的系统。于是，当我们通过使国际政治“理论”内部的信念体系取得逻辑一致的方法来辩护国际政治的概念、术语和基本假设等“知识”时，就指向了一种融贯论的认识论类型
(68)

 。所谓融贯论（coherenism），作为一种与基础主义相对的认识论类型，通常认为一个陈述是真的，就是指它可与某些其他陈述相互连贯一致，它们共同构成了信念整体
(69)

 。此处的“与其他陈述相融通”意味着判断某一信念是否是真理，该信念须得到整个信念体系内其他信念的全体或部分支持、辩护或取得一致，而不必诉诸经验性观察证据等
(70)

 。融贯论视角下的真理是一个“诸部分皆和谐地相联系的整体”
(71)

 。

从上述对融贯论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把握这一认识论类型的两个特征。第一，融贯论认为信念之真理性通常脱离外部的经验事实，因为信念得到辩护所依赖的融贯知识系统本身是独立于真实世界的。华尔兹对“理论”的定义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融贯论色彩，他强调：“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联，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现实’既不会与理论一致，也不会与代表理论的模式一致。”
(72)

 并且，“理论尽管并非与经验和观察的世界完全分离，但却只是间接相联”
(73)

 。他同时反对将“理论”视为“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的规律的集合或系列”
(74)

 ，因为“现象的规律的集合或系列”是必然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于是，华尔兹试图通过构建“理论”——这一自身融贯的体系来超越单纯依靠假设—演绎法的认识论基础主义进路。此外，华尔兹在关于知识来源的立场上同康德的怀疑主义并肩而行
(75)

 。康德认为理论中的正确之物在现实中未必正确。华尔兹也认为理论解释部分现实，因此有别于它所要解释的现实，并且对“可观察事物进行的归纳本身绝不能产生出解释被观察事物的理论。”
(76)

 反之，正是“理论”把现象“加以安排，使之看上去似乎是相互依赖的，理论将原本不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表明某些现象的改变如何必然导致其他现象随之变化”
(77)

 。第二，融贯论反对在“理论”系统内部确立某种类似于基础主义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基本信念子类，或更温和地讲即主张决定一个信念是否得到辩护依赖于它和“所有其他信念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它和地位特殊的信念子类的关系”
(78)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华尔兹式的“理论”就是一种融贯论的知识系统。因为，正如前文指出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系列硬核假设（诸如国家中心的行为单位、国际无政府状态等）相当于具有特殊认识论地位的信念子类（基本信念集合），这些作为基本信念的子类和其他“派生”信念构成了类似“认识论上升论证”结构的信念体系。并且，结构现实主义主张通过“经验性或观察性检验”
(79)

 对其国际政治的“理论”进行评价和修正。以上特征证明了结构现实主义具有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而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模式同严格意义上的融贯论之间存在着张力。此外，华尔兹对假设—演绎法的工具性运用也说明了他对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上升”推理逻辑的吸收。无须赘言，我们已经发现，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美国范式”的认识论基底，实际上是在基础主义和融贯论之间“摇摆”的，即在批评归纳法、贬低“基于经验的知识”
(80)

 以及主张“理论独立于真实世界”
(81)

 的态度上似乎朝向融贯论，但在坚持通过经验观察矫正“理论”以及设定具有特殊认知地位的前提假设来推演国际政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再次走近基础主义。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体系内在逻辑上的不一致，不如说是一种骑墙主义的认识论中道——具有实用主义哲学色彩的“基础—融贯论”（以下简称“基融论”）。而“基融论”的理论效果就在于达到“从以事实研究为基础的对因果关系的思考，以转向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事实”
(82)

 的认识论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做到“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那样的理论简化”。他强调“简化”在其国际政治的知识论进路中的重要地位
(83)

 ，因为通过“简化”能够使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基本要素彰显出来，以揭示必然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
(84)

 。换而言之，只有简洁的“理论”才最富有解释力和预测力
(85)

 ，即按照“是否有用”的评价标准来看是对我们“最有用”的“真理”。

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这种“基融论”的实用主义认识论路线为我们指向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并且以“修正”的归纳推理形式成为大部分科学基础的“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
(86)

 。所谓“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即给定一组观察对象，由于某个假设是对这些观察的最佳解释，我们常常将其看成是得到辩护或证成的
(87)

 。华尔兹关于“理论”作用的判断就类似于“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在IR理论中实用主义式的表达。例如，如果我们把“理论”中的假设视为得到“最佳解释的推理”的基本信念，那么就会同意华尔兹指出的“假设不是事实”，因此“假设无所谓真假。假设因理论的成功而彰显其作用……对于理论，我们要问的是：‘它有多大的解释力？’
(88)

 ”此外，波洛克和克拉兹进一步指出，在认识论中还有一种通过“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的方法就是所谓“科学实在论”理论，即预先承诺了外部世界是对事物何以呈现为其所是的最佳解释
(89)

 。按照科学实在论的观点，观察主体在“每一点上都确认了物理世界的整体性理论，因此，甚至在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开始推理之前，我们就应当获得大量的关于在不同场合下事物在我们面前如何呈现以及这些呈现中有些什么规律的知识”
(90)

 。以上似乎说明“基融论”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正是这种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中道”为“美国范式”的认识论提供了独特的坐标
(91)

 。

至此，我们已经把握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基融论”路线以及蕴含的科学实在论倾向。可能有学者提出疑问：与结构现实主义同属理性主义范式阵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具有类似的认识论倾向吗？诚然，同“美国范式”中的结构现实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相比，关于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研究的文献用“鲜有”二字形容并不过分
(92)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关于该理论的认识论定位的线索，因为我们可以从新自由制度主义“政治科学”的方法进路上得到启示，即它在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特别是针对华尔兹的理论）竞争过程中汲取了对方科学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且分享了对方诸如自利理性行为单位、国际无政府状态等理论硬核（即基本信念），尤其是大量运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方法逻辑。于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建立了一套结构严谨和深刻的理论体系，即使它就“政治科学”的特性而言没有达到结构现实主义所主张的简化程度，但“在自由主义诸流派中是最具科学性和系统性的”
(93)

 。因此，正是在它同结构现实主义所共同依赖的“政治科学”的研究进路意义上，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承诺了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

在对上面两种理性主义基底的理论体系的认识论定位后，我们再来审视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的认识论立场。首先，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和方法论维度上同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存在张力，但是其在认识论上“与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不同”，坚持“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探知深层结构”的科学实在论立场。值得强调的是，建构主义的这一立场在其理念主义本体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因为它实际表达了比理性主义基底的理论体系更坚定和彻底的科学实在论倾向。在温特看来属于经验主义传统的理性主义IR理论家所提倡的演绎方法反映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部分，即主张“决不能被貌似经验成功的现象所迷惑，决不能相信科学知识能够不通过抽象、严格的逻辑推理证明就可以得到”
(94)

 。这种主张实质上暗合了上文揭示的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特征以及其科学实在论的“中立”态度
(95)

 。我们可以断定，温特的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立场的表达是在主流范式中最强烈和最彻底的，正如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的：“我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
(96)



其次，认识论范畴中为“知识”提供辩护的“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在温特的语境中是以“最合理理论推理的原则”的说法呈现出来的，即“根据最合理理论推理是我们现有的获取知识的最可靠途径，并将继续如此”
(97)

 。科学实在论正是根据这一原则使理论家“有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即“他们对客观世界表述的权威性”，因为“科学实在论认为，理论家描述不可观察现象的属性，提出关于这些现象怎样与可观察结果相关的假设，以此确定不可观察现象的特征。从本质上说，在对待不可观察事物的时候，科学实在论者把因果性与描述性指涉理论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在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都是如此”
(98)

 。温特进一步指出，确定不可观察现象的特征常常是通过类比的方式完成的
(99)

 。例如，他指出：“华尔兹忠实地遵循了科学实在论的精神，用包含三部分内容的定义（描述）和市场的比喻设定了国家体系的结构，以便考虑这种结构产生的结果。”
(100)

 值得强调的是，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立场并不意味着国家体系的客观实在“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我们的理论而存在的”。因为，正像上一章中所揭示的，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事实的客观性来自于“共有知识”的观念性建构，而这种建构的结果（如作为社会实在的国际机制、国际行为体身份等）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集体知识（或意识）”的意义上讲就是独立于主观，或是独立于“理论”的客观认知对象。换而言之，根据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国家体系的存在或广义的国际政治事实是独立于社会科学家的思维的，“社会科学家与客观事物的互动调校他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论研究。观察可能是以理论为导向，但是……观察不是由理论决定的”
(101)

 。可见，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温特式建构主义都承认一些在国际政治中可以共同观察到的现象，并认为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认识论上客观”的国际政治的社会实在。然而，建构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共同承诺所谓科学实在论的意义上，也就同时接受了有着内在逻辑张力的“基融论”实用主义认识论进路。于是，建构主义理论体系一旦试图以“中间道路”的姿态屹立于“美国范式”的舞台上，就暗示着“科学实在论”已沦为用来掩饰理念主义认识论的动人的幌子。

综上所述，我们在本章中通过对国际政治“知识”的合法性的审查，特别是从认识论基础主义和融贯论的视角来剖析“美国范式”自诩的“科学实在论”的立场，最终将其认识论定位于实用主义的“基础—融贯论”的进路。虽然“美国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事实的内在因果结构可通过科学方法发现，从而形成关于国际政治的客观知识。但是，这种国际政治因果结构的“可观察性”，实际上只存在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笼罩下的“理论”的语境中。换而言之，IR理论研究者如果持有“美国范式”提供的某种信念（即使他们自称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知识”），那么就不得不通过范式导向的滤镜来观察国际关系的事实，从而再次“发现”了这些“知识”。并且，这一“重复发现”使某种信念得到经验证实，并且在“认识论上是客观的”意义上，进一步证明和巩固了这些“知识”。但是，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在这一过程背后，是“美国范式”的特定价值观、本体论和方法论，通过特定的认识论视角“发明”而不是发现了这些“知识”。而一旦某种特殊主义普世化的国际政治“基本信念”或“融贯体系”披上“科学知识”的外衣，“美国范式”就实现了作为“政治科学”的华丽转身。



————————————————————


(1)
  在哲学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位提出类似于知识判定圭臬的“知识三要素”分析的人，即把知识定义为具有合理解释或证成（希腊文Logs）的真信念。


(2)
  诸多哲学家如C．I．刘易斯、A．J．艾耶尔（Ayer）和罗德里克·齐硕姆等均给知识做出了类似定义。当然，著名的“盖梯尔反例”对此定义提出了质疑，即通过在现有的三个条件后再追加如下4个条件：4．P是从某一命题Q推出或大致推知的；5．S是有证成地相信Q；6．Q是假的，则根据MT（否定后件式）规则会认为S不知道P；7．S不知道P或P不是知识。以上反例指出一般的对知识的定义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然，如文中命题1-3三段式的知识定义足以满足对社会科学知识的考量。


(3)
  〔美〕路易斯·P．波伊曼著《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第2版），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90页。


(4)
  可详见上一章关于“美国范式”实在论的性质讨论。


(5)
  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Westview，1989，p．8．


(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0页。


(7)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9页。


(8)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9页。


(9)
  实际上，国际政治生活的现实和“美国范式”所提供的“国际政治知识”之间不必然相符。


(10)
  〔美〕路易斯·P．波伊曼著《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第2版），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6页。


(11)
  诚然，辩证唯物主义吸收了关于真理符合论的合理因素，坚持认识过程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把真理看作是“作为同客体相符合的知识”（《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2页）。并且，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相符合，不是僵死的、抽象的、没有矛盾的、没有运动发展的，而是处于永恒的矛盾的产生和解决之中，是思维对客体永无止境的接近。


(12)
  可参见《现代西方哲学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175页。


(13)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0页。


(14)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0页。


(15)
  即使在“部分真理”的较弱语气上修正命题2，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很难满足这种认识论条件。


(16)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归纳法进行实证研究可能存在如下局限性。首先，学者运用统计学归纳法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考察，这一过程本身无法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IR理论中的认知主体与客体很难做到像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种分离，相反的，是以一种所谓“反射性”（reflexivity）的逻辑参与构成研究对象的活动中，即像本特·斯蒂勒（Bent Steele）指出的，社会意义的世界是由作为专业外的施动者的行为和内行专家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共同建构的，IR理论学者在生产国际关系知识理论的过程中对研究对象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参见Bent Steele，“Eavesdropping on Honored Ghosts：From Classical to Reflective Realis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10，No．3，2007，pp．272-300）。其次，即使研究者通过研究历史文献的方式扩充自身“不在场的”观察的历时范围，但得到的可供归纳的数据量也是很有限的，并且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有效性也值得商榷。进而言之，国际政治研究者通过归纳法考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时段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普遍通过研究历史文献资料的方式以“扩展观察期”。但是，这里实际存在两类问题，一是研究者很难把握历史文献记载的客观性，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史家对于历史事实的诠释同历史现实在本质上很难简单同一。二是研究者搜集历史文献的条件可能不足，找到的有分析价值的数据也很有限。基于以上考虑，当代一些倚重史学实证研究进路的国际政治学者，如美国“新左派”学者沃勒斯坦和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归纳法考察而得出“现代世界体系”或“国际社会”等理论概念，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真理符合理论意义上的知识。此外，法国史家布罗代尔通过历史文献研究得出的“布罗代尔周期”作为长时段审视历史的手段没有问题，但若将其视为知识则非常值得商榷。


(17)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页。


(18)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页。


(19)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页。


(20)
  〔美〕约翰·波洛克、乔·克拉兹著《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11页。


(21)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49页。


(22)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2页。


(23)
  这种“理论”关涉下一节中对认识论融贯主义的考察。参考〔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2页。


(24)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65、68页。


(25)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第113页。


(26)
  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中的怀疑论通常是源自古希腊哲学的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希腊语“skepsis”意为“探究”或“质问”），即通过系统的论证，审视知识主张的可靠性以及我们建构客观真理的能力。希腊怀疑主义的创始人是艾利斯的皮浪，所以怀疑论又称皮浪主义。皮浪主义被认为提出了许多论式，表明现象世界充满着矛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担保我们理解的事物就如其实际。按此逻辑，最终办法就是对判断采取悬置态度，由此逐渐发展成为现代针对知识的认识论怀疑主义。


(27)
  这三种理论均为说明当一个陈述被认定为真时，如何对之作出正确判断。符合论认为，一个陈述是真的，它起码与事实相符。例如，陈述“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引号内是命题或句子的名字，而后者则是关于雪的事实。实用主义认识论立场认为，一个陈述是真的，它必将是可以有一批科学家尽可能用科学调查法来最终验证，其所得结论是近似真理或产生易于产生真理之条件。详见〔美〕布鲁斯·昂著《形而上学》，田园、陈高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60页。


(28)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5～126页。


(29)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7页。


(30)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页。


(31)
  〔美〕约翰·波洛克、乔·克拉兹著《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37页。


(32)
  这呼应了上文中笔者强调的对基础主义同真理符号论的区分。


(33)
  〔美〕约翰·波洛克、乔·克拉兹著《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39页。


(34)
  实际上，基础主义奉“基本信念”为认识活动的出发点，这可能导致极端经验主义者将无法观察的、形而上的外部存在悬置起来，而转入某种语言分析的进路。基础主义对“真理”之判断不是真理符合论中强调的主观观念（或信念）是否符合客观实在，而是语言命题中的“真”——是否符合一定的真值条件。所以也不能简单地将认识论中的基础主义同科学实在论画等号。后者通常承诺了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外部实体的客观实在性，具有物质主义倾向。


(35)
  〔美〕约翰·波洛克、乔·克拉兹著《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37～44页。


(36)
  〔美〕路易斯·P．波伊曼著《知识论导论：我们知道什么》（第2版），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11页。


(37)
  〔美〕路易斯·P．波伊曼著《知识论导论：我们知道什么》（第2版），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13页。


(38)
  参考〔美〕约翰·波洛克、乔·克拉兹著《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50页。


(39)
  值得强调的是，现象主义的认识论模式对“美国范式”的影响并非意味着后者完全采纳这一基础主义认识论进路。反之，在现象主义的消极意义上，“美国范式”出于对无法经验观察的客体的怀疑论态度而指向一种“工具主义”的认识论进路。文中将揭示“工具主义”的哲学实用主义的本质。


(40)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50页。


(41)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页。


(42)
  当然，经典现实主义将人性作为基本信念的进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基础主义的知识论形式。因为根据经典基础主义（classical foundationalism）的观点，基本信念承认不可错或非推论的知识，即包括自明和不可矫正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排斥通过非经验的或非感知的途径得到的知识，如一些数学或逻辑公理等，这实际反映了如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的认识论立场。因此，笔者以为摩根索将人性这一不通过感官直接可观察之物定义为客观绝对的“知识”，可谓在一定程度上同一般意义上的基础主义融贯。


(43)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4～15页。


(44)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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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展望马克思主义立场的IR理论中国范式

在审视、反思、定位“美国范式”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我们应该努力面向一种基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考虑。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大局时，可能会认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性力量是阶级斗争和不平等的发展；国际史是动态发展的和辩证的，而不是循环的；国家的行动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反映”
(1)

 。诚然，以上马克思主义式“国际政治辩证法的范式”的理论路径和华尔兹、基欧汉和温特等代表的当代西方主流范式存在着明显差异。

值得强调的是，如果根据吴恩裕先生
(2)

 对西方哲学研究路径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区分标准，那么马克思主义传统范式是基于关涉形式理论系统外部社会事实的视角，而后者则是基于形式思想系统的视角。我们知道一个形式思想系统和与此相关的社会事实是不能相互混淆的概念。形式思想系统在其系统内部可与具体社会事实相分离。易言之，某一形式化的思想系统内部的诸多概念范畴作为其元素的合法性只要求在不同元素之间的结构一致或元素间彼此融贯即可。然而，如果我们跳出对某一理论形式思想系统内部一致性的考察，而从范式外部探究该“系统之生长、发展和没落，以及它对社会的功能”，即将范式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置于该范式赖以栖息的历史背景中分析。具体而言，以F代表一种形式化的思想系统或范式，以f1
 、f2
 、f3
 …fn
 代表此系统的内部组织，R代表关系，H代表产生F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并非囿于内部系统“f”本身，这个系统显然是纯粹形式的——同它身在其中的“学术社会学”的“大背景”无关。我们欲知此形式系统的社会功用和意义，则我们是在考察“FRH”或“F（）RH”。F本身固然可以是形式的，但“FRH”的本质则是一个历史事实。马克思的意思是只有研究“FRH”这个关系体，才能估量出F的社会功用，及其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
(3)

 。吴恩裕先生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乃是在研究形式系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情形；而非研究内部自成一形式系统的系统本身。”
(4)

 这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区别于西方理论范式在方法论上最显著的区别。因此，如果存在一种与时俱进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国范式”的话，那么相比“美国范式”强调理论内部一致性和“解释效力”的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作风，这种“中国范式”更应具有跳出理论系统内部“小圈子”的特质，同时摒弃“特殊主义普世化”，是具有“天下观”胸怀的“国际关系辩证法”。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国际政治的辩证法”呢？在一种温和语气的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它指向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国际政治的辩证分析，特别是辩证法在特定领域的自觉运用。一般而言，国际政治的辩证法应当属于历史辩证法的一种特殊运用。如果将当代的全球化世界理解为一种“世界历史”阶段的话，则历史辩证法就不仅仅聚焦于单一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关系，而“升级”为某种研究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单位和其他跨国性实体（如跨国公司、NGO等）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的“国际政治的辩证法”。这里需强调的是，国际政治的辩证法关系的内容具有复合性，不能将其视为另一种极端——只研究国际行为主体间的矛盾运动，而应当同时包含对一般的注重国内的历史辩证法研究。这种考虑方式与“美国范式”（如结构现实主义）有很大不同，后者旨在追求理论解释的结构或整体论特征以及简洁性而有意忽略相关国际关系的国内内容，并且认为将国际政治的因果解释建基于国内政治活动的分析为某种不成功的“还原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的辩证法范式则应坚持国内与国际各种矛盾关系的整体和互动式研究。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恰恰是“回到现实”，以现实的或实践的标准来衡量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合理性。设想在结构现实主义等西方主流范式的科学主义思路下，为了获得最“经济”的解释力，而通过虚拟社会条件等思想实验将社会矛盾关系变量进行建构性抽象和拣选，其结果和因果解释尽管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却脱离国际政治的历史客观实在，这无疑形成一种方法论的悖论，即越是追求科学理性主义探究之“真”——获得理论范式的逻辑一致性和解释效力，则越是偏离历史之真理——真实的历史性国际政治事实。诚然，这些西方主流范式所谓“科学化”的方法旨在其自身理论范式的“逻辑最大化”，但并非没有进一步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诉求。进而言之，追求理论节俭或形式化的理论效力不能以牺牲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或指导能力为前提。正是基于以上论述，我们似乎不难判断“美国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辩证法的优劣高下。当然，针对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现实，特别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视角的“国际关系辩证法”的探索之路仍将任重而道远。或许这一宏伟目标可能在将天下体系改造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的努力中获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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